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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意料之外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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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市场有潜力减少歧视。早期平台，比如1999年的eBay就采取匿名交易。但随着市场的演化，网络市场开始要求提供身份认证信息，比如姓名和照片。在优步（Uber）、Airbnb和其他很多平台上，你的肤色、性别立刻一览无余，这些细节都可能影响你作为买家的支付价格或作为卖家的出价，甚至能否做成交易。

最近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卢卡（Michael Luca）和他的两名同事本杰明·埃德尔曼（Benjamin Edelman）和丹尼尔·斯沃斯基（Daniel Svirsky）在研究中发现了这一令人忧心的结论。他们发现在Airbnb上，如果客人姓名听起来像黑人，那么比名字像白人的客人的接受率会低16%。Airbnb并非惟一有歧视现象的平台，提供自由职业、拼车甚至遛狗服务等网站均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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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的这些洞察引起了大量媒体关注，更重要的是，以Airbnb为首的网站已经开始应对歧视问题。在074页的《解决网络市场中的歧视》一文中，卢卡和合作者波士顿大学的雷·菲斯曼（Ray Fisman）从上述研究出发，提供解决这一挑战的见解：和所有与自省有关的问题类似，第一步须先承认问题的存在。公司必须解决交流和设计方面的问题——目前卢卡正在与Airbnb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网络歧视是个难题，但我们希望能够在几年内解决这一问题。解决网络歧视，从现在开始。

[image: alt]



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选好你的继任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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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现场






美
 国总统大选落幕了，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出乎很多人意料，有关争议估计会持续到2017年1月新总统上任以后。观察并思考这场超级政治秀，难免让人感慨，对任何一个组织来说，选好继任者都不容易。

对公司来说，挑选继任CEO，无疑是董事会和关键董事的头等大事。CEO属于特别稀缺资源，选拔CEO如同沙里淘金那样困难和艰辛。一旦选对CEO，对企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CEO是公司战略制定和执行的核心人物，关系到企业的基业长青和生死存亡。

在全球CEO群体中，被称为伟大CEO的人数并不多。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是一位传奇CEO，他带领这家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连续实现了20年的有机增长，使公司的市场资本增长了30多倍。郭士纳于1993年接手IBM CEO的时候，公司正在走向衰落，他上任之后，实施了一系列转型战略，带领公司从硬件领域转向软件和服务，创造了巨大价值。IBM再次成为美国商界和全球技术领域的领袖。重新回归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更是创造了一个商业奇迹，把一家小众化的公司变成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本期聚光灯主题为“选准CEO奇略”，揭秘董事会如何选择继任CEO以及新人如何顺利接手成功。第一篇是管理大师拉姆·查兰的《伟大CEO的选拔秘诀》，该文就有IBM和苹果的董事们如何选定郭士纳和乔布斯的秘闻。文章主要观点是，公司选择新CEO须做好四件事——明确CEO职位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中心点）；对候选人的背景保持开放态度；深刻了解谁是最适合的人选；包容对方的缺点。

企业选出CEO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还要确保继任CEO成功。据统计，1/3至一半的CEO在上任后18个月内被迫下台。聚光灯的第二篇《握手之后：CEO成功交接的关键角色》提出，周密的继任计划应从新任CEO接受职位开始，延续到正式上任数月后。在整个交接工作中，有三个关键角色的作用非常重要：离任CEO的引导、CHRO的协助和董事会的支持。

新任CEO黯然离场的原因有很多，聚光灯第三篇《揭秘理想CEO继任规划》认为，多数组织对于CEO的更替准备不足：许多董事会没有做好继任规划，或者规划时间过短。理想CEO继任规划是，首先要有一份计划，要提早数年就做准备，最好从CEO新上任时就开始物色继任者，并将高管发展项目与CEO继任规划结合起来。

选择继任CEO在西方企业是一个难题，在中国企业也是如此。虽然中国企业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面临这个问题。相信本期聚光灯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有价值的参考和启迪。

本期对话嘉宾是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华为是一家成功的企业，它不仅在B2B获得成功，拓展到B2C市场之后仍然十分成功。从企业经营角度看，这种拓展是非常困难的。在对话中，徐直军描述了华为新的“全面云化”战略，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10月27日，我们成功举办了《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届管理年会，被中国管理界和企业界誉为年度“管理盛宴”。本届年会，我们请到了战略大师W.钱·金教授和《硅谷百年史》作者阿伦·拉奥。W.钱·金是蓝海战略和蓝海领导力的提出者，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特别提出引爆点领导力是蓝海领导力的执行框架之一，包括四大步骤：突破认知障碍、克服资源障碍、跨越激励障碍和消除政治性障碍。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hbr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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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家悉尼搬到洛杉矶这段经历对乔治·伯恩（George Byrne）
 摄影手法的影响非常深刻。“我在洛杉矶偶尔看到和感受到的街头美景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他写道，“这座城市有一种‘存在感’，而且这种感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他的作品请见于本期聚光灯
 栏目和georgebyrne.com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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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曾看到优秀的战略和运营改进方案因为继任交接不顺而被否决——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提案。”丹·齐安帕（Dan Ciampa)
 如是说。他曾在一家咨询公司担任董事长兼CEO达12年之久，在他离任后，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在一年内以失败离开。“我要对此负责。”齐安帕说。他再次回到公司担任CEO一职，并引进一位外部雇员，用18个月时间帮助他选择的第二位继任者在正式交接前适应新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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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多·穆萨基奥（Aldo Musacchio）
 曾在7年前教授哈佛商学院的高管教育课程，他发现学生对在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经营企业并不陌生，但他们不确定如何进入发展相对落后的缅甸、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市场——虽然他们意识到这些国家的增长潜力最大。于是他加入了埃里克·沃克的研究，而沃克当时在哈佛教授的课程是，如何争夺全球经济中不太为人所知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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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弗雷德·德·弗里斯（Manfred Kets de Vries）
 的文章内容是，如果你恨你的老板，你该怎么做。他是领袖心理学领域的先驱学者。他对这一学科的兴趣要追溯到他在纳粹时期荷兰农村度过的童年，当时有14个犹太人藏匿在他家，而且一躲就是5年。他在那段时间从一个非常个人的层面了解到，坏领导可以带来多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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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如何重归职场

iRelaunch公司创办人之一 卡罗尔·菲什曼·科恩｜文



出现职业空档期的最通常原因是有些人要全职照顾孩子，之后，他们如何恢复职业生涯？有一些创新型组织，悄然开展了一项名为“回归职场”的实验项目，为该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必须认识到，总有很多成功的专业人士因为种种原因离开职场，之后，他们又泰然自若地重归。



规划你的事业，像总统竞选一样

多里·克拉克｜文

面对公司业务全面转型，这家老牌企业为何选择不裁员？

约翰·多诺万｜文

失业，才是加速衰老的最大元凶

布兰登·巴斯蒂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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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决策时，算法绝对比人靠谱得多

人类并非可靠的决策者；他们的判断受到不相关因素严重影响，比如当时的情绪。我们将这种随机变量称为“判断噪声”。对很多公司的利润而言，噪声都是一笔隐形成本。



先别忙着取消绩效评估

的确，绩效评估是有成本的，但也有好处。Facebook的经验很好地表明了绩效评估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女性CEO都去哪儿了？

为什么高管层中女性如此稀缺？研究表明，有些颇具资格的女性主动弃权（按照雪莉·桑德伯格的话说，她们没有“向前一步”），把精力放在了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但更多原因还是来自性别偏见。董事会成员倾向于任用白人男性担任领导职位，因为他们都顺应当下的观点——白人男性的选择“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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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说话才能

改变他人想法

克里斯托弗·格雷弗斯（Christopher Graves）| 文

时青靖 | 编辑






市
 政厅成员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在第二场大选辩论中选择结尾问题时，我惊讶地发现，他用了我上周在网站openquestionforum.org提交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指出对手优点的做法太幼稚，简直是幼儿园级别。但行为科学家并不这么认为。

改变别人的想法经常是不可能的任务。多数情况下劝人不成反惹祸，原本对立的观点之间鸿沟愈加扩大，双方甚至可能恶语相向。人们想象中，21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理应认真研究证据，及时调整观点。但行为科学研究显示，争论中引用的事实和证据越多，多数人会越想争辩，和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这种现象有很多叫法：确认偏见；动机性推理；还有逆反效应等。一些早期的动机性推理研究显示，持不同观点的团体看过同样的视频后，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不过卡尔和我采用的是一种名为“肯定效应”的策略，这可能是唯一能将顽固的观点稍微软化，包容灵活讨论空间的方法。下面我来介绍这种策略以及具体如何实施，在政界、办公室和讨论中都可以应用。

我们对某事形成观点后，就很难毫无感情不注重意义地理性分析。通常所持观点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信仰，以及所处的人群。如果有人提出批评，或是质疑你的信仰，潜意识层面你会觉得他们在挑战你的身份，大脑会自动准备好迎击对手攻击自尊。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布兰登·奈汉（Brendan Nyhan）和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杰森·瑞弗勒（Jason Reifler）是两位长期研究该效应的学者。他们发现如果称赞别人，人们在改变观点方面会更容易接受。在最新实验中，奈汉和瑞弗勒再次发现，“肯定效应下，人们遇到存在争议的观点时，处理不一致的信息会更容易，获得肯定后拒绝承认事实的冲动会减弱，如若不然他们会将事实视为威胁。”

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和领导的科学家团队专门研究，人们面对可能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时大脑作何反应。他们发现大脑中心与情绪、冲突、道德判断、奖励和愉悦相关的部位异常活跃，而与理性思考联系最密切的部位几乎没反应。

所以身份和信仰受到威胁时，大脑就会警告新的矛盾的证据可能造成痛苦。与此同时，当我们否认面前具有威胁的证据时，大脑会发出奖励的信号。所有这些都是改变观点时遇到的强大阻碍。

丹·可汗（Dan Kahan）在耶鲁大学负责文化认知项目，他也在研究这种现象，他认为要想向前推进唯一的方法是“解脱”。文化认知是通过编辑巨大的信仰和世界观网络，从而了解人类的方式。如果外来观点威胁到原有世界观，你立刻会否认。只有将证据与身份拆分开，思考才能有进展。

通过应用研究成果，对立组织沟通时首先肯定对方（说些好话，至少也得准备好说好话），就事论事不掺杂对身份的考虑，会进展良好。

有时幼儿园级别的问题也可以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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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格雷弗斯因在行为科学方面的研究荣获最新一期洛克菲勒基金会Bellagio Resident，他同时担任奥美公关全球总裁，公关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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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公司文化

从领导者做起

吉姆·怀特赫斯特（Jim Whitehurst）|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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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世界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文化”，有些企业文化“强大”，有些“创新”，还有些“有毒”。说这些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对我来说，企业文化是指公司内部的人相处的方式。文化是一种习得的行为，不是经营的副产品。文化不只是表面。企业文化是通过具体的行为形成的，而不是先有文化后有行为。

举个例子，我是联合航空董事会成员。每次董事会开会前，讨论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防出口在哪儿，如何下楼梯，之后在哪里见面。为什么每次开会前都要讨论？因为联合航空的企业文化是安全。培养和强化该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从实际行动开始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联合航空另一项企业文化就是及时。我自己就是个很守时的人，但我清楚记得，有一次参加电话会议，我只晚了几秒钟打进去，但其他人几分钟之前就开始了。他们只要有机会能尽早开始就早开始。

我讲这些故事的目的是表明，领导层的行为会推动企业文化的形成。不过这也正是已成型的企业文化难以改变的原因。

企业文化难改也是管理者经常咨询我的问题。改变企业文化很难，因为意味着改变行为方式。如果你掌管的公司按照某种方式做事，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就很难说服大家改变。其中包括公司的领导者。

设想如下场景。一群管理者决定企业文化要变得“更关注客户”。但看看会议日程，根本没有时间讨论如何改进客户体验。他们又能抽出多少时间实地探访一线，拜访客户，哪怕给客户打几个电话呢？如果从管理层开始就把客户放在其他事后面，又能指望企业其他部门有多重视客户？

人们很容易认为打造企业文化就是改变别人的行为方式，跟领导者怎么做没关系。但是我相信，企业文化调整是从领导者开始的，想企业变成什么样，首先自己就要开始调整。

有例子可以证明：很多管理者咨询我，如何营造更追求创新的文化，就像红帽公司（Red Hat）一样。其实没那么简单，不是对全公司大吼一声，“快点去创新！”就能做到的。

红帽公司的创新文化是全公司集体行动的产物。其中一项就是愿意开诚布公讨论哪些是好创意，哪些不够好。如果想更有创意，就要接受失败。如果同事们没有不停拓展边界，经常遭遇失败，就说明他们开拓的力度还不够大。通过不断接受失败甚至庆祝失败，公司内部才形成了创新的文化。我们永远鼓励勇攀最高峰，哪怕登顶途中跌落山崖，也给后来人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所谓创新其实就是这样。

看看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亚马逊（Amazon）的例子。亚马逊的创始人和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说过，如果公司员工发现有十分之一几率获得百倍收益的投资机会，每一次都要抓住。但那同时意味着，亚马逊要容忍员工10次有9次失败。

对传统公司来说，要绕过这些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习惯了追求结果。在传统公司眼里，失败很可能不会庆祝；而是要接受惩罚。所以创新出现停顿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拼命创新没有任何好处，谁会硬挺着所有压力尝试新事物呢？

说到底，打造创新文化要从领导者如何看待创新开始。其他企业文化也是一样：都要从领导层行为方式改起。换个方式说就是，如果你想改变企业文化，第一步是照照镜子，确保自己的行为方式能为公司上下起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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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怀特赫斯特担任红帽公司总裁兼CEO，也是《开放式企业》（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5年）一书作者。红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开源企业IT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他的Twitter账号为@JWhitehurst，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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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

商业教育悖论

张颖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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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几十年，全球教育制造了大量人力资本。从这方面看，商业教育成果斐然，商学院数量增加，毕业生数量也剧增。然而，看来商业教育的发展并未实现其根本功能：促进社会价值提升，为本地和全球社会服务。经济的外部性，政治力量的介入，市场与教育机构信息不对称（需求-供给），以及各地区之间激烈的竞争等种种因素结合后，导致全世界商学院架构趋同，价值定位同质化。

在全球化、标准化和以收入分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学院之间的竞争主要在向毕业生提供职业培训方面，在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上重视程度不够。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资源分配不均也加剧了这种现象，教育资源不均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商学院悖论

商学院教育在“财富指标的信号效应”推动下，呈现螺旋下降趋势。因为商业教育的设计和发展都是为股东利益考虑，而不是为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考虑。从商学院的排名上主要能看出学生找到高收入工作的能力，并不能体现学生开创事业帮助他人工作的能力。

商学院的研究、发表论文、教职工、教学，甚至教学项目的重点都是从成功案例中学习，并不研究失败案例。商学院的竞争更像疯狂竞赛，每家都在拼命追求标准化以生存，同时做出一点点差异化谋求利润，但这么做的结果是更像商业机构而不是教育机构。

种种现象导致出现严重的商学教育悖论。实际需要的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状况提供不同的教育，然而提供的却是出于竞争目的设置的标准化教育。举个例子，大多数商学院的研究模式都很重视技能培养，严格遵守方法论，但对管理者如何处理实际问题却相助甚少。结论是商学院应该制定更多元、更创新的项目和教学形式。这就形成“马太效应”，结果是品牌效应强排名高的商学院更容易吸收资金进而升级，其他商学院却很难筹资，有些甚至生存都有问题。



社会和商业

商学院很少有意愿并有能力同时将社会使命和商业使命结合起来，注重齐头并进发展的。几十年来情况一直在恶化。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行动总是割裂，而未成系统。商业教育在回答“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方面越发乏力，意愿也在降低。

鉴于种种，我建议商业教育采取生态观念，将推动建设可持续社会纳入教育体系，尤其是诚实守信，遵守商业准则，探究人类应如何生存发展等。商学院应该向其他学科门类多学习，例如医学院（虽然医学院也在转型），主要在设计混合的，基于生态的教学模式，同时解决社会和经济需求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很值得尝试的一步是设立创业中心，接下来的行动要更注重结合；例如打造综合的“商业医院”，为当地出现的商业问题寻找原因，类似医学院向社区派驻医生，一方面医学生可以积攒执业经验，另一方面病人也可从中受益。外教师也可以拓展医学知识，通过将书本知识临床应用，形成体系后在课堂讲授，最终发表在医学刊物上。商业医院也可以在教学中进行整合，既推动本地经济又帮助MBA学生和教授们反思和拓展知识。

一个运转良好的商业教育生态应能哺育内部相关方（教师、学生、毕业生、管理者），同时要与外部各方（政府、行业、社区和整体经济）通力合作，应对周期扰动的同时追求集体价值最大化。换句话说，该系统中的可持续性反馈闭环意思是商业教育不应该通过创造和传播知识、技术和行为准则，还要与外部相关者一起共同为社会创造价值，建设可持续型经济。



思想体系和道德准则

如果商业教育真能如本文建议一样，既能实现社会价值提升，又能促进相关方利益，就要在输入、流程和输出三环节都采取网络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起来，为教育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准则进步做贡献，课程设计要将理论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还要融入互动体验课程，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提升实践能力。换句话说，商业教育对学生不应只通过外部知识传输渠道教授科学知识，更要注重我们称之为内在知识的内容，从“心”出发，帮学生积累“道德资产”和“情感资产”。

若要打造真正完备的职业商业教育系统，就要将学术理论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从理论实践中来，再应用到理论实践中去。管理者制定教育战略时不应只盯着国际，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学校当地的社会和商业需求并保持密切联系。此举也会反过来向教师提供新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传道授业时也会更加胜任。

我相信如果商业教育能完成系统化调整，将所有利益相关方紧密结合起来，贴心服务，充分参与，平等对待，即使运行过程中遭遇阻碍系统也会自行化解，就像健康的生态系统一样。当前竞争环境中种种浪费和适得其反的行为会转变成团结协作。商学院和其所处的社会也会有明显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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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是荷兰伊拉斯谟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副院长兼教授。她是哈佛商学院访问学者，哈佛法学院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还包括创业创新、中国商业和中国经济。点击链接http://www.rsm.nl/people/ying-zhang/
 可进一步了解张博士和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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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隐形赋税：噪声


丹尼尔·卡内曼、安德鲁·罗森菲尔德、琳娜·甘迪、汤姆·布莱泽《哈佛商业评论》10月刊文章。






很多组织希望员工表现稳定，而每个人判断却不尽相同，哪怕他们职责相同，遵循的规则也一致。这种决策差异被称为噪声，让公司付出高昂代价。作者阐释了如何在组织中评估噪声，并采取补救措施。最有效的方法是以算法取代人工判断，无论输入情况如何，算法能保证输出的一致性。




我们要区别高频决策（例如信贷审批和解决投诉）以及低频决策（例如在什么平台上布局产品和收购什么公司）。对于反复进行的决策，可能会有可以开发和利用算法的数据，但不常见的决策不确定性很高，可能不可以靠算法来处理。

——加尔·伯库斯

通用汽车全球互联客户体验首席分析官



决策工具（算法、清单、小组检查等）并不等于创作和填写报告。其设计目的是帮助员工快速进行准确决策。在一些情境下（例如产品设计和战略），创造性、试验和改变方法很重要。但其他情况下，很多类似决定须快速进行，而人们只有一个机会做出对的选择。这是工具能帮助进行准确决策，尤其是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实际上决策工具减少了报告的时间，因为管理者知道员工决策趋于准确一致，就不需要他们过多插手了。

例如医疗行业的专业员工在决定最佳治疗方案时，须权衡很多复杂因素。在该领域决策工具十分流行，因为工具能得出最佳实证，带来更快速、更准确的结果。决策噪声可能影响病人的性命，因此这点格外重要。


——汤姆·穆利

阿尔伯特健康服务，福利实现顾问





基于算法决策方法的关键是，聚焦输入而非输出。输入内容必须通过算法合成来改进准确度、减少差异和避免偏见。输出的例子可能是“选择平台开发产品”。这时输入的内容可能与供应商的熟悉程度，与顾客的关系，以及类似产品的经验度有关。如果根据经验进行输入，推荐的决定（哪怕是低频的），也容易取得成功。


——里尔·赫维特

Glasshouse Consulting资深商业顾问





有研究显示，预测时群体判断能减少噪声提高准确性。为了避免从众心理，应该让人们分别决策，然后再把所有决策汇总起来。我认为其他决策也适用上述方法。


——克里斯蒂娜·菲利普斯

班戈大学ForLab商业分析师






HBR.ORG近期热门话题

《对防御心理很强、哭喊的人如何给予反馈》

How to Give Feedback to People Who Cry, Yell, or Get Defensive



《优秀和伟大领导者的差异》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Leaders and Great Ones



《绩效管理变革》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volution



《辞职的7种方法》

7 Ways People Quit Their Jobs



《如何留下完美第一印象》

How to Make a Great First Impression



《平台真正颠覆的公司》

The Business That Platforms Are Actually Disrupting



《好的报告让人不舒服》

Good Presentations Need to Make People Uncomf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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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为何离职


《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9月刊文章






员工离职的原因可能是不喜欢老板、看不到升职或成长机会，或得到了更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新研究揭示了人们离职的时机：入职周年、生日（尤其是中年）、同学聚会等，都可能刺激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生涯。为降低人员流动的成本，公司正设法预测哪些员工可能离职，并采取措施挽留他们。




员工可能在生活中的重要节点换工作，这不是什么新的或突破性的发现。我们在20多岁或30多岁设置目标，设想自己40岁或50岁时的状态，因此较多人在这些时间点换工作很正常。职业目标会随时间变化。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虽然现在的工作和一开始设想的不同，但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成就，并不想要离开。也有人回顾自己的职业和人生目标后，决心向前走、向上走。


——洛瑞·维亚尔

欧莱雅销售培训经理





预测性信息可能对某些公司有用；但给予员工更好的训练、辅导和文化支持，似乎对人才保留的作用更明显。如果员工拿领英上的信息当由头提要求，会让我的一些客户很激动。不过我基本没遇到过这种事。有时，员工想要的只是管理者的认可和欣赏——这种技术是免费的。


——达西·埃肯伯格

RedCapeRevolution.com高管教练





如果公司认为要留住员工，就得用新技术跟踪他们的一举一动，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行踪，那么有些事情就非常不对劲了。忘掉这些，开始有效地激励和关心你最有前途的员工吧！跟他们聊天！别在人家背后偷窥。


——迈克尔·勒尼汉

TMXpert总裁





在我们过热的经济中，很多员工经常接到猎头电话和工作邀请。如果一家公司并没在成长，或者管理者没有帮助员工成长，那么它很难让有活力的员工有理由待三年以上。


——唐·史密斯

STG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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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认知有多难


《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9月刊文章







30年间我为100多家机构提供了咨询服务。大家思考多样性和绩效的方式是过时的。KPI的框架有很多层次。其中之一可参见由Catalyst（2004）所做的研究：“底线：企业绩效和性别多样化关联”（The Bottom Line: Connecting Corporate Performance & Gender Diversity.）我并未参与这一研究，但根据我为企业做的很多商业案例可以得出结论：分析多样化或缺少多样化的情况时，可以根据责任分配、失去的机会以及可利用资源来判断。关键是要理解员工多样化实现方法相关的衡量指标。具体可参考光辉国际公司发表的我的两个研究，其中有关于人才发展的量化方法。


——安娜·斯威格尔

读者





本文是一篇思路清晰成熟的佳作，饶有趣味。首先，作者成功陈述了精英制度为何会难以执行。但是结论似乎变成了“不要采用精英制度”，其实可以采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修复招聘系统中的问题，这样精英制度就能奏效了”。

其次，对“我们并没有看到偶发事件在人生轨迹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观点我并不信服。这是生而为人的附属品。一个孩子降生在富裕国家中产家庭，另一个则出生在腐败国家的贫困家庭中——除非你能改变世界运行的方式，否则这种观点将永远是人类现实。


——蒂姆·施密特

读者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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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封面“聚光灯”


累积优势理论

发掘和培养用户习惯

很多战略研究者认为，现代商业变化迅速（可能应用市场体现得最明显），所以竞争优势都是无法持续的。这种观念下，企业要不断调整商业模式、战略和沟通方式，以便实时应对越发刁钻的用户需求。如果既想保证用户忠诚度，又想吸引新用户，就要注意维护关系的同时保持产品品质。但理论显示，保持优势不是靠向消费者提供最佳选择，而是提供最简单的选择。所以价格定位可能一开始能吸引人，却无法保持忠诚。依据这种理论，保持消费者忠诚度不是跟着口味变化不断调整，成为理性和情感上的最佳选择，关键在于别让消费者选择。要做到这点，就要做到作者提出的“累积优势”。

创新和习惯。Intuit公司的成功之处在于开发了小企业和个人金融产品，营造了纯数字环境。用户可以彻底摆脱纸和笔，不用痛苦地在纸质表格里填写费用或税率，数字表格可以搞定一切。如果做不到这点，数字产品的用户既要适应新工作方式，又要保证数据准确。先保证用户体验，然后就可以享受海量用户带来的网络优势，也可以从相关环境中发掘用户习惯。与此同时，随着技术越发成熟，许多习惯会渐渐消失，某些产品的优势可能变成用户不知不觉培养的习惯，甚至变成一种身份认同--我是苹果用户，因为苹果的产品最好。

习惯是基石。乐高成功的基础是，玩家使用非常简单的元素，经过组合再组合重重叠加，最后创造出非常复杂的作品。最根本的简单性非常重要——推广人员强调乐高能提供很多选择和功能时，就没有强调玩法简单时效果好。玩乐高玩具还能让孩子们根据个性培养独特的技巧和习惯，逐渐会培养出认同感——这不是对玩具忠诚，而是一种观念。有的人会自称乐高粉，就像有的人会自认果粉一样。一个人热爱的品牌反过来也会界定自己。




[前沿]


征集赞赏意见

一项新研究显示，企业向用户征求售后意见时，不应仅当成听取意见征求反馈的机会，应该看成讲策略的沟通机会，略施技巧就可以改善消费者的体验。具体来说，不要问中立问题（消费者一般会选择抱怨），一开始就征求积极反馈，例如“今天的飞行中您最喜欢哪部分？”研究称采用此类“征求积极评价”方法后，回头客会更多，也能拉动进一步消费。此外，捷蓝航空“用户之声”项目前任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如何应用该研究成果。




[实战复盘]


T-Mobile首席执行官谈应付对手

约翰·兰吉尔刚入职时，发现T-Mobile在无线行业一直在笨拙地跟随威瑞森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采取措施改进T-Mobile的产品后，他开始拿落后做文章。不管是在Twitter上，在超级碗的广告中，还是直播节目里，他经常拿对手开涮。“很多大公司里，首席执行官都太圆滑了。”兰吉尔写道，“他们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里评论别人，很多人甚至连竞争对手的名字都不敢提。简直太老套了。我就不一样。我从小就热爱竞争，对手激励我变强——竞争是我个性里重要的部分。我喜欢赢，但有时让别人输掉让我更开心。”这种策略帮助T-Mobile的订户数量大幅增长，也大为激励了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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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关于企业生存的可怕真相

THE SCARY TRUTH ABOUT CORPORATE SURVIVAL

[image: ]




王晨 | 译　齐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企业失败在加速，原因如下。


“1
 980年之前的公司中，80%已不复存在，未来5年内可能还将有17%消失。”这项数据经常在学术会议上出现。由于太多次听到类似说法，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也开始引用这项数据，虽然他并不清楚其准确性，也不了解背后的原因。因此，戈文达拉扬与同事阿纳普·斯里瓦斯塔瓦（Anup Srivastava）决定认真研究一下企业的寿命问题。

此前，曾有研究分析《财富》500强企业和标普500企业的存活率，不过这两位研究者选取的范围更广，包括了1960年到2009年在美国上市的全部29688家公司。他们认为，《财富》500强和标普500仅代表超大型企业，而这类企业尤其容易被颠覆。研究者按上市时间，将企业每10年划为一批，统计上市5年后仍然存活的家数。结果显示，企业寿命在缩短：1970年以前上市的公司中，92%能撑过上市后的5年；而2000年到2009年上市的公司中，这一比例仅为63%（剔除网络泡沫和2008年衰退影响）。2015年，波士顿咨询公司曾进行类似研究，不过戈文达拉扬认为他们这项新研究有些不同。虽然两项研究都得出企业存活率降低的结论，但新研究指出了哪类企业特别容易失败。“出现这一趋势，不是因为1970年以前上市的公司更容易失败，而主要是因为最近上市的公司倒闭得更快。”戈文达拉扬说。另外，新研究尝试回答统计结果所引出的更重要的问题：企业为何失败？管理者如何避免企业失败？

为此，研究者细读企业财报，分析不同时期上市的公司在固定资产投资（如厂房和设备）和组织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专利、研发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差异。他们发现，2000年之后上市的企业在组织资本上投入的比例，平均是此前企业的两倍以上，而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仅为一半。“新一代企业建立在全新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例如数字服务，其产品和服务可以快速面世并流通。”研究者写道。“这给予它们相对于制造企业的优势，因为‘卖理念’的公司不需要成本高昂的物质条件，如工厂、仓库、供应链等。”但这项优势是双刃剑：“好消息是，新一代企业更加敏捷。坏消息是，一旦无法继续创新，这些企业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这个较为悲观的看法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相比拥有工厂、实体产品和供应链的企业，数字型公司更害怕快速出现的模仿者。戈文达拉扬举了一堆例子：不久前，大家好像突然就都在用印象笔记这个企业办公软件，而现在微软OneNote、苹果Notes、谷歌Keep、Simplenote都提供类似功能；Skype、FaceTime、Viber、Jitsi、谷歌Hangouts都在争夺视频聊天市场；还有Dropbox这家开创性的用户友好型云存储公司，其基本功能很快就面临来自微软、苹果、亚马逊和谷歌的模仿。“创造性颠覆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实体’经济的世界里，创新和颠覆的周期更长。而在科技领域，周期在缩短。”戈文达拉扬说。

商业趋势从重资产转向数字化，带来了一些微妙和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戈文达拉扬指出，商学院的会计课程须重新设计。传统课程详细讲授库存模型（还记得“LIFO”和“FIFO”吗？）、销售成本、折旧等，这在资产负债表上都是实体资产时才有用，而如果产品是可供下载的数字文件，则意义不大。戈文达拉扬说，这只是商学院课程与当下经济环境脱节的一个例证。

本研究还尝试回答初步发现所引发的最重要的问题：新一代公司如何对抗趋势，延长寿命？研究者给出了三项策略。首先，企业商业模式应同时包含技术产品和实体产品，这会带来竞争优势，因为竞争对手将很难找来程序员就能快速设计类似的服务和产品。数字产品和实体产品融合的例子包括特斯拉，该公司同时掌握电池和汽车制造方面的深度技术，以及亚马逊，其庞大的仓储体系能有效抵御竞争者的威胁。

其次，企业可以寻找能够创造强大网络效应的商业模式。例如，Facebook的10亿用户是它的竞争优势，因为想换到其他平台的用户必须重新加好友、上传内容，这是极高的转换成本。第三，企业可以加大持续创新的力度。戈文达拉扬对此提出了“三个盒子理论”（the three-box model），并在2011年的《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和2016年出版的著作中作了阐发。

本项研究的结果还促使戈文达拉扬思考CEO经常受到的一个批评，即短期主义思维。“人们把压力归咎于华尔街，但投资者其实要求你寻找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健康平衡。”他说。“如果不这么做，短期之后，你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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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阿纳普·斯里瓦斯塔瓦（Anup Srivastava）：《创造性颠覆加速条件下的企业战略》（Strategy When Creative Destruction Accelerates
 ，研究项目）





前沿 Idea Watch



理念回归实践

“进入壁垒现在是用户注意力”

[image: ]




维布·米塔尔（Vibhu Mittal）曾在两个不同的有利位置体验过创造竞争优势的挑战。在谷歌担任资深科学家的9年间，他的任务是帮助这家顶级科技公司巩固地位；而在过去7年中，他投身教育科技领域创业（现为Edmodo公司CEO），任务是颠覆在位企业。米塔尔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介绍硅谷对创造性颠覆看法的变化。以下是采访摘录。




创造竞争优势变得更难了吗？


绝对是。拿开源软件项目来说，以前公司习惯做专利产品，创新速度较慢。而现在的公司愿意更开放地讨论它们的创新，把代码发出来让几千个人看，以此不断调整和测试，并得到更多回应。开源项目的反馈率比以前高了一个量级，但这也让企业遭遇更多模仿者。进入壁垒并未完全消失，只是有所发展，不再仅限于产品创新：现在，进入壁垒是你能否得到用户注意力。




实体产品是否更容易构筑护城河？


这个观点有道理。但随着3D打印普及，越来越多公司也能颠覆实体产品。如果在中国外包生产，3D打印可以将产品周期从数月缩短到数周。




数字初创企业有多害怕模仿者？


模仿者对产品稍作改进，就把大量老版本的用户吸引过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公司现在可不敢再躺在功劳簿上，而必须有种“迫害妄想”的精神。如果没看到远处出现威胁，你可能忽视了什么。现今，创造性颠覆的最大驱动力之一，是全球互联互通程度大大提高。你能和任何人建立联系，而这会产生后果。只要是成功的理念，人们就会模仿。

[image: ]

旧档重提/1954

政治是这样一项事业：它依赖普遍的迷信，习于夸大其词。过去20年中，这些迷信和夸大同样见于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而且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保卫商业：一项战略评估》（THE DEFENSE OF BUSINESS: A STRATEGIC APPRAISAL
 ），《哈佛商业评论》1954年3-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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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如何促使员工节能

[image: ]





让
 企业尽可能减少碳排放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征税或监管是一种方式。但芝加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新研究提出了另一种方法：设置节能目标并进行监控，激励员工主动节能。

研究者与维珍航空合作，分析该公司335名机长执行超过4万次飞行的数据。在考察机长行为、建立基准后，研究者将机长随机分为四组，并对其中三组进行干预（第四组为对照组）。研究者告诉第一组机长，他们的表现会从三方面得到评估：起飞前燃油效率（是否优化装油量，减少非必要装油）、飞行中燃油效率（是否选择最佳路线、速度和高度）、飞行后燃油效率（是否在滑行时关闭一个或多个引擎）。机长每月会得到评估报告。

第二组机长同样被告知他们的表现将被追踪，并根据过往表现被安排一个目标，月度评估报告会指出机长是否达到目标。第三组机长被告知他们的表现将被追踪，被安排目标，并且得到一项激励：如果实现目标，公司将向他们指定的慈善机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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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大学生不知道咨询公司是做什么的。在知道的学生中，35%是从美剧《谎言屋》（House of Lies）等娱乐内容中了解的。



Walker Sands Communications：《不要地图：评估大学生对咨询行业的认知》（WHERE THEY'RE GOING, THEY DON'T WANT ROADMAPS: GAUGING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ONSULTING CAREERS
 ）





接下来8个月，研究人员分析了全部四组机长的表现。结果，各组机长执行飞行的燃油效率都有提升。对此贡献最大的是表现追踪：实验开始后不久，绝大多数机长在三方面均提升了效率。设置个人目标进一步加大了效率提升，但捐款的激励并未让效率进一步提升（虽然提升了机长的职业满意度）。

在研究进行期间，维珍航空节省了5400万美元燃油成本，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15万吨。实验结束6个月后，很多机长仍继续坚持节能操作。研究者称，这是第一项关于激励员工对节能效果的研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正艰难对抗气候变化，而本研究清晰显示出，鼓励员工稍微改变行为，将有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研究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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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格里尔·戈斯内尔（Greer K. Gosnell）、约翰·利斯特（John A. List）、罗伯特·梅特卡尔夫（Robert Metcalfe）：《节能新方案：直接激励员工》（A New Approach to an Age-Old Problem: Solving Externalities by Incenting Workers Directly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项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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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

我们为何推卸责任






何
 时掌握决策权，何时让下属做决策，每位管理者都需要找到平衡。太多研究分析过不愿赋权的心理；现在，新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哪些情况下希望他人做决策。

在美国西北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者组织的一系列实验中，参与者要在不同场景中，选择承担或放弃一系列责任，包括选择酒店房间、点菜、办事，以及为自己或他人投资。研究者发现，当决策结果可能影响他人，尤其是所有选项都不理想时（例如要在几个评价很低的酒店中做选择），参与者更倾向于让他人做决定。当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时，参与者让他人做决定的概率是自己做决定的两到三倍。

这种行为背后有两个动机：想要避免抱怨或批评（虽然保证匿名也未能完全消除回避决策的倾向），以及希望在给别人带来损害时自己没有负罪感。对于承受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人们更能处之泰然。这与决策的难度、结果的重要性或懒惰无关。参与者选择将决策权交给别人，而不是选择掷硬币等更快捷的解决方法。

不出所料，研究者发现参与者不会将决策权交给随便什么人，而决策者人选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权威。只有身边有地位相同或更高的人，也就是可以明确对结果负责的人，人们才会交出决策权。




当决策结果可能影响他人，尤其是所有选项都不理想时，人们更倾向于让他人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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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自己的领导技能评分、再了解同侪对自己的评分后，女性MBA毕业生对自己评分下调的幅度大于男性MBA毕业生。



玛格丽塔·梅奥（Margarita Mayo）：《反馈和自我评估中的性别差异》（THE GENDER GAP IN FEEDBACK AND SELF-PERCEPTION
 ）





向管理岗位过渡的年轻管理者做出的决策将对他人产生影响，上述发现将对他们有帮助。考虑到我们正开发决策能力越来越强的算法，这项研究也很有用。如果计算机决策的结果不佳，人们不会像希望的那样觉得自己可以免除责任。

对于希望自己的管理者在赋权方面做得更好的企业，上述发现有更广泛的意义。例如，当领导者比他人行动更快、能力更强，因此应当自己做决定时，保证他们不会为不良结果受罚会有帮助。此外，研究者称：“鼓励人们考虑他们的决定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可能让他们感到对结果责任更大，因而更愿意去寻求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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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玛丽·斯特费尔（Mary Steffel）、伊利诺·威廉姆斯（Elanor F. Williams）、杰奎琳·珀尔曼-格雷厄姆（Jaclyn Perrmann-Graham）：《赋权的新动机：逃避责任和批评》（Passing the Buck: Delegating Choices to Others to Avoid Responsibility and Blame
 ，《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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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为“人力问题”定价

管理人是一件很耗时间的工作，而其中又会消耗多少金钱？研究者对全球不同行业的83名高管进行调查，请他们估算本企业平均每天为处理员工相关问题付出的代价。调查结果应该能让企业认识到，此类问题不仅让人情绪不佳，还会给盈利带来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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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MBA的CEO更自私？

MBAS ARE MORE SELF-SERVING THAN OTHER C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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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科尔·托雷斯（Nicole Torres）| 访

齐菁 | 译　蒋荟蓉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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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研究教授丹尼·米勒（Danny Miller）与罗德岛大学助理教授徐晓伟（音）合作，分析了从1970年至2008年登上《财富》《福布斯》和《商业周刊》封面的444位美国知名CEO的表现。他们跟踪了这些CEO所在公司的增长战略、业绩以及CEO薪资水平，发现读过MBA的CEO更倾向于采取利己但损害公司的行为。特别是，相比其他没读过MBA的CEO，拥有MBA学位的CEO追求成本高昂的增长战略，而维持公司优秀业绩的能力较低。




挑战：
 读MBA会让你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吗？董事会是否应该提防那些上过商学院的高管？米勒教授,捍卫你的研究吧！







米勒：
 假如能发现有MBA的高管比其他没有MBA学位的高管更高效负责，那就好了。我们预期的最坏情况只不过是不受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拥有MBA学位的CEO占我们样本的1/4，他们登上杂志封面3年后，公司的市值下降幅度比没读MBA的CEO所在公司高出20%。甚至在封面报道的7年之后，这种业绩差距仍然明显。

此外，将公司规模、杠杆作用等所有控制变量纳入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MBA的并购支出几乎是非MBA的2倍。在登上杂志封面前一年里，MBA的公司现金流较小，资产回报率低，表明他们注重追求昂贵的快速增长。




HBR：从这些结果中如何看出CEO谋取私利呢？


我们认为，CEO谋取私利的行为主要包含3大要素：1、通过快速、危险的权宜之计实现成功，比如某些并购；2、这样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3、通过这种行为，高管个人收益得到异常的快速增长。




在你的研究中，MBA的薪资有增长吗？


有。尽管他们的业绩有所下降，但在登上封面之后，他们的薪资比非MBA增长更多。平均而言，在刊登封面故事的3年后，MBA的薪资增长速度比非MBA快了约15%，他们的年收入高出约100万美元。




你的研究回溯到了1970年，今天拥有MBA学位的CEO是否比当时更多？获得MBA学位对于商业成功是否更重要？


现在有MBA学位的高管远比1970年多。今天，拥有MBA学位的CEO比例已经超过所有CEO的30%，而在70年代这个比例仅为约12%，80年代和90年代大约是20%。




为什么要关注上了杂志封面的CEO？他们真的能够代表所有CEO吗？


我们选择研究那些成功得足以获得公开祝贺、且有机会从中获利的高管。这类样本谋取私利的空间较大。

当然，尽管样本量大，但仅仅涉及一些成功的大型上市公司，其中许多是知名公司。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不出众的小型公司及私人公司。




其他研究发现年龄、创始人地位、教育质量乃至性别都可能影响CEO的行为和业绩。你测试过这些因素的影响么？


测过。我们的分析中控制的变量还不止这些，其中对杂志封面CEO业绩变化有影响的因素仅有2个：就读学校的质量和公司之前的业绩。学校质量越高，登上杂志封面后CEO的业绩就越好；公司之前业绩较好，登上杂志封面后CEO的业绩就相对较差，一直处于顶端很难。所有上过封面的CEO都是如此，但非MBA的CEO公司业绩下滑没那么快。我们还发现，创始人和MBA实施的并购较多，而就读于好学校的CEO并购较少。

我们没有发现性别差异，也许是因为样本中女性CEO太少。不过我们无法评估性格特征，这一因素的影响可能极为重要。




商学院会促进谋取私利的行为吗？


有可能。许多MBA项目强调底线思维、财务会计措施、股价、竞争和个人经济成就。他们不重视创造性和科学的技能、内在工作满足感、社会贡献以及善待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促进这种行为的也许不是课程，而是个人选择。有自私倾向的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商学院，而非人文或理科。

这种结果可能部分源于其他人对CEO行为的反应。研究显示，与有机增长相比，实施并购是一种风险更高的战略，而且通过购买其他公司实现成长的公司，可能更容易受到投资者不公正的对待。

最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说MBA教育导致CEO以消极的方式行事。我们的分析仅仅证明了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我们在论文中极力阐明这一点。




公司如何减轻CEO谋取私利的行为？


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减少这种行为。公司的价值观体现在企业目标、人力资源实践、社会化礼仪，以及如何对待利益相关者，价值观有助于确保公司任命合适的CEO，无论是否有MBA学位。企业文化也决定了评估CEO的标准。伊莎贝尔·勒布雷顿-米勒（Isabelle Le Breton-Miller）和我一直在研究长寿家族企业的“深厚文化”，在这方面，MBA学位对于CEO的战略行为和长期运营趋势没有任何影响。

激励机制也很重要。如果CEO的短期业绩未得到相应比例的回报，谋取私利的行为就会增加。尝试给长期绩效提供财务和非财务方面的回报可能是有效的解决方法。




今后的研究应该关注什么？


徐晓伟和我正在试图将研究的样本公司范围扩大。研究MBA项目的具体内容如何减轻我们发现的这种影响也是很有用的。例如，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服务和企业社会责任，能否抑制自私本能？最后，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教育如何与不同的性格相互影响，驱动管理行为？




所以，现在还不能说“别让MBA来管理你的公司”。


有很多文章描述了MBA的自私天性，我们想知道这样的指控是否合理。毕竟我们在商学院工作，我读了MBA，身边的许多同事也是，而他们都是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所以不要利用我们的研究来贬低MBA，但无论CEO是谁，都要注意他是否表现出我们描述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迹象。





专栏 Column



如何吸引中国千禧一代

纪秉盟 | 文　李剑 | 编辑






有远见的企业如果现在通过搭建数据、培养生态系统中的领先地位，最终将收获极大的回报，以及建立举世瞩目的品牌。






在
 中国，80后和90后是十分独特的群体，他们不同于全球的同龄人，和他们的祖辈、父辈更是截然不同。这一点对于中国，以及在中国从事商务活动的企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千禧一代人口约有3.85亿，占总人口的28.4%。毫无疑问，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的千禧一代将要成为中国经济的接班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千禧一代就像二战后美国的“婴儿潮”一代，而且两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他们拒绝千人一面，更加崇尚个性。千禧一代过着更加城市化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几乎超出了他们父辈的想象。作为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千禧一代更是与众不同的一代。



高期望

那么，热爱挑战的千禧一代到底有何特质？一方面，在新常态下的中国，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越发重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容易被“收买”。2016年1月，德勤出版了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的第五届年度千禧一代调查报告。报告指出，65%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在2020年之前，他们希望为雇主工作，但之后，他们希望能够自己创业。根据德勤早前的调查结果，在中国等新兴市场中，82%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迟早会自己创业。

令人振奋的是，千禧一代对当前就业形势的态度并不代表他们对商业缺乏兴趣，但能看出他们对当前企业运营方式的深度质疑。根据德勤多年的调查研究，73% 的千禧一代认为，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社会繁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觉得，企业应该在最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上付出更多努力，比如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收入差距等。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近九成的千禧一代表示：“财务效益不应该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惟一标准”。



价值和创新

尽管这些调查结果是基于全球数据，考虑到中国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千禧一代的想法与上述调查情况一致。而且，根据过去几年我在中国管理SAP业务的亲身体验，千禧一代渴望找到一份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工作，一份能够让他们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工作。由此可见，锐意创新的企业对千禧一代最有吸引力。事实上，德勤的研究表明，在选择雇主时，90%的中国千禧一代非常看重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声誉。

从这点来看，中国的大环境相对乐观，因为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新的经济轨道，通过鼓励和奖励创新来提高整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价值增长。但是，对于许多中国企业而言，要想转型成为备受千禧一代青睐的企业，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SAP大中华区拥有5700名员工，其中74%的员工为千禧一代，所以我对千禧一代比较了解，而且也很熟悉他们在商业环境中的工作方式。我们推出了一项名为“SAP Sales Academy（SAP 销售学院）”的年轻人才计划，旨在吸引、鼓舞和培养人才，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业务增长。我们为他们提供为期9个月的世界一流的培训项目，希望帮助年轻人才成长为下一代出色的SAP职业人。实践证明，在过去几年中，这项计划非常成功，为我们的人才招聘和开发战略提供了大力支持。

中国市场对千禧一代的需求极大，而千禧一代也希望了解更多职业发展的途径，但是研究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在这个方面依然任重道远。SAP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劳动力2020研究报告》指出，仅4%的中国员工认为企业看重他们的领导潜力，而所有受访的高管均表示他们在招聘时不会考虑这一点。

我相信，中国的千禧一代将迎来光明的未来，但有一点还未可知，那就是面对高期望的千禧一代主力军，如今的中国企业能否经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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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秉盟是SAP全球高级副总裁、SAP大中华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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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PAYPAL公司CEO：

为服务不足的市场创造产品

Paypal's CEO on Creating Products for Underserved Markets

丹·舒尔曼（Dan Schulman）| 文

廖琦菁 | 译　牛文静 | 校　李剑 | 编辑







观点：
 在公司IPO准备阶段，舒尔曼认为PayPal应该“改变传统金融‘穷人付高价’的服务模式”，并让此点成为公司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大
 约10年前，我还是维珍移动（Virgin Mobile）的CEO，当时与一位同事接受了一项不寻常的挑战：不带现金和信用卡，不拿手机，没有换洗衣服，在纽约街头流浪24小时。维珍赞助的慈善团体一直为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服务，在一次员工活动中，该慈善组织的人跟我们说，惟一真正理解这项工作重要性的方式，就是体验这些人的生活。我愿意一试，那算终生难忘的经历。我们向路人乞讨，讨6小时的钱才够买一点吃的，我并不擅长干这个。大部分人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是隐形的。要找到晚上睡觉的地方很费时间，我们一直被驱赶，最后只好在滑板公园过夜。尽管这24小时的经历不值一提，当时正值夏天，天气也不算太糟，但足以让我对流浪街头的人感同身受。



贫穷的高成本

多年以后，我在美国运通领导一个业务部门，加入团队的体验有点像上述挑战的变体：我们必须花一整天时间支付账款，用各种方法把钱付给那些没有银行账户或信用卡的人。我们必须在商店门前的支票兑现点排队，而城市里的这些地方往往治安不太好；我们到零售店用现金付水电费；我们还要汇款，排队花费大量时间，这种处理财务的方式就像在做一份兼职，而且代价极高。贫穷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于是我们在美国运通推进工作——创建新的支付系统,帮助那些无法获得传统银行服务的人。

2014年，我成为PayPal的首席执行官。我们意识到，对不太富裕的人群来说，管理和转移资金很困难，这激发了我们的战略。PayPal作为网购的付款工具为大众熟知，这点始终是我们业务保持活力的关键。但是，我们也积极拓展业务，希望成为多种金融交易的软件平台。

很多人都需要这些服务。美联储数据显示，在遇到紧急情况（如上班前要修车）时，47%的美国人无法在1个月内筹集到400美元。2/3的美国人是月光族，这个群体相当庞大，如果我们重塑他们管理金钱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储蓄的新方法，就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创造商机。智能手机已经让人们享有各类应用和平台，我们须超越传统思维中“有无银行账户”之争，重新审视消费者的基础金融交易方式。




2014年开始，我们意识到不太富裕人群管理和转移资金都很困难，这激发了我们的战略。





一举两得

我在新泽西州长大，父母是双职工，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我们远不算富裕。我们住在纽瓦克市的一间小公寓，家族历来关心社会公平和正义。我爷爷担任过工会组织者，我母亲曾是民权活动家。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教导我关心那些处境不如我们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为AT&T公司效力18年，其间频繁换岗让我有机会在企业的不同部门学习。我一开始是做销售，后来负责消费者服务与战略，最后管理业务价值220亿美元的大客户部。离开AT&T公司后，我成为普利斯林公司CEO。不论此前你在公司内部有多少领导大型部门的经验，担任CEO是截然不同的工作。CEO要为董事会负责，对股东负责，对全体员工以及所有客户负责。这一转变并不容易。

普利斯林之后，我开始领导维珍移动美国公司（Virgin Mobile USA）。我们想为不太富裕的客户创造预付费电话业务。在维珍时，我首次发现一家公司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服务股东，同时为世界做善事。当时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是我老板，他为无法发声的群体谋取利益，不辞辛劳地帮他们减轻痛苦，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作为领导者，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处理紧急情况同时鼓舞员工士气，找出员工们为之兴奋的东西。如果为顾客创造更美好生活是公司愿景，那就可以更好地激励员工。

在美国运通公司的那4年，我看PayPal时总是带着羡慕。使用PayPal的消费者和商户均已达到相当规模，它是一家技术驱动的软件公司，而不仅仅是支付系统。我关注PayPal并不是因为想离开美国运通。当eBay（PayPal母公司）的CEO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给我打电话讨论这个工作时，我跟他说，如果PayPal依旧是eBay的一个部门，我就不会考虑运营PayPal。约翰透露，eBay想要分拆PayPal，使之成为独立公司，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讨论领导力，以及PayPal所需的领导类型。那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准备抓住机会，因为这个职位像是为我量身定做。

我于2014年9月加入PayPal，之后公司立即为上市做准备，IPO时间定在2015年7月。同时，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公司整体战略。当年PayPal战绩惊人，平台交易量较上一年增长25%，接近40亿美元，并遥遥领先市场。公司在改进风险控制和消费者服务方面做得十分出色。PayPal是一家成功公司，这本身意味着挑战。例如，没有证据显示公司须做出改变。对于领导者来说，处理必须变革的情况可能更容易，因为公司没有其他选择。PayPal在过去15年已经获得巨大成功，重心很难转向新的机遇，也难创造把握未来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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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做顾客的拥护者

在用6个月时间听取员工和顾客的想法与建议后，我举办了一次大会讨论PayPal的长期发展战略。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们是一家科技公司还是金融服务公司？”二选一也许更容易，但我说PayPal在努力成为一家拥护消费者（customer-champion）的公司，这家公司专注诸多细分市场，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为激励员工转向新战略，我向他们展示了公司目前的发展方向，并与拥护消费者战略作了对比。对商户来说，我们不应仅仅是网页上的一个按钮，我们必须升级技术平台，帮助卖方通过移动端和软件与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实际上，PayPal应该成为电子商务的基础操作系统。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要开发更多功能，让世界各地缺少金融服务的公民能够用更安全、迅速、便捷和低价的方式管理和转移财富。我们要改变让“穷人付高价”的金融服务模式，这既是激动人心的愿景，也是PayPal改变世界的方式。

为实施新战略，我们必须重组PayPal。公司一直根据功能划分，工程与产品分离。我们把公司重新划分为两个业务集团：商户与消费者。该战略迫使我们专注这两部分客户的真正需求，目标是为他们创造新颖的和令人信服的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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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产品组合

在这两大业务集团，我们已经创造或收购了一系列针对不同市场的产品。举例来说，Venmo是通过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使用的支付产品，用于服务千禧一代。假如你和朋友去了一场演唱会，你可以通过Venmo把门票钱转账给他，不用给现金或支票。社交是Venmo很重要的要素。付款之后，通过社交网络，你的朋友可以看到你给谁付款，知道你做了哪些事情。Venmo的秘诀是，我们把简单的转账变为一个社交体验。结果它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小额支付平台，《时代》杂志将其评为全美第三大受欢迎的应用程序。

我们也收购了Xoom，它是数字支付领域的国际领先者。人们可以在手机上使用Xoom跨国转账。因此再也不用排队汇款，它只收取传统跨境汇款一半的手续费。通过更便捷和经济的方式管理资金，这是一个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完美案例。

我们为商家们设计了一款名为PayPal Working Capital的产品，它为小微企业提供借贷服务。与其他贷方不同的是，我们不依赖信用评分，而是用自有算法查看商家与PayPal的交易历史，根据数据判断是否贷款。我们已经借出了20多亿美元，如果仔细观察数据，你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趋势：我们的贷款中有1/4流入美国郡县的一些企业，这些地区有10家以上的银行分支机构倒闭。获得我们贷款的公司平均增长22%，这个数字在对照组的相似公司中则不到2%。

我们也开放了自己的平台，并与Facebook和Visa在内的多家公司形成伙伴关系。随着移动设备数量的持续激增，伙伴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同时，我们与政府、监管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紧密合作。金钱数字化需要一个生态系统，你不能单打独斗。

我依然随身携带现金，但在过去的10年间，我意识到这种货币形态非常低效。首先，它不安全，想想所有的那些盗窃和损失，还有企业为确保现金安全的巨额投入。对消费者来说，现有的金钱系统也非常昂贵。在美国，2015年人们在转移和管理金钱上所付的不必要费用和利息高达1380亿美元。如果技术平台能把这笔费用降低50%，并且对多储蓄、多投资提供奖励，我们可以帮助推动金融健康。我们期望帮助消费者实现希望与梦想，PayPal已经是世界领先的金融技术公司，随着公司向消费者拥护者的角色转变，我们能够带来更多的股东价值。这些东西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解决消费者痛点永远是对的，它既是竞争优势，也是令我们骄傲的遗产。





年会特别报道




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朱江


“以正确的价值观

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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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的变迁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对汽车行业影响巨大，新制造商的崛起也必将引起汽车行业格局重大改变。伴随着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消费者的购买理念也在发生改变，他们需要更环保的汽车，同时还期望车辆能够提供信息、娱乐、安全等多种功能。为满足这些需求，车辆将更加环保和智能，还可依据购买者的需求而量身定制。因此，汽车公司必须学会重新制定运营战略，有效管理全球资源，响应日益上升的环保需求，并运用技术创新来转变产品开发与响应市场的方式。

为应对行业变局，雷克萨斯一直坚持着其在1993年就开始研发的独特能源解决之道——雷克萨斯全混动科技。这项技术很好地将油与电结合，为满足消费者的环保需求以及不断提升的社会责任感给出了最佳解决方案：燃油的特点是在高速巡航时能量效率最高，电能的特点是瞬间达到最大输出，两者各自的优势正好弥补了对方的劣势，在不增加额外消耗的前提下，物尽其用，发挥最大效力。到今年，雷克萨斯已经在全球售出了100万台全混动科技的汽车。随着科技的进步，全混动科技的极限也在不断提高，正如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朱江所说：“前所未有的科技加前所未有的车型定位，混合动力可以提供给我们多少，其实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力。”

为更好地了解汽车行业不同的消费需求以及汽车企业正在做出的改变，《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借年会之机，特别采访了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朱江，深入探讨分析了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采访中，朱江畅谈了汽车行业在应对趋势变化时，如何进行科技创新，以及如何满足未来完全不同的消费者需求。同时，他还在采访中分享了他对行业领导力哲学的洞见。



行业发展趋势的转变


HBR中文版：在您看来，目前有哪些科技发展趋势对汽车行业影响巨大？互联网对汽车行业的影响是怎样的？



朱江：
 从趋势上来讲，主要包括3点：清洁能源、车载互联与自动驾驶、智能共享模式。后两者都依托于互联网，清洁能源则是对整个能源结构的变革与改造。在流通领域，互联网的确实现了很多的改变，人们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网上购物的消费习惯。但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还是取决于对产品本身的认知程度。我个人并不认为互联网企业能够轻易颠覆汽车行业。汽车行业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技术的积累，而互联网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维，并且汽车行业正在非常开放地拥抱互联网。我觉得互联网企业对于汽车行业应该有足够的尊重。




HBR中文版：如今，很多汽车产业外的公司，比如谷歌，也开始进军汽车领域，想在这个行业分一杯羹。对于这种变化，您是否感到忧虑？



朱江：
 对此我并不感到忧虑，这个产业的蛋糕是足够大的。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应该拥抱彼此，传统企业要拥抱互联网企业的思维，互联网企业要尊重传统企业多年来的技术储备。在未来的汽车行业中，真正能够产生影响力的一定是价值观。企业要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不仅要实现商业价值，更要实现社会价值，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企业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




HBR中文版：您认为像滴滴、优步这样的汽车分享软件会影响新车的销量吗？



朱江：
 应该说这些分享平台提高了汽车的使用效率。从理论上来讲，分享经济可以让一台汽车24小时都处于运转状态，社会对于车的总需求量会下降，总的保有量也可能会下降。至于下降的幅度，目前还无法进行预测。但是各个厂家是否会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种趋势，在这种新的趋势下是否还能够形成独特的竞争性，以及是否还能够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些都会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对于我来讲，我对此并不担心，我所服务的雷克萨斯品牌拥有长期、可持续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HBR中文版：不仅是未来，包括今天，最亟须解决的是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与环境最大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在您看来，未来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朱江：
 未来的出行趋势是，低排放、对环境友好，更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因此，清洁能源将成为车企研发的重点，几乎所有主流汽车制造商都在大力发展混合动力或者纯电动的技术。对汽车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发展全混动科技是雷克萨斯一直坚持的、独特的能源解决之路。到今年，我们已经在全球售出了100万台全混动科技的汽车。在不远的将来，全新的多级混合动力系统将用充满想象力的科技刷新全混动的性能极限。而在全混动之后，氢燃料电池是雷克萨斯对于未来的终极绿色解决方案。

另外，正如刚才所提到的，智能共享也将是解决机动车保有量过快增长的可行方案。未来，汽车将回归它的本质——也就是两点之间的移动工具。大家可以结合电影第五元素中的场景来想象，我们通过App设定目的地，无人驾驶的汽车在楼下接上您，到达后，汽车再去接下一位客人，您也不需要考虑停车、购置税、保险等拥有一台车会衍生的问题。




HBR中文版：的确，无人驾驶是当前社会上的一大热点话题，雷克萨斯在这方面有何举动？



朱江：
 自动驾驶已经成为汽车行业公认的发展趋势。搭载着先进自动驾驶技术的雷克萨斯GS概念车已经在日本东京的高速公路上进行了实地测试，可以自主完成变道、并线以及驶离高速匝道等任务。我们正在为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进行着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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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消费者需求


HBR中文版：雷克萨斯在研发新产品的时候，多大程度上会考虑油价的影响？油价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影响汽车行业的竞争？



朱江：
 不是的。任何一个企业不仅要实现“小我”，即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大我”，推动社会的发展。只有在实现“大我”的前提下，企业才可以取得可持续的发展。

汽车产品对于环境的消耗是不可逆的，但是人类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要解决这个矛盾，须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在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与和谐。如果我们把能源放在一个大的循环体系来看，可能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比如汽车的排放问题、油价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划归到能源结构的问题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这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作为汽车行业来讲，最终也是要慢慢消除掉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更多地采用清洁能源，比如氢燃料、风能和太阳能等。




HBR中文版：雷克萨斯也是基于这些战略进行创新布局的？



朱江：
 这是一定的。丰田集团已经宣布，到2050年将不再生产任何使用纯化石能源的汽车产品，雷克萨斯也将与之保持一致。




HBR中文版：雷克萨斯是否会考虑进军电动车领域？为什么？



朱江：
 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全混动科技是最为实际的环保出行解决方案。因为不论是插电，还是纯电，现在都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充电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充电技术的标准化等。这不仅仅需要各个品牌和制造商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比如在全行业实现更多的标准化，加快充电桩的建设与基础设施的改造等。现在很多老旧小区无法装充电桩，这可能要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最终让使用外接式电源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真正的便利，而不是形成困扰。因此，关于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我们更关心的是消费者。




HBR中文版：雷克萨斯在推出一款新车型的时候，会在多大程度上听从消费者的意见？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朱江：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拿手机来举例，10年前我们无法想象每天都要给手机充一次电，是苹果手机的出现颠覆了整个手机行业，包括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以及对于手机的认知。

对于汽车而言也是如此。互联网行业跟传统行业都要以开放、尊重的心态，互相思考和对待。如果以互联网的角度来看汽车，也许汽车仅仅只是一个移动的终端而已。但恰好这个终端足够大，足够舒适与豪华，人们可以在车内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社交、办公或者娱乐。今时今日，消费者还未必能够产生这种认知。但是随着更多的新产品，包括新的使用方式、新的消费行为展现出来，消费者也会跟着改变，手机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很多时候，我们须要去帮助消费者开发对于产品的需求，让他们知道手机不仅仅是打电话，汽车不仅仅是从A点到B点的移动工具。对于消费者需求的分析与开发，以及基于技术的创新来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领导力


HBR中文版：在加入雷克萨斯之前，您曾在多家汽车公司工作过，这一路走来令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朱江：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事先做人”，这也是我一直笃定的信念。




HBR中文版：在雷克萨斯，您都学到了哪些商业法则？



朱江：
 我的价值观与雷克萨斯品牌的价值观是相符的。拿科技创新来说，雷克萨斯所有的科技创新其实都是来自我们对消费者的关爱，来自东方的平衡之道，以及实现大我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价值观的拥有，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道路和发展方向，以及最终能够取得的成就。




HBR中文版：除了汽车，您还希望这个行业可以为社会呈现出一些什么？



朱江：
 我的职业生涯与汽车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行业融合了最大胆、最前瞻的技术和最经典的人文精神，它时常带给我兴奋感和新鲜感；在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独特的“平衡”、“仁爱”、“待客之道”的理念，经常能让我产生更多的思考和启发。我们生产的是汽车，但我们公司的愿望更加宏大，我们希望传递给社会的，是推动这个世界向更好的未来发展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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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引爆蓝海领导力

——再访战略大师W.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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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10月27日举办的《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年会上，第一堂公开课由蓝海战略之父W.钱·金教授亲自授课。授课之后，W.钱·金接受了本刊专访。他特别提出引爆点领导力是蓝海领导力的执行框架之一，包括四大步骤：突破认知障碍、克服资源障碍、跨越激励障碍和消除政治性障碍。






在
 中国企业界和管理界，蓝海战略曾经是流行最广和最热门的一个词组。之后，蓝海战略的提出者W.钱·金（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在《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发表了《蓝海领导力》一文，详述了如何将蓝海战略应用于领导力发展的原理及实践。在本届管理年会上，W.钱·金发表了题为《新蓝海战略》的专题演讲。会后，HBR中文版围绕蓝海领导力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W.钱·金介绍了蓝海领导力跟传统领导的区别以及企业如何打造引爆点领导力。




HBR中文版：根据你和莫博涅教授在2014年发表的《蓝海领导力》一文所述内容，蓝海领导力与传统领导力发展模式有着三大区别，这是否意味着蓝海领导力更加强调领导力的发展方式，而非领导力的特质和风格？



W.钱·金：
 的确是这样，我们强调的是领导力的发展方式，它与传统领导力开发方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注领导者的行动（acts）和活动（activities）、将领导力与市场现实相连、在各管理层级发展领导力。蓝海领导力是基于我们对领导力的不同认识和定义，以及蓝海战略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发展而来的。传统的领导力发展理论大都认为，领导力的根本来源是领导者的个性特质，而我们则认为，领导力是通过各层级管理者的行动与活动在组织里发挥作用的，而且须与组织的业绩目标相联系才有意义。




HBR中文版：蓝海领导力的核心原理是将领导力视为一种“服务”，员工可以选择“买”或“不买”，而支付的货币是敬业度。那么对于不同的员工群体来说，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W.钱·金：
 蓝海领导力通过将蓝海战略的思维和逻辑运用在领导力领域，大幅提高领导力成效。我们可以把员工分为两类，一类为“现有顾客”员工——他们在组织成员中的占比往往较小，认同当前的管理和领导方式；剩下的是另一类，即广大的“非顾客”员工，他们代表着组织中强劲的、未被开发的领导力需求。蓝海领导力将管理者的注意力直接投向广大的领导力“非顾客”，通过循序渐进的接触过程、多层的反馈机制，将员工关于领导力的期待和诉求，系统地纳入对领导者行动与活动的评估和建议中。这种从“买方”（员工）需求出发的方式，直接解决了“非顾客”的痛点，并建立了各级领导者和员工之间进行有效、实质性沟通的桥梁，能更高效地将消极行事的“非顾客”员工转化为动力十足的“顾客”型员工。




HBR中文版：蓝海领导力需要应用引爆点领导力，何谓引爆点领导力？为何要应用这一领导力方式？



W.钱·金：
 引爆点领导力（tipping point leadership）是蓝海领导力的执行框架之一。引爆点领导力的理论基础是：在任何组织，一旦高度信奉某种新理念的人达到了临界数量点，这种理念就会像流行病一样迅速蔓延，并很快让组织发生根本性变化。引爆点领导力有四大步骤，包括突破认知障碍、克服资源障碍、跨越激励障碍以及消除政治性障碍。引爆点领导力让领导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资源集中用于能产生最大回报之处。在组织进行变革时，引爆点领导力不是让领导者依靠数字去突破组织对变革的认知障碍，而是让骨干管理者直接面对运营中的问题；在解决激励性问题时，引爆点领导力采用的方法是调动组织里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有效运用引爆点领导力，能够调动企业内部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因素，快速、低成本地实现业绩的巨大提升。




HBR中文版：那么，如何将引爆点领导力应用于蓝海领导力的实践中？



W.钱·金：
 在一个组织中，实施蓝海领导力，如同实施任何涉及组织转变的项目，须用到引爆点领导法和公平过程（fair process）这两个框架。公平过程能帮助组织在内部建立信任，从而赢得员工的主动配合。在蓝海领导力的实施过程中，引爆点领导力可依据具体情况予以不同方式的应用。例如在选择高层管理者团队、将他们分成小组以采访各级管理层的“非顾客”员工时，它可以帮助组织最高领导者确定该团队成员来自哪些职能部门、具体有哪些高层经理参与、如何对他们分组并指派到各管理层，从而能够提高实施蓝海领导力的速度和有效性。




HBR中文版：在《蓝海领导力》一文中，所用案例似乎是一家领导力比较差的组织。如果当组织本身已经拥有良好或卓越的领导力时，如何才能有效地运用蓝海领导力理论？



W.钱·金：
 蓝海领导力主要针对领导力缺乏或低下的组织，让这些组织迅速高效地在内部培养和提升领导力。一旦积极有效的领导力模式得以成型，蓝海领导力所具备的内在过程就会将其制度化，在组织内部贯彻实施并加以延续。一般来说，这种由领导者的具体行动和活动定义与支撑的模式相对稳定；只有当组织结构和形式都发生重大转变，如大型并购带来了组织变化，才需要重新启动这一过程——即制定新的蓝海领导力内容并加以实施。

如果以蓝海领导力对领导力的定义和标准而言，当一个组织本身就具有良好甚至出色的领导力时，就没必要通过蓝海领导力改变其当前的领导力实践；不过，组织仍然可以运用蓝海领导力所提供的过程和方法，全面深入地总结和解码组织的领导力实践中直觉、感性的部分，并加以制度化。这样，组织的优秀领导力实践就能够得到系统性的延续和提升。




HBR中文版：蓝海领导力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让一线员工参与其中，帮助定义领导者该做哪些事。那么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相对集权的组织文化会不会成为实施蓝海领导力的障碍？



W.钱·金：
 我们一直强调，蓝海领导力不是自下至上的、所谓民主式的领导力发展方式，其过程一直是由组织高层驱动与引导的。构建蓝海领导力要求各级别员工广泛参与，给出真实的观点和评价；但最终，还是由高层决定各级管理者在新领导力实践中的关键行动与活动。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反馈经过跨职能高管团队的分析与汇总，以客观、集合性的方式反映在未来领导力画像中，不存在下属与上司直接对质的情况。实际上，组织一旦接受蓝海领导力的理念和方法，在启动涉及整个组织的变革程序时，中国（或者说亚洲）很多企业所具备的组织文化反而会提供一种优势——因为在相对集权的文化模式下，组织不会陷入过多的讨论与犹豫，从而确保蓝海领导力的全过程得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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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选择新CEO须做好四件事：明确CEO职位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中心点）；对候选人的背景保持开放态度；深刻了解谁是最适合的人选；包容对方的缺点。






核心观点


观察


选择优秀CEO的董事有什么特点？他们聚焦于特定公司的CEO取得成功必备的两到三种能力（决定最终人选的“中心点”），对最佳候选人的背景保持开放的态度，深入了解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时包容他们的缺点。




挑战


每家公司都有各自独特的中心点。公司的董事必须找到正确的中心点，并用具体的言词解释清楚。举例来说，传统零售商要和亚马逊对抗，就可能需要一位关注端到端消费者体验，同时知道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将企业转型的CEO。娱乐公司也许会需要能够有创意地应用算法、收集数字知识产权，并将资源和人员重组的CEO。




关键人员


选择领导整个流程的董事也很关键。他们往往是现任或前任CEO，其才智和判断力都得到尊重。其他董事会成员可以通过提出质疑，增加流程客观性。即将离任的CEO也可以帮助决策者进一步了解公司和内部候选人。






不
 称职的首席执行官（CEO）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即使导师、教练和高管团队的成员拥有与CEO互补的技能，抑或董事会为CEO提供特别帮助，也无济于事。这种不匹配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且每个人都会看到。但有些董事会仍反复选择一些与职位不匹配的CEO。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大量频繁换帅的公司，比如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接手前的惠普、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回归之前的苹果，以及过去10年的雅虎。

另一方面，我发现有些CEO的选择虽然出人意料，但实际效果极好，如IBM聘用郭士纳（Louis V. Gerstner），福特选择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苹果再度请回史蒂夫·乔布斯。

为什么有的董事会在聘请公司领袖方面表现出色，有的则表现欠佳呢？我曾作为董事、咨询顾问和选拔委员会成员，帮助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巴西和欧洲的公司选择CEO的继任者，积累了30多年的经验。我曾亲眼看到一些董事会做出糊涂决定，也曾和特别擅长选拔人才、并为公司创造巨大价值的董事会合作。这30多年来，我发现在优秀继任者选择上起关键作用的人，实际上是一两位判断力和专业都受到董事会倚重的董事，而我将这些董事的普遍做法和“心理算法”（mental algorithm）提炼了出来。

从我的经验来看，擅长选择CEO的董事会成员做了四件其他人没有做的事情：他们费尽心思阐明，在本职位上取得成功需要的关键素质；对优秀候选人的背景保持开放态度；深刻洞察候选人最适合的职务；一旦确认人选后，会包容对方的缺点。

制定缜密的继任者计划很有必要，但作用有限。最终你要做出决定，而且在两到三个最终候选人中做出选择时，判断力尤为重要。以下是擅长选择CEO的董事为确保自身判断合理而采取的做法。



寻找“中心点”

董事会应时刻保证公司有多个可以替换CEO的候选人，并在突发继任危机之前，确保继任者名单已经拟好。但在交接过程到节骨眼上时，有能力选出优秀CEO的董事会都会把名单放在一旁。他们先要了解该职位当前和未来的要求，聚焦对公司成败起关键作用的重要能力。所得结论并非是一长串任何CEO都应有的领导者特质，也不是仅仅一项要求。他们会总结出两到三种密切相关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下一任领导者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董事会确定最终人选的决定因素，所以我称之为“中心点（pivot）”。

每家公司的情况各异，每个CEO职位的中心点也不同。根据CEO的具体任期，确定正确的中心点十分重要。以零售业为例。如今，传统零售商需要有能力与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和亚马逊对抗的领袖。他们的中心点应包括专注于端到端（end-to-end，从客户需求端出发，到满足客户需求端去——译者注）消费者体验的能力、对数字创新（如实体店内部地理位置追踪技术和数字驱动型物流）的深刻了解，以及改变零售生态系统（由商家和快递服务构成）的能力。相较之下，传统娱乐公司对CEO的要求则是有能力收集数字知识产权，创建并带领团队用流式传播和算法来武装自己，并在人员和资源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对于传统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而言，中心点可能包括拥有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进行产业标准和方向的讨论所必需的技术知识，将先进技术变成组织核心竞争力的能力，以及与未来天生数字化公司合作的技能。

能够选择正确CEO的董事在找到中心点之前，会做大量工作。他们花时间去全面了解公司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通过阅览分析报告，与内部员工聊天和咨询外部专家，拓展自己的思维。他们的调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高于普通董事会成员。他们并非忽视组织的复杂性和矛盾，而是深入问题，推断出解决问题必需的技能和能力。他们不断重复这一流程，直到找到正确的组合。

我们看一下传媒公司Capital Cities/ABC前CEO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已故强生前CEO吉姆·伯克（Jim Burke）于1993年推选郭士纳执掌IBM的例子。IBM当时正走向衰落，即将离任的CEO已经准备宣告公司破产。IBM董事墨菲和伯克用了一个月时间，拜访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客户和行业专家，听他们讲自己的问题，从而进一步了解清楚外部情况。基于调查结果，两人确定，公司的问题更多出在业务上，而非在技术层面。虽然他们没排除技术行业的CEO候选人，但他们看到，技术公司的经验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商业报刊热火朝天地辩论IBM董事会最终会选择哪位技术专家——《纽约时报》有篇题为《招聘：必须拥有计算机技能》的文章，将苹果的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康柏电脑（Compaq）的本·罗森（Ben Rosen）和摩托罗拉的乔治·费希尔（George Fisher）列为可能人选。然而IBM的董事另有打算。他们寻找的中心点是，具有商业头脑、以客户为导向，同时能够让大型组织更果断和可靠。

这一职位最初向德高望重的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抛出了橄榄枝。韦尔奇的商业头脑和执行能力无人不知。但IBM董事的邀请遭到了拒绝，随后他们问通用电气是否愿意买下IBM，依旧得到否定的答案。他们又把目标瞄向了韦尔奇的学生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博西迪在通用电气副总裁和联合信号公司（AlliedSignal）总裁职位上展现出的技能，符合了IBM董事寻找的特质。但博西迪也拒绝了他们，于是他们找到了曾帮助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保持利润连续增长10年的营销奇才郭士纳。郭士纳在美国运通的发展触及天花板后就辞职了，后来去了雷诺烟草公司（RJR Nabisco）担任CEO。但他不太喜欢新工作，所以他对IBM的邀请很感兴趣。后来的故事是，他接下了这块烫手的山芋。

郭士纳在上任几周内就诊断出了IBM的问题。主机业务尚能维持，只不过成本结构臃肿低效，定价也不准确（因为公司没有为产品定价安排合适人选）。IBM无须拆分业务；相反，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访问多种产品的单一接入点，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郭士纳之前的东家美国运通是IBM的老客户，所以他早就知道IBM的优势。他还看到，IBM必须从硬件领域转向软件和服务业务，和竞争对手的产品实现兼容，并精简机构，使公司行政运作更高效。

郭士纳行动迅速。他对外宣称公司将降价约30%，削减大概70亿美元成本。这一计划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截至1993年第三季度，IBM已经有足够能力清偿债务，而到1994年时，公司利润暴涨，从亏损80亿美元到净赚30亿美元，股价也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翻1倍。公司业绩每年都在提升，创造了巨大价值。IBM再次成为美国商界和全球技术领域的领袖。

苹果通过阐明中心点，也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挫折后重回正轨。1997年的某个早晨，我接到埃德·伍拉德（Ed Woolard）打来的电话。他是杜邦（DuPont）前CEO，不久前成为苹果的首席董事。史蒂夫·乔布斯被开除后的12年中，苹果推出了一系列极其失败的产品，市场份额不断被吞噬，而且很可能面临破产的结局——这都是连续三次选错CEO的惨痛后果。伍拉德和我合作多年，他希望我能打听到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是否有兴趣收购苹果。

戴尔断然否决了这一提议。实际上，他之后在数千名高管参加的ITxpo97集会上称，苹果应彻底倒闭并把钱还给股东。没有公司——包括康柏、AT&T和IBM，愿意收购苹果。

伍拉德认为，苹果最后的机会是选一名新CEO。他开始思考这个职位到底有什么关键要求。公司有灵魂——卓尔不群的品牌，以及一大群死忠粉（虽然公司正在衰落）。苹果产品更高端，价格也高，而且易于使用和设计美观的特点备受客户喜爱。

伍拉德发现了中心点：苹果的新CEO要有天分，创造出消费者想要的、高度差异化的体验。CEO必须做创新者和颠覆传统规则的人。他在寻找符合这一定义的候选人时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他问。我说不认识。他接着问：“你觉得请回史蒂夫·乔布斯怎么样？”

乔布斯的脾气是出了名得反复无常，他创建的NeXT公司也陷入困境。但他建立的另一家电脑动画影片制作公司皮克斯（Pixar），不仅是行业先驱者，还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IPO）。随着我和伍拉德谈话的深入，我发现他的直觉是对的：乔布斯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能够感知到消费者的所思所想。

伍拉德在整个过程中都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保持紧密联系，分享给他们自己收集到的数据，让他们了解到公司正在衰落的实情。最终董事会彻底接受了辞退现任CEO，请回乔布斯的提议。他们甚至还同意乔布斯开出的条件，放弃了董事会席位。为保证公司顺利过渡，伍拉德成了乔布斯的导师。两人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比如乔布斯打电话到伍拉德家里时，伍拉德妻子接到后会大喊：“老伍，你儿子等你接电话！”

我们都知道请回乔布斯的决定取得了什么效果。随后推出的iPhone和iPad都是轰动一时的创新产品，苹果也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其中部分原因是苹果首席董事找到了中心点。

如果你找错了中心点，怎么办？这种情况就出现在了中国某大型房地产公司中。该公司董事长想法很大胆，野心勃勃地想迅速实现增长。他大量举债，购买大片土地，然后在极短时间内建起办公楼和公寓楼。由于他的行动过快，市场还没有反应过来。与此同时，楼盘质量降低，库存积压，资金流出越来越严重，总部和一线部门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

这位董事长准备聘请一位CEO，而他关注的仍是实现他的增长愿景，从香港筹集巨额资金，并在两年内让公司上市。他雇用了一位经验老到，而且在香港有强大社会关系的高管。这位高管承诺筹借足够资金，让公司上市。

4个月后，新CEO明显筹不到资金，而且内部矛盾进一步恶化。董事长辞退了CEO，然后修改了中心点：公司需要一位有能力去库存，压缩成本，让项目经理与总部合作增收的人才。上市方案可以暂时搁置。很快他又聘用了一位新CEO，而这位CEO在上任一两个月内就大大加快了计划执行的进度，并实现扭亏为盈。



保持开放的态度

在草拟符合中心点的最终候选人名单时，专业的董事会成员会将之前的工作重新梳理一遍。他们认识到，在快节奏的商业世界中，公司的需求会在瞬间改变，而他们的继任者计划选出的整组候选人都可能变得不合时宜。他们放弃长期偏爱的人选，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在将目光聚焦到两三位候选人身上的同时，会与自己和别人的隐含假设和偏见作斗争，最后再做出最终选择。

当然，在重视继任者计划的公司，董事普遍认为，长期观察并了解公司最高领导者很有必要。他们会在领导者做董事会演讲，以及在鸡尾酒晚会聊天时观察其言行，有时也会实地考察领导者和团队合作的情况。但在这一过程中，董事往往会和自己喜欢的人越走越近，特别是和那些他们辅导过的候选人。这些情感联系很难切断。

有些董事在见过别人几面后，就对对方有了明确看法，而且不管这种看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都永远不会改变。即使看到大量与最初印象相矛盾的证据，他们仍固守成见。我曾看到某位董事因为对一个在董事会演讲中表现机智的人，有很好的印象，后来就为他拉选票，但他明显缺乏董事会一致要求的重要能力。

善于选择领导者的董事在审查候选人时会努力保持客观。他们对已经占据优势的候选人或CEO的推荐持怀疑态度。他们不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必须是内部人员或“空降兵”。如果为了做尽职调查的话（这一步须谨慎进行；猎头公司必须了解人才选择的中心点，避免找来杰出但缺乏特定能力的CEO），很多董事会就会委任猎头在最终候选人名单中添加几个外部人选。明智的董事在考虑外部CEO人选时，不会因为候选人声望很高，或曾在大公司工作，就有所偏向。

移动运营商Verizon公司前CEO伊万·赛登伯格（Ivan Seidenberg）曾是超过6个董事会的资深成员，其中包括贝莱德集团（BlackRock）、波士顿地产（boston properties）、霍尼韦尔（Honeywell）和惠氏（Wyeth）——显然他很擅长选择CEO。赛登伯格发现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只有公司外的人才能胜任CEO的工作。从我的经验看，有些董事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倾向提拔内部人员。赛登伯格则避免提早下定论。他快退休前，会想办法让董事会充分注意到几个他认为有实力竞争最高职位的内部高管。“我的意图是给董事会一些选择，”他最近向我透露，“而不管选不选公司外的人，他们都会满意自己的选择。我会尽量让这一过程充满变数。”

有时人们认为，只有直接向CEO汇报工作的高管才有希望当选下一任最高领袖。但善于选择CEO的董事愿意将选择范围扩大，考察比CEO低几个层级的高管。特别是在当今数字时代，多年积累的经验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甚至会成为进行重要改革的绊脚石。我们看到太多35岁以下的领导者成长迅速，比如迈克尔·戴尔、比尔·盖茨（Bill Gate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他们领导力技能成熟的速度与公司扩张一样快。弗兰克·迪索萨（Frank D’Souza）带领高知特（Cognizant）公司持续实现增长，而他担任CEO时才38岁。



寻找合适人选

CEO人选最后会锁定在几个候选人身上，每个人都将接受多次考核，而且都有机会成为出类拔萃的领导者。经验丰富的董事选择CEO时，会比多数人都更深入地了解每个候选人与中心点的匹配程度。他们为每个候选人构建完整且正确的画像后，不选择其中最优秀的领导者，而是找出最合适的人选。

当然，董事还要面试最终候选人，这是很多公司的常规流程，但从我的经验看，面试谈话的深度相差极大。加大深度的一个方法是利用公司机制，这种机制我曾看到某大型中西部保险公司的遴选委员会使用过。该委员会确定中心点后，最终锁定了两位内部候选人和3位外部候选人。6位委员会成员随后专门空出一周时间面试这些候选人。他们分成两组，每组每次大概用一个半小时面试一个候选人。

团队成员每次结束面试后都会讨论，而且两个团队在每周末前会对比彼此的看法。每个团队深入谈论的问题都不一样，但得到的结论却惊人得相似。所有董事都认为，某位来自公司外的候选人在带领公司进入新领域这个话题上，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想法，但他们不确定他是否有相应的执行力。他们还认为，另一位候选人习惯通过收购实现扩张，完全没有有机增长（organic growth，公司依靠创新和提升客户满意度等手段实现增长——译者注）的经验。

这个遴选委员会成员对候选人的认知越深刻，就越不肯定哪一位候选人能够带领公司成功。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位能将业务扩展到相邻细分市场的领导者，但通过面试，他们发现公司在本领域内还有增长的空间。于是委员会在周末之前，拒绝了所有候选人，包括曾得到一些委员会成员支持的内部人员。他们重新定义了中心点。公司的猎头重新寻找人才，随后又推荐了两位外部候选人。委员会重启小组面试流程，发现了新的最高职位竞选人。董事会同意雇用他，而这位新CEO之后的表现十分优异。

最重要的是，每个董事会成员都必须对CEO的选择感到满意。赛登伯格说：“我一直都认为，董事会议开始时，你可以绕着桌子走一圈，让每位董事都谈谈对CEO人选的看法——这非常有必要。与他们对话，听听他们提出的问题，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见，都会给你启发。即使最有经验的董事会成员也会从这些谈话中获益。”

背景调查也很重要，而且优秀的董事都会亲自调查。虽然猎头能提供海量有用的背景数据，但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与董事直接交流时会更坦率，因为他们担心猎头会将其评价存档，留作后续使用。与熟悉候选人的人直接沟通也会让他们有强烈信任感。

杜邦前CEO杰克·科洛尔（Jack Krol）曾协助董事会雇用10多位CEO。他喜欢找到候选人以前的上级，向他们咨询候选人曾经的工作成果，以及帮助他人成长的故事。肤浅的董事会成员往往注意到候选人杰出的沟通技巧、机敏和“风度”等特点，所以他们不能从交谈中找到重要线索。但有鉴别能力的董事不问概括性的问题，而是问候选人在何种情况下，做了什么实事。人们乐意谈论自己积极的一面，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他们最大的才能是什么。这是确定候选人是否契合中心点的最好方法。



包容缺点

每个CEO都有不足之处。候选人的怪癖和缺点一般在审查流程就会暴露，但明智的选择者一旦做出决定，就会包容对方的缺点。妥协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很多来自战略、规划或金融背景的CEO在人际交往或运营方面的技能较差。相较之下，擅长数字技术的领导者可能缺乏金融知识。

某全球最大技术公司之一的董事寻找新CEO时，从20 名候选人中挑选出两位实力强劲的人选：一名是懂技术，而且曾成功管理成本和利润中心的内部高管；另一名是在两家非技术公司有过杰出表现的CEO。接下来问题出现了：如果这位CEO当选，他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灵敏的直觉，去做改变命运的决策嘛？如果内部高管当选，从来没有当过CEO的他，有能力胜任更高的职位吗？董事会成员赌这位深谙技术的候选人能够担负新职责，而事实表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某董事会确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CEO人选，但这些董事也清楚，新任CEO可能在收购时会花费过多。他们决定接受这个现实。CEO上任后，提议进行一次重大收购，而某位董事劝他将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后再收购，否则就不要考虑了。另一家公司的董事会觉得，CEO的最佳人选可能不够强硬，所以他们以后必须时不时给他一些压力。这些董事会都直接聚焦中心点，而他们的选择最终被证实是正确的。

有时这些不足可以很容易得到弥补。我知道很多董事建议给新任CEO配备教练，或为他们雇用CEO或政府关系方面的专家。很多人知道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这样的风险投资家，是因为他们为处在创业阶段的CEO联系了组织设计或商业模式方面的专家，帮助这些CEO弥补技能上的不足。这些风险投资家用尽一切方法，协助CEO获得成功。

德尔福公司（Delphi）2009年通过弥补不足，既救了CEO，也使公司重见光明。新投资人介入公司业务时，正值公司努力走出破产阴影，董事会重组（引进独立董事和对冲基金代表）之际。科洛尔回想当时的情况：他刚上任公司总裁，对冲基金代表就告诉他，他必须解雇不能与华尔街有效沟通的CEO。

科洛尔相信，CEO的选择应从公司最重要的需求出发。与投资群体保持稳定关系固然重要，但内部转型也很关键。在科洛尔看来，选拔CEO的中心点是杰出的运营能力；对技术的专注；在公司扩大客户基础的过程中，与OEM合作的能力；以及动员员工的能力。

公司董事会成员最终聚集到一起，就中心点达成一致，同时认同现任CEO拥有以上必要技能。那他的不足怎么处理呢？他们选择聘请一位有能力的首席财务官（CFO）辅助CEO，这两个人的组合非常完美。直到2015年退休之前，这位CEO的表现可圈可点。曾经陷入逆境的公司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技术提供商，客户包括各种大型OEM。公司的成本结构和财务业绩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董事会弥补不足的举措完全正确。



选择“猎才”领导者

选择CEO是整个董事会的责任，而选择领导整个过程的董事也很关键。如果让错的人担任领导者，你可能遇到很多问题。你要将眼光转向那些赢得同事信任和尊重的人。他们往往是委员会或董事会主席，也可能已经是领导所有董事的人。他们还有很大可能是有商业头脑和坚定价值观的前任CEO。这些人带领整个猎才行动，可以说是顺理成章，而他们的同事也会欣然接受。

其他董事会成员可以通过提问和发表评论，增加遴选过程的客观性，而优秀的猎才领导者会欢迎他们发表意见。现任CEO也有责任建立骨干高管队伍，让董事会能够从中选出新领导者，同时也要帮助董事进一步了解这些高管以及本公司。

CEO的选择不可能没有风险，结果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但如果有决定权的人能够关注中心点，不偏向特定候选人，既愿意深入了解候选人的强项，也能够包容他们的缺点，那么就不会掉进常见陷阱，正确选择的概率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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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查兰是CEO和董事会的商业咨询顾问，兼任多个董事会的董事职位。他的著作超过20部，包括与丹尼斯·凯利（Dennis Carey）和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合著的《董事会的领导角色》（Boards That Lead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





聚光灯 Spotlight



握手之后：

CEO成功交接的关键角色

After the Hand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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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3至一半的新任CEO在上任后18个月内被迫下台。周密的继任计划应从新任CEO接受职位开始，延续到正式上任数月后。在整个交接工作中，有三个关键角色的作用非常重要：离任CEO的引导、CHRO的协助和董事会的支持。






核心观点


问题


据估计，无论内部晋升还是外部招聘，1/3至一半新任CEO在上任后18个月内被迫下台。




原因


新任CEO错误理解公司内部权力关系，或高估组织摒弃既有做法的意愿。另一方面，董事会未能充分理解CEO继任工作的复杂性，或对新任CEO的期望过于单一。




如何改进


选择领导整个流程的董事也很关键。他们往往是现任或前任CEO，其才智和周密的继任计划应从新任CEO接受职位开始，延续到正式上任数月后。离任CEO、CHRO和董事会都应发挥作用，帮助新任CEO适应公司文化和政治。






董
 事会会议室内气氛欢乐。数月来，这家规模几十亿美元的工业品和消费品公司，一直在为他们任职多年的CEO寻找继任者。面试过一些候选人后，董事们达成了共识，决定聘请一位外部人选——我们暂且叫他哈利。

他来自一家有“世界级CEO训练营”之称的跨国企业，在该企业负责一个大型事业部期间，极其成功地提升了销售额。在面试中，哈利对答如流，从容镇定；关于公司战略，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有些是董事会此前没想过的。推荐人也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同时在竞争另两家公司的CEO职位，哈利认为该公司能提供最大的自主权和最好的条件，最终接受了邀请，这让董事们很高兴。当年4月，董事会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了任命，老CEO不久后离开，哈利上任。董事们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很满意：CEO继任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现在终于完成了。

然而并没有。董事会、离任CEO和首席人力资源官（CHRO）没能为哈利的成功铺平道路。他们没有告诉他公司的决策流程和创新机制是怎样的，也没告诉他哪些人在公司中最有影响力。结果，在上任的头几周里，这位新任CEO并未准备好与他接手的团队打交道，也不了解高层权力格局。其中一个问题是：CFO因为没得到CEO职位而心怀不满，而且此人非常工于心计、权力欲强。另一件事：尽管哈利尽最大努力了解公司文化，他还是未能完全理解公司对成本控制的偏重，以及对改变的抗拒。最关键的是，在6月下旬第一次董事会前的3个月内，没有一位董事主动和哈利见面；而哈利暂时不愿透露自己对工作的想法，也没有主动和董事会接触。“我们有些人认为他能力这么强，董事会没什么可做的。”一位董事回忆道，“结果就是，我们一致决定不去烦他。”

当哈利在第一次董事会上提出激进的新战略，包括合并两个事业部、借款进行收购时，董事们非常吃惊。他们是希望哈利帮助公司取得增长，但期待的是渐进式改善，而非快速、代价高昂的全盘变革。董事们的抵触让哈利十分沮丧。接下来的几个月中，CFO暗中使坏，侵蚀了关键董事对哈利的信心。哈利上任15个月后，董事会迫使这位曾经的宝贝CEO辞职，公司股价随之重挫。



共同的责任

无论新任CEO是内部晋升还是外部招聘，他们都应了解这个严峻的数据：据统计，1/3至一半的新任CEO在上任后18个月内被迫下台。失败的原因有时是新任CEO做了错误的战略选择，有时是董事会选人失误，高估了候选人的能力或潜力，或者人选的能力与公司实际需求不匹配。新任CEO有时要为失败负责，有时董事会明显有错；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现实很少这么简单。CEO交接失败，各方往往都有责任。

无论是直接上任，还是作为指定继任者等待交接，失败的新任CEO经常犯以下错误：

对高层权力格局了解不够，未能建立必要的人际关系和同盟。

未能推动战略主张和运营计划所需的文化变革。

高估团队摒弃既有习惯和行为的意愿及能力。

而董事会和关键董事经常犯以下错误：

未能充分理解CEO继任工作的复杂性，认为CEO交接像较低级岗位交接一样简单。

未能仔细考虑公司文化和政治在新任CEO上任初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CEO的期望过于单一和模糊，尤其是只强调财务和运营目标，对公司文化、政治和人际方面的具体目标重视不足。

为避免此类错误，公司在CEO交接前必须进行周密规划。若想让CEO交接顺利完成，公司必须为新任CEO的变革计划做好准备，而新任CEO必须了解高层权力格局，以及公司文化将如何影响战略变革，或者说推行新战略将需要哪些文化变革。交接完成后，新任CEO应和关键利益相关方建立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董事会。

在美国，总统候选人一般会任命交接团队，在大选投票日数月前就开始做交接计划，为当选做好准备。可是太多公司的CEO交接缺少正式计划和安排。在高管猎头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 &Struggles）和斯坦福大学洛克公司治理研究中心（Rock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2010年的调查中，半数受访公司表示，没有为新任CEO制定正式交接计划。招聘咨询公司史宾沙（Spencer Stuart）北美CEO业务负责人詹姆斯·希特林（James Citrin）估计，在设置正式交接流程的公司中，超过80%的交接计划止于新CEO上任后第一周。

CEO交接和入职导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有正式和明确的安排，周期较短，由一系列情况介绍和会议组成。如同大学新生导引能提供有用信息，入职导引可以是CEO交接流程中有用的一部分；但就像新生融入学校需要时间，而且重要节点通常在宿舍、食堂等非正式场合，CEO交接也须较长时间，既要有正式、预先安排的沟通，也要有非正式的即兴交流。理想情况下，这一过程应从新任CEO接受任命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任数月后。

交接流程是完整CEO继任计划的后半部分。按照很多人的理解，CEO继任工作就是分析新任CEO所需资质、寻找和评估内外部候选人，并最终确定人选；但这其实只是前一半工作。继任计划应当延续到新任CEO上任后，通过合理安排工作，尽可能提高新任CEO的成功概率。在很多方面，后一半工作比选聘和评估更困难，因为它关涉很多人的情感、自尊、对组织发展方向的看法，特别是公司文化和公司政治。公司过早宣布继任大功告成，新任CEO可能难以获得足够支持，这将增加交接失败的概率，给股东、员工造成重大损失，并严重影响CEO本人的职业发展。



三个关键因素

在设计和实施周全的CEO交接计划时，三个关键因素将影响交接方式和时机选择。第一，新任CEO来自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第二，他是直接就任，还是作为“指定接班人”，以总裁或COO身份在即将离开的CEO身边工作一段时间？第三，无论是否立即交接，离任CEO是否仍作为董事长或顾问，在公司中承担责任？

如果新任CEO是内部晋升，很多公司会简化或取消交接流程。这看上去似乎有道理：内部人选已在公司工作多年，应该不再需要培训或入职导引。但即便对于内部晋升的CEO，如果交接流程能让他了解新岗位的具体挑战，他也将从中受益。例如，大多数内部晋升的CEO从未担任过CEO，对将要承担的职责准备不足，为此必须学习。另外，此前的平级同事现在成了下属，其中可能还有CEO职位的竞争者，新任CEO须在团队关系方面得到帮助。内部晋升的CEO须和董事会建立全新的关系，因为对董事会负责并管理董事会，和定期汇报完全不是一回事。



离任CEO的角色

有些情况下，离任CEO与继任工作毫无关系，比如他被炒掉或被挤走。但在有计划的继任工作中，离任CEO（通常将会退休）可以帮助新任CEO适应并理解这家公司。并非每位新任CEO都希望前辈多留一段时间，但根据南卡罗来纳大学帕特里克·莱特（Patrick Wright）2012年的研究，40%的CEO卸任后会与公司保持工作关系，通常担任董事或顾问。

如果新任CEO作为确定的接班人加入公司，在任CEO的作用尤其重要。在这类时间较长的交接过程中，公司应首先明确新老CEO各自的角色。继任者必须承担重要职责，应当完成战略或运营目标；他需要一个展示能力的平台，并对接手公司有明确的时间规划。两位领导者须认同他们关系的具体细节：在哪些事情上两人应该合作？是否希望让董事会和高管层真正把他们看成合作伙伴？在任CEO做哪些决定前应该和新任CEO商议？应该为他们的工作设置哪些节点、划分哪些阶段？权力和职责的交接应该是逐步的还是一次性的？

这种情况下，在任CEO应主导交接过程。他们仍应完全投入现有工作，并对公司短期业绩负责；但也应充分投入时间，保证继任者在上任初期一切顺利。

来看一个例子。鲍勃是一家跨国企业集团的CEO，带领集团取得出色业绩。作为董事长和CEO工作10后，鲍勃准备将CEO职位交给继任者格雷格。格雷格是鲍勃的直接下属，负责集团最大的业务单元。和理想情况中一样，这次交接很早就做了安排。退休前两年，鲍勃带领董事会仔细讨论了继任CEO应具备的条件。他们评估了潜在内部人选，也考察了外部人选。董事会选择格雷格后，鲍勃承担起帮助他顺利交接的任务。

与很多离任CEO不同，鲍勃让高管团队感觉到，每个人都对CEO顺利交接负有责任。为帮助格雷格做好准备，他给每位下属布置特定任务，也给自己安排了一系列工作。鲍勃分析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然后有步骤地把格雷格引见给关键人物；他为格雷格详细介绍如何在监管、市场、人员以及财务等方面做决策；关于自我管理，他提供全面和有价值的见解，包括如何安排时间、处理相互冲突的需求、管理行政团队、保持精力、对抗压力等；他指出了目前高管团队的优势和劣势，并介绍自己如何减少高管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两人花很多时间单独讨论这些事情，并一同出差拜访客户、监管部门和合作伙伴。

在整个过程中，鲍勃表现得更像导师而非老板。还在任时，他有时也会在众人面前主动退后一步，让格雷格成为注意力的中心，以便格雷格做关键决策。格雷格同样做得很好。他善于吸收鲍勃的建议，以适合自己的方式灵活运用；虽然有所取舍，却始终对导师保持尊重。交接工作对两人来说都不容易。曾有过尴尬的时刻，员工也曾在会议上弄不明白谁是最终决策者。但当格雷格正式接任CEO时，鲍勃的指导已经让他做好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不是每位离任CEO都具备相应的品性和能力，凭一己之力做好交接工作。而且，如果在任CEO突然离开，自然必须有其他人承担辅导新任CEO的责任。



CHRO的角色

董事会固然要对CEO继任工作负责，且离任CEO也应主导整个过程，但还有其他人须参与日常具体工作。这个人应该是公司CHRO。CHRO深度参与继任工作的各个方面（例如负责和高管猎头公司打交道），也通常在公司中最早和外部人选接触，因此安排交接流程应该有优势。

CHRO的目标不仅是帮助新任CEO顺利完成交接，也应是成为新任CEO在人员、公司政治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顾问。在这方面，CHRO应当有意识多做沟通、传达和解释工作。随着逐渐适应新岗位，新任CEO将不难获得战略、运营和财务信息，但仍须有人向他介绍其他高管的个人背景和相互关系，以及公司内部一些特殊做法的原因和具体细节。理想情况下，CHRO还可以坦诚告诉刚上任的CEO，公司上下对他的言行如何解读。如果新任CEO作为指定继任者开始工作，CHRO也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能够观察继任者和在任CEO的关系进展，并对两人的交接工作提出建议。如果新任CEO在交接中遇到问题，CHRO应该是最先接到求助电话的人。

CHRO的工作不应等到新任CEO正式上任才开始。一家大型零售公司决定由外部人选继任CEO，该公司CHRO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对方：虽然在选聘过程中已有接触，他仍希望再见面讨论入职计划和公司内部权力结构。CHRO来到继任CEO所在城市（距离相当远），花了几个小时讨论交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继任CEO发现这很有帮助。“我接受这份工作后，满脑子都是如何离开现在的公司。”而与CHRO的谈话“帮助我集中精力准备前方的任务。”他说，“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而他介绍的入职计划是个很好的开始。”CHRO回顾道：“来到他的地盘沟通，这很重要。我想远离公司，让谈话非正式一些。”因为CHRO在处理辞职方面很有经验，两人甚至还一起考虑继任CEO该如何告知现在的老板，以便轻松地离开。“他真的很领情，这让我们开始更好的沟通，也让他知道我能帮到他什么。”CHRO说。由于主动沟通，这位CHRO逐渐成为继任CEO的重要顾问。

遗憾的是，不是每家公司都有一位能承担起这种任务的CHRO。很多HR负责人由于缺乏所需技能，或者地位不受CEO或董事会认可，无法承担这项责任。还有些CHRO并不想和CFO或CMO一样有影响力，或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潜力。在这种情况下，现任CEO应在继任工作开始前，就与董事会一道重新定义CHRO的职责。在公司文化和人员领域，成熟的CHRO应该成为当仁不让和可信赖的顾问；他也应具备人际交往能力和政治技巧，得到其他高管和CEO的尊重。



董事会的角色

对董事会来说，CEO交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应该保持多大距离。董事不总在公司，只会定期见到管理层。董事不能也不应该管得太细，但如果离得太远就可能出问题。为显示信心，董事们一般会给新任CEO足够空间，但这一出于尊重的姿态可能让他们不去联系新任CEO，而后者可能将此理解为董事会对他不感兴趣，或让他自生自灭。做得最好的董事会能在不参与和过度参与之间找到恰当平衡。

当董事会无法找到平衡时，他们的问题通常是离得太远。很多新任CEO指出，他们在交接中没有得到董事会的足够支持，或者支持的延续性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2012年RHR International对23次重要CEO交接的研究显示，57%内部晋升CEO和83%外聘CEO认为，所在公司董事会的参与程度低于应有水平。

清晰的期望是董事会能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董事会希望如何与CEO在正式会议之外交流？是等到计划方案经过深度研究充分成型后再参与讨论或表决，还是在战略设想刚开始形成时就参与指导？为开启相关讨论，非执行董事长或首席董事可以请新任CEO准备回答3个问题：（1）为发挥出最佳能力，你需要董事会提供哪些信息？（2）董事会采取哪些做法，能使双方在正式会议、非正式沟通和一对一交流中建立互信？（3）根据你在选聘过程中的经验，以及上任后参加头一两次会议的情况，为使双方关系达到理想状态，你建议董事会运作方式做哪一点改变？

董事们必须明白，CEO与董事会整体的关系，其实由他与每位董事个人的关系组成。有经验的商业领袖很了解与董事建立良好个人关系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他曾担任两家英国媒体公司的CEO，2012年出任纽约时报公司CEO。汤普森到纽约上任后，即投入大量精力做这件事。（
见下文《CEO交接：深入幕后》

 ）但对于第一次担任CEO的人，可能无法自然而然与董事建立关系，或认为这件事并不特别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们应采取主动，CHRO也应加以协助。

对董事会来说，CEO交接是公司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刻。相比常规情况，董事们应该更多见面、讨论、做出贡献，就像公司进行并购收购时一样。虽然CEO继任工作可能无须召集很多紧急会议，董事会也应处于全员待命状态。

大多数失败的新任CEO并非欠缺运营或财务方面的能力，而是他们的个人风格或政治技能，让他们未准备好应对组织的文化。帮助新任CEO理解公司文化，并通过提升“软技能”适应公司文化，可能是提高他们成功概率的最佳方式。

如果领导者精力充沛、足智多谋，且具备敏锐直觉、理解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他应该能以一己之力取得成功；但组织周密的交接程序也一定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如一位CEO所说：“我在入职时没有得到所需的帮助。整个过程并不可怕，甚至也不困难，只是有点没用。我自己想办法搞定了我需要的东西，但这本来可以更容易和更快完成。”

即便公司对CEO继任做了周密计划，也一定要认识到，职务的正式交接并不是整个工作的终点。在赢得公司最有影响力的高管的忠诚之前，新任CEO不能被认为真正站稳脚跟。实现这一点，继任工作才告胜利完成，而这可能需要在正式交接数月后才能实现。成功的标志不是某一事件，而是人们的行为。在将职位交给她选定的继任者乌尔苏拉·伯恩斯（Ursula Burns）后，施乐公司前CEO安妮·马尔卡希（Anne Mulcahy）在一次会议上经历了这样一个瞬间：“所有人都在看着她而不是我，整个团队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她。没有太多戏剧性，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这即是CEO成功交接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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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齐安帕曾在企业担任CEO，现在为公司董事会和CEO提供咨询。他著有五本书，包括《最高层交接：组织如何确保新任领导者成功》（Transitions at the Top: What Organizations Must Do to Make Sure New Leaders Succeed
 ，与大卫·多特里希（David Dotlich）合著，Wiley出版社，2015）、《从头开始：承担新领导职责》（Right from the Start: Taking Charge in a New Leadership Role
 ，与迈克尔·沃特金斯（Michael Watkins）合著，《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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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交接：深入幕后

Inside One CEO's Transition




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认为，从公司宣布新任CEO人选到新CEO正式上任，这是一段“黄金时间”。





汤普森2012年离开BBC，就任纽约时报公司CEO。他的“黄金时间”比一般的长。由于伦敦奥运会，以及要在牛津大学做讲座，他等了3个月才正式开始工作。这段间隔让汤普森有时间做准备，并且充分思考。纽约时报公司也得以在汤普森上任前1个月制定了一份入职计划。按照这份计划，汤普森要在两周中每天参加一整天会议。史宾沙（Stuart Spencer）的詹姆斯·希特林（James Citrin）是这次招聘汤普森的主要负责人，他说这是他见过最周密的CEO入职导引计划。

计划之所以如此周密，部分是因为汤普森情况特殊。虽然汤普森曾领导英国两家大型媒体公司，他从未在美国工作过，无论是企业还是媒体。此外，他还是纽约时报公司一个多世纪以来选择的第一位外部CEO。此次，汤普森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的采访。在75分钟的对话中，汤普森回顾了交接过程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事情。精彩摘要如下：

成功的CEO 交接从面试开始。为增加对公司的了解，每个应聘者都会在面试时提问。但电视记者出身的汤普森是个例外。他做了深入研究，给在纽约时报公司和竞争对手公司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询问：在那里工作感觉如何？公司是否真的想改变？如果是这样，公司文化是否支持改变？“你永远无法得到完整答案。”汤普森说。“你必须依靠直觉。但我感到很多人，也包括董事会，真正感到了改变的需要。”（董事会于2011年12月解雇了前CEO珍妮特·罗宾逊（Janet Robinson））

入职时的行为举止很重要。汤普森参加了29次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几十位纽约时报公司的高管，议题从整体战略到财务，再到差旅经费政策和养老金计划。他仔细倾听，谨慎发言。“每个人自始至终都在看着你，像在玻璃鱼缸里。”他说，“他们在努力了解你是谁，你有哪些价值。你会仔细听他们说话吗？你优柔寡断吗？你冲动吗？大家都很友善，但你是在舞台上。对幻灯片展示作何反应，这非常重要……你不只是在学习。”

一名优秀的助理可以成为文化翻译。汤普森本可以把在BBC的助理带到纽约，但他说他“想找一个和我互补的助理，也就是一位纽约时报公司的资深人士，熟知公司运作方式，认识每个人”。最终他选择了在公司工作33年的玛丽·拉玛那（Mary Ellen LaManna）。“在整个交接过程中，玛丽是最重要的人之一。”汤普森说，“在公司文化方面，她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

参与早期决策。在正式上任前，汤普森就开始过问一些需要立即处理的事项。视频是纽约时报公司的一个核心增长领域，汤普森参与面试视频业务资深副总裁，并主持了招聘工作。他参与讨论并支持了董事会刚刚提出的出售《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和所持有About.com股份的计划。执行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和董事长小亚瑟·苏尔茨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争论是否应发表关于中国高官个人财务问题的调查报道，这篇报道可能影响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他们请汤普森加入讨论。汤普森回忆道：“他们问，‘我们应该发表吗’？考验这么早就来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走出办公室。汤普森首先到访公司驻伦敦和巴黎办事处。上任数周后，他接受艾布拉姆森邀请，去硅谷采访3天，与库克、桑德伯格等人见面。欧洲之行让汤普森拓宽了视野；而在纽约时报公司这样一家“政教分离”的机构，编辑部享有很大权力，硅谷之行让汤普森与执行主编建立了关系。“在头6个月里，新任CEO很容易只和高管层打交道，没完没了地和财务、战略团队开会。”他说，“这当然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了解一线在发生什么会很有帮助。”

见面、聊天和吃饭。正式上任后，汤普森开始与公司职位最高的100名高管见面。白天，他一般会邀请几名高管在办公室共进早餐或午餐。“每天晚上，我会先请一个人去喝一杯，再和另一个人吃晚饭。”他说。汤普森控制着自己，不去立即评估每个人的能力，而是借鉴政治家的做法。“作为CEO，你需要人际网络。”他说，“仅仅发邮件下命令，你无法改变组织，所以要找到组织中能帮助你实施改变的资源。”上任最初几个月中，汤普森还与每位董事单独见了面。

在冲动和停滞间找到平衡。外来CEO最困难的任务，可能是如何从第一天起就表现得稳健自信而不越界。汤普森说：“大多数人期望你第一天早上就明确说你想让他们做什么。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如果你见过他们，开始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这会很有帮助……CEO很容易表现强横、草率决策、厉声下令。CEO既要避免过于强势，又要避免另一个极端，就是陷入倾听模式，显得过于被动。所以你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汤普森说，很多新任CEO提出所谓百日计划，但他认为过渡期更长一些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CEO一年之内干不出来，那他可能就是干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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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聚光灯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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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继任CEO须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有一份规划。理想的CEO继任规划要提早数年就做准备，最好从CEO新上任时就开始物色继任者，并将高管发展项目与CEO继任规划结合起来。






C
 EO总会更替，而长期以来的研究表明，多数组织对于CEO更替准备不足。本文纵览有关继任规划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就遴选组织领导者提供专家意见。



董事会没有做好继任规划

每年约有10%到15%的企业必须任命新的CEO，原因有前任CEO退休、辞职、被免职或健康问题等。2015年，全球CEO变动率达到15年来最高。维权投资者迫使他们认为表现欠佳的领导者下台，此种潮流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多数董事会却并未做好准备更换首席执行官。猎头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和斯坦福大学洛克公司治理中心（Rock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2010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54%的董事会在培养继任者，39%的公司没有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立刻上任的内部CEO候选人。

组织顶级高管是董事会能够完全控制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因素之一，而董事会对CEO继任规划不当，代价颇为高昂。一项针对规模最大的2500家上市公司的研究显示，CEO即将离职时才努力寻找继任者的公司，股东价值平均损失18亿美元。另一项研究表明，公司在遭遇继任者危机时任命新CEO所花时间越长，之后的表现相对同类公司而言就越差。而且，继任规划不足，往往会使办事不力的前任CEO任期延长，使得早该离职的CEO迟迟不卸任。博斯咨询公司（Booz & Company）的一项研究发现，两年里股票收益排在最后10%的公司业绩比行业平均水平低45%，而公司CEO下台的可能性只有5.7%。作者评论说：“董事会给予表现不佳的CEO的宽容超乎预料。”

然而准备不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拉姆·查兰（Ram Charan）2005年写道，与之相当的另一个难题是CEO继任者往往难以胜任。董事会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据估计，多达40%的新CEO在上任最初18个月里无法达到期望绩效。



规划几个月不够，要花几年

那么，董事如何能做好继任规划，并确保选择合适的继任者？第一步是将高管发展项目与CEO继任规划结合起来，及早找到最好的内部候选者，在董事会层面加以留意。一些公司著名的领导力培训项目，证明了这个方法是有用的。圣塔克拉拉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者考察了通用电气、IBM和宝洁等“CEO工厂”培养出的CEO的业绩记录，发现这些CEO上任后股市反应积极，而且他们在之后3年里的业绩表现非常优秀。研究者得出结论，一些公司“能够高效地培养领导能力”，是因为“这些公司能让高管接触各种不同的行业，培养出能够在不同商业环境中运作的能力”。

内部培养有前途的管理者，除了可以避免出现CEO空白期，还有其他作用。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诺埃尔·蒂希（Noel Tichy）在其著作《继承》（Succession）中提出，公司让有潜力的继任者接手新项目，可以在检验候选者是否适合做CEO的同时加快变革。然而，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董事会少之又少。美国谘商会（Conference Board）、高管发展协会（Institute of Executive Development）和洛克中心的合作研究发现，对于比CEO低一级的高管，多数董事并不了解他们的技能、能力和表现。受访董事中只有55%称自己对这些高管的强项和弱项了解或十分了解，77%不参与自己公司除CEO之外其他高管的绩效评估，只有7%的公司正式指派了一名董事指导CEO之下的高管。

一些评论者认为，董事会缺乏参与是由于CEO的妨碍：没有明确的继任者，现任CEO任职时间就更长，跟董事会谈判更有底气。治理议程太过紧凑可能是另一个原因。美世德尔塔（Mercer Delta）咨询公司调查了董事们花在9大关键活动上的时间，绝大多数董事表示，用于监督会计、风险和财务表现，以及履行其他治理职责的时间越来越多。董事们还提出，与有潜力的CEO继任者互动的时间少于其他活动。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认为，董事缺乏雇用CEO的经验，也是继任规划欠佳的一大原因。他呼吁让更多的现任或前任CEO加入董事会。他说：“了解如何雇用和管理顶级高管的人，会更好地理解公司需要怎样的管理才能，以及哪位候选人能将这样的才能带进公司。”

猎头公司亿康先达的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Claudio Fernández-Aráoz）在其著作《重要的是人，不是方式和行为》（It's Not the How or the What but the Who）中罗列了6条继任规划准则，供繁忙的董事参考：1.早做准备，最好从CEO新上任时开始物色继任人选；2.制定严格的绩效指标和CEO评估流程；3.在公司内部寻找并培养有潜力的继任者，与外部人才比较（尤西姆说，董事可以与内部呼声最高的候选者的直接下属谈话，对候选者做深度审查）；4.通过不收取成功酬金或手续费的猎头公司，向外部寻求更多的候选者（费尔南德斯-阿劳斯认为这类费用会成为不当诱因）；5.要求董事会定期开展紧急继任演练；6.实施全面的过渡程序，帮助新任CEO入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被任命为CEO的人有80%没有顶级高管工作经验。



内部晋升还是外部空降？

董事会经常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是提拔内部候选人，还是从其他公司招聘高管？传统上讲，董事会青睐的内部候选人已经历任多个职位，逐步承担更大的责任，负责更为复杂的盈亏状况。这些人可能开始是管理单一产品，随后调职海外担任“地区主管”，然后回到公司总部管理一个业务单元，而后是运营整个部门。然而，这样一种连贯缜密的内部上升模式如今日益减少。当今世界的常态是跳槽和频繁的高管更替。1988年，一位高管一生供职的公司通常不超过3家，10年后则超过5家。

外来候选者继任CEO的情况越来越多见。2013年，有20%到30%的董事会选择从外部招聘CEO继任者。而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标普500公司中只有8%到10%的公司选择外来者接任CEO职位。

这种潮流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猛烈抨击，其中一位是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他在《为公司寻找救星》（Searching for a Corporate Savior）一书中提出，董事会往往聘用具有魅力的外来者，哪怕此人的经验和能力与公司需求不相匹配。他还谴责开价不菲的高管猎头公司推高了对外部候选人的需求，将这一潮流称作“外来者崇拜”，并抨击商业媒体和投资者团体推波助澜。

库拉纳说的有道理：从其他公司找来的候选者，薪酬比内部晋升者更高。根据高管薪酬调查公司Equilar的资料，外部聘用的CEO薪资中位数比内部晋升CEO高出320万美元。然而就长期来看，外部聘用CEO的表现却似乎不如内部晋升者，与薪资水平不符。博斯咨询公司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内部晋升CEO在2000-2010这10年中有7年的市场调整股东回报高于外部聘用CEO。而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格雷戈里·内格尔（Gregory Nagel）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詹姆斯·昂（James Ang）运用精细的多元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前往其他公司担任顶级高管的案例只有6%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仅凭这些研究也许无法断言。公司近期财务表现欠佳时倾向于从外部寻找领导者，外来CEO表现较差的原因可能只是他们面临着绩差公司的严峻挑战。此外，多项研究得出结论，CEO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如其他不可控因素，很难说某位CEO业绩出众是因为能力优秀还是运气好。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外来者加入公司3至4年后担任CEO，表现与年资更长的内部员工相当，哈佛商学院的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将这类管理者称为“在内部的外来领导者”。出于以上提及和未提及的种种原因，斯坦福商学院教授戴维·拉克尔（David Larcker）说：“总体上很难断言内部候选人和外来候选人哪个更能干。”



优秀CEO有什么特征？

无论董事是从公司内部提拔CEO还是从外部招募继任者，了解一下具备何种素质的人更能做好CEO总是有好处的。遗憾的是，关于个人领导力的著述虽多，却几乎都没有科学论据支持。圣地亚哥大学的约瑟夫·罗斯特（Joseph Rost）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指出，自1900年以来，不同的作者已经给了“领导力”这个概念200多种不同的定义，而支撑他们论点的依据往往只有主观臆测和个人经验。这样的局面正在缓慢改变，研究者仍在寻找个人经历和领导能力之间的关系。例如，一项研究发现，曾在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任职的CEO似乎表现更为出众。另一项研究发现，有军队背景的CEO参与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发现，个人生活开销较大的CEO更倾向于在公司实行宽松的财务控制。年龄因素可能也有影响。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较年轻的CEO比年长者表现更好，即使考虑年轻CEO更喜欢在科技等快速增长的行业工作，结论也不会变。魅力型CEO在情况不明朗的动荡时期表现较好，但在更加稳定的时期没有明显优势。

在雇用CEO方面经验丰富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也能提供一些有关优秀CEO素质的建议。最近一项针对32家公司管理合伙人的调查发现，选择CEO时，他们对过往业绩和从业经验等方面关注较少，更注重的是软技能，例如团队建设和适应能力。不过私募股权业对紧迫性的重视远高于同理心——这个发现与另一项对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的公司CEO性格评估结果一致，说明与人际交往优势（如倾听技巧、团队合作、诚实正直和乐于接受批评）相比，与执行相关的特征（如速度、进取心、坚持、职业道德和高标准）更能预示CEO的出色表现。

探索CEO理想人选的特征，这个想法很好，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成功管理者“性格、长处、短处、价值观和信仰各自迥异，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做到了正确的事”，这一观点尚无人能驳斥。要建立一套预测算法，选出完美的CEO继任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研究者已经揭示出，董事会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改进继任规划——在很多时候，第一步就是要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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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本·哈勒尔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特别报道



场景营销：创新驱动

百事品牌营销升级

[image: ]





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时间碎片化的趋势增强，传统的品牌单向性传播正逐渐转向多元传播。如何在碎片化环境下精准定位消费者、增强与消费者的联结，成为品牌营销亟须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度普及，消费者的时间逐渐逞节点化、场景化，也为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创造了新的渠道。如何洞察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情感需求，将创意与品牌结合，最终获取消费者认同，成为品牌营销需要思考的问题。洞察到消费者行为及传播趋势的变化，百事持续打造“佐餐”平台——通过自有品牌IP打造，将传播与年轻人生活场景串联，配合品牌深度跨界合作，营造“沉浸式”的用户场景，也为品牌场景营销带来创新借鉴。



全方位场景营销打造佐餐平台


将产品基因注入欢聚场景。
 培养消费者的佐餐习惯是持续扩大食品饮料产品需求的一大主要来源，也让“佐餐”平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百事大中华区饮料品类高级市场总监叶莉称，为保证百事佐餐平台的独特性和高辨识度，百事深入探寻年轻人欢聚需求，结合中国人聚会与美食密不可分的文化，将百事“爽”的产品基因注入年轻人的欢聚场景，打造“欢聚时刻有美食，美食之际有百事”的场景强关联。作为百事佐餐战略的延伸，2016年，“有百事聚爽”为主题的营销活动应运而生，不仅让品牌与年轻人共同成长，也增强品牌对年轻目标消费群的黏性。将产品基因渗透至生活场景，增强品牌与消费者生活场景的强关联，创造出顾客愿意购买的情感动机，或将弥补此前营销中没有发现的消费者需求。


移动场景巧用明星资源。
 技术与智能硬件的不断升级，让场景的时间、空间边界不断突破，对于大众消费品牌而言，挖掘品牌资源与生活场景的联结度、合理选择平台提升消费者互动体验，成为场景营销的核心。通过打造“百事私房菜”IP，百事再次升级佐餐平台的品牌传播。作为其私房菜IP的重要部分，百事在2016年推出“百事出品林更新私房菜”，挖掘林更新明星光环之外的生活标签，并选择直播这一全新场景形式，真实展示明星的生活聚餐场景，与海量线上消费者即时跨屏互动。据百事大中华区饮料品类高级市场总监叶莉介绍，“林更新私房趴直播”在90分钟内吸引了近400万消费者观看，在社交平台上的阅读数突破2亿，总曝光数达5亿。通过明星与消费者在生活场景上的强关联，与基于碎片化场景时代的平台选择，让观众随时随地与明星互动，也让“百事私房菜”IP为更多消费者所知。


营销内容的数字场景化。
 消费者的生活场景不同，直接影响其对品牌关注点的不同。因此，场景营销对品牌传播内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营销创意须考虑不同场景、平台下消费者的需求与感受，进行动态化的内容创意匹配，实现“此情此景”的情感共鸣。在“有百事 聚爽”的传播中，通过搭载美拍等社交分享平台，百事赋权年轻人共同参与品牌内容创作，以年轻人的视角邀请同龄人一起聚爽，以视觉形式展示创意，与百事共同丰富品牌内涵。此外，打破常规生硬的产品植入，百事选择年轻人喜爱的网络综艺《饭局的诱惑》，在饭局和狼人杀的游戏场景下，以年轻人的语言表达品牌内容，寓“百事”于“娱乐”，加强美食与百事的关联。 品牌深度融入消费者生活方式，极大提升了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和参与度。



品牌合作跨界新尝试

传播环境与技术的不断升级，为企业跨界合作带来了新的思考——品牌如何优化合作模式，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完成消费者、消费场景与品牌内容的聚合，品牌合力实现多方共赢的商业价值。以打造“百事出品林更新私房菜”IP契机，百事突破资源置换的常规合作，与肯德基、饿了么及小南国等在产品、创意、内容、渠道等层面展开合作，将品牌信息强力渗透在各个环节，实现对目标消费者的最大化覆盖。


肯德基：战略伙伴跨界制造热点。
 作为长期的战略性合作伙伴, 百事与肯德基已携手制造过多个传播热点：从上海时装周跨界合作，到联合推出KFC表情罐，再到“百事私房菜”的合作，双方正在携手探索整合传播新模式。肯德基企划副总裁李波介绍，此次合作推出“林更新私房菜之花生霸王双层堡”，一方面是对双方线上口碑和线下餐厅网络的多层传播矩阵的合作优化，一方面也是对品牌携手与年轻消费者建立连接的全新探索。凭借年轻群体喜爱的明星IP，肯德基和百事共同撬动了社交平台的口碑传播，新产品花生霸王双层堡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提前一周售罄，成为肯德基今年来表现最好的一款汉堡单品。


饿了么：合力丰富O2O生态。
 饿了么CEO兼创始合伙人张旭豪介绍，“百事私房菜”IP的合作是基于年轻用户的使用场景，对双方品牌合作模式的创新尝试。基于聚餐场景，饿了么和百事将合作渗透到商家渠道、物流配送及消费者终端各环节，合力传递百事佐餐理念。饿了么平台在林更新直播当日开辟了“百事聚爽餐区”，让消费者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实现快捷点餐，品尝明星直播同款聚爽美味。尊重用户场景的合作，不仅为饿了么消费者和商户带来更好产品体验和品牌好感度，也助力百事增加商户端渠道覆盖、产品销量提升。两周的活动期间，饿了么平台共售出百事聚爽套餐313916份，在三个试点城市深圳、重庆和长春，覆盖店数增加了近40%。饿了么CEO兼创始合伙人张旭豪称，未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百事与饿了么合力丰富行业生态和平台，也是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合力共赢。
 多方共赢、挖掘营销机遇与价值，是品牌跨界合作的坚实基础。此次围绕百事佐餐平台的合作，在传播效果上，各方均以合理的预算获取了最大声量，增强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黏性；在合作模式上，各方不断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渠道，合力将佐餐理念渗透入消费者生活中，在打造品牌佐餐的同时，也带动各方销售增长,为后续消费者佐餐习惯的培养提供坚实的合作基础。

围绕消费者碎片化场景进行传播，一方面将不断使消费者画像更趋精准，一方面也将催生出创新、有生命力的品牌营销内容与手段。延续“佐餐”平台的场景化策略，2017年，百事将尝试与黄磊版《深夜食堂》IP的合作，持续强化品牌与年轻消费者的情感联结，360度立体化“佐餐”场景。实际上，抓住消费者心理，营造适合营销场景，是品牌与消费者的心理角力。万物互联网时代，这场角力必然要升级，能抓住趋势者才是赢家。





特写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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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nb、Uber等平台因自身设计选择，非但没有消除交易中的歧视，反而适得其反。因此，要创建高效且包容性强的市场，平台设计师在自动操作、算法和身份认证数据的设计中，必须留意歧视发生的可能性，并对实验持开放态度。






核心观点


问题


eBay、Uber和Airbnb等网络市场有潜力减少对线下交易有一定冲击的种族和性别等歧视。但近期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




原因


早期平台保证买卖双方的身份处在相对隐秘的状态。但自从产品介绍添加了照片、名字和其他身份证件的信息后，就无意间助长了歧视行为。




答案


要创建高效且包容性强的市场，平台设计师在自动操作、算法和身份认证数据的设计中，必须留意歧视发生的可能性，并对实验持开放态度。






20
 世纪80年代末，法律教授伊恩·艾瑞斯（Ian Ayres）和彼得·席格曼（Peter Siegelman）想知道黑人和女性购买同一款新车所花的钱，是否同白人男性一样。他们找到38个人——其中包括白人和黑人，男性和女性，随后教这些参与者用同样的说辞和经销商讨价还价，确定最终价格。他们发现了很多令人不安的差距：在153家经销商中，黑人和女性顾客要付出比白人男性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一款车，而黑人女性付的钱最多，比白人男性平均高出近900美元。虽然这些发现对多数人来说并不意外，特别是对黑人和女性而言，但还是强有力地说明了市场对不同人群的歧视程度。

让我们快进十几年，来到互联网商务刚刚兴起的年代。当时的创业者正在试验用网络销售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汽车。经济学家斯科特·莫顿（Scott Morton）、弗洛里安·蔡特梅耶尔（Florian Zettelmeyer）和豪尔赫·席尔瓦-里索（Jorge Silva-Risso）通过分析这种汽车销售新方式，发现网络销售能够消除种族和性别歧视。他们还发现，在线下汽车销售中，种族和性别歧视已经根深蒂固。

的确，在eBay、亚马逊和普利斯林（Priceline）等第一代美国电商中，卖家很难对顾客有歧视行为。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对对方了解相对较少。用户在不透露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就可以与卖家讨价还价，直到双方达成最终价格。《纽约客》刊登的某著名漫画这样形容：“在网络中，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然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平台及其用户都知道，网络世界中的你是黑人还是白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还是犬类。人们最近还明白，互联网是歧视的源头之一，而非终结者：随着身份的暴露，弱势群体在网络中面临和现实生活中同样的挑战，而由于网络缺乏监管，还有突出种族和性别差异的照片被上传到网上，再加上有歧视倾向的人可以在不直面被歧视者的情况下恣意妄为，有时网络中的歧视比现实生活中更严重。

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网络歧视的出现

电子商务刚起步时，人们要对网络购物足够信任，才会选择网购。比如某个佛罗里达州的eBay卖家可能会贴出一张诺兰·莱恩（Nolan Ryan ）于1974赛季效力于加利福尼亚天使队（California Angels）的Topps棒球球星卡，同时附有产品情况说明。某马萨诸塞州的球星卡收集者可能在没看到卡片的情况下，只根据说明就拍下这件商品。完好无损的卡片价值可达60美元，但边角有折痕的旧卡片也许只值几美元。怎么防止卖家用旧卡片冒充新卡片呢？基本无解：经济学家金哲（Ginger Jin）和安德鲁·加藤（Andrew Kato）的研究发现，21世纪最初几年的eBay店主对体育收藏卡质量的描述，往往都不准确。

早期电商的问题在于，市场中的卖家通常知道一些买家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棒球卡是否完好无损，产品包装是否可靠、用心。这些问题出现在所有市场中，但在网络平台上尤为严重，原因有两个。首先，如果你不能将产品拿在手上的话，就很难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次，网络卖家，顾名思义，是电商行业中的新兴群体，而该行业本身也刚出现几年而已，还没有成为像苏富比（Sotheby's）拍卖行和西尔斯百货（Sears）这种能够保证买家不会受到欺骗的成熟品牌。

随着互联网商务的发展，买家评论等反馈形式变成了电商建立声誉的手段。但若你能够从买家和卖家身份中，提取到那么多将来可能用处极大的信息，为什么要止步于收集反馈呢？举例来讲，杰弗森·杜瓦特（Jefferson Duarte）、史蒂芬·西格尔（Stephan Siegel）和兰斯·扬（Lance Young）2012年在针对P2P（peer-to-peer lending）的研究中，请受试者先察看潜在借贷者的照片，之后评价这些人的可信度。结果显示，“看上去值得信赖”的人申请贷款更容易得到批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人偿还贷款的几率也更高。也就是说，如果通过精细化分类得到的信息能帮助市场参与者预判某次交易的前景，那么提供这种数据就是有意义的。

在提供自由职业、拼车和遛狗等服务的网站上，很多卖家现在能够根据买家的外貌或仅仅一个名字，就决定是否与之交易。不同的平台获取这类信息的数量也不同。有的网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用户的隐私，其他网站则重新启用线下市场早被禁止的措施。同样，在手工艺品电商Etsy和设计师在线沟通平台CustomMade等很多网站上，潜在买家不仅可以看到产品，还能看见卖家的名字和照片。虽然人们对可能进行交易的合作伙伴有具体了解后会更放心，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也助长了歧视。

房屋短期租赁网站Airbnb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网络市场的歧视现象，以及设计造成歧视现象的严重程度。比如某潜在租客搜索房源时，看到的是房子及房东的描述和图片。房东能看见潜在租客的名字，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能看到他们的照片，之后房东可以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这些租客。

本文作者之一卢卡与本杰明·埃德尔曼（Benjamin Edelman）和丹尼尔·斯沃斯基（Daniel Svirsky）合作，调查了Airbnb的种族歧视情况。他们针对美国市场，编造了20份用户画像，并将租赁申请发送给大约6400个房东。这些画像和申请完全一样，除了一个细节不同——用户的名字。一半名字（根据出生记录推断）在白人中比较常见，一半名字在黑人中比较常见。

名字听上去像是黑人的租客申请被接受的几率，比名字听上去像是白人的租客低16%。这种歧视普遍存在，不论你租的是廉价房还是豪宅，多元化社区还是单一种族社区，房东本人居住的屋子还是房东只租不住的单元房。多数拒绝了名字听上去像是黑人租客的房东，从来没有招待过黑人客人。这说明有些房东有很强的种族歧视。（为回应本研究，并应对用户和监管者愈发激烈的齐声指责，Airbnb委任一个特别工作组，为减少歧视出谋划策。这个工作组在2016年9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我们将在下文就其中一些政策展开讨论。）

目前记录在案的网络种族歧视现象，出现在多个领域，从劳动力市场到信用卡申请再到房屋供给等。网络歧视的产生源于两个特点：一是凸显种族特征的标志，比如照片（最明显的例子），还有一些像名字这样不显眼的标志；二是市场参与者中的一方有权决定是否与另一方进行交易。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说明，这两大特点都是平台设计师做出的选择。

互联网商务另一个可能助长歧视的特点是：算法和大数据的使用。这听上去与我们的直觉相悖，但谷歌提供的搜索结果、亚马逊推送的书籍以及Netflix推荐的电影都说明了机器正在取代判断力有缺陷的人类；它们能够更精准地判断客户需求。人们容易认为，人类的判断被取代后，偏见也将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由算法带来的网络歧视可能是人类须避免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拉塔尼娅·斯维尼（Latanya Sweeney）所做研究给我们很大启发。斯维尼想了解种族在谷歌广告中扮演的角色，于是她搜索了非裔美国人常用的名字，比如德肖恩和她自己的名字拉塔尼娅，并记录下和搜索结果同时出现的广告。接下来她开始搜索白人常用的名字，如杰弗里。她在搜索常见的黑人名字时，更有可能看到提供调查逮捕记录服务的广告。

当然，谷歌并非故意向搜索非裔美国人名字的用户，展示逮捕记录的广告。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算法基于过往搜索记录“认定”，相比搜索“杰弗里”的人，搜索“德肖恩”的人更有可能点击与逮捕信息相关的广告（而点击率高，谷歌收入也会水涨船高）。也就是说，这个选择是谷歌的算法设计师（可能无意中）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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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智能的市场设计挺进

即使同一个行业的不同平台在网站设计方面，也各具特色，所以不同平台抵抗歧视的能力也不同。以平台针对用户照片上传权限和时间的设计为例。Uber 不为司机提供潜在乘客的照片，但其对手Lyft有这项服务。所以相比Uber，Lyft更有可能助长司机对乘客的歧视。同样，假日房屋租赁网站HomeAway的搜索结果首页只展示房屋的照片，下一页才会出现房东的照片（也有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而Airbnb要求房东在搜索结果首页就放上自己本人的照片。

公司有很多方法调查可能存在的歧视问题，并采取补救措施。比如eBay曾与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团队合作调查，相比女性卖家，男性卖家是否能将同一件产品的价格抬得更高。事实的确如此。但多数情况下，公司往往避免谈论此类问题。虽然很多高管都承认歧视确实出现，也表示有意愿减少歧视，但我们没看到几家公司能像eBay一样，认真评估歧视问题的严重程度。所以想要调查网络歧视的研究者必须自己开展实验，或从网站上收集有瑕疵的数据。（我们知道有一些公司律师已经盯上与种族相关的研究，并想办法阻止这类研究。）

即使有强烈意愿消除歧视的公司，也可能找不到理想的方法，因为据我们所知，对既有设计选择及其产生影响的思考还没有形成体系。本文以下内容旨在为公司提供一个框架，帮助它们设计并管理蓬勃发展的平台，同时降低歧视风险。

我们不期望每个平台设计师都做出同样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竞争对手的设计选择都不可能相同，而在对抗歧视时，各平台的选择当然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Lyft让乘客通过App付小费，而Uber则没有这个选择）；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平台对避免歧视的重视程度不同（虽然我们认为，平台在这方面应该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我们的目标是，帮助设计师全面思考其设计选择将带来的后果以及代价。

下文提供的两大指导原则可以协助平台更好地处理市场设计的难题。随后我们评估了4个可能减少歧视的设计选择。


指导原则1：别忽视可能出现的歧视。
 平台应更仔细地追查歧视问题。目前多数平台还不清楚买卖双方的种族和性别组成。针对用户种族和性别的定期报告（和不定期审计），以及对不同人群在平台上成功交易的评估，是暴露和应对所有问题的必要步骤。如果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但对暴露出歧视出现的领域以及展示问题改善的进度，还是有所帮助。此外，这也是为减少歧视迈出的极具诚意的第一步。比如，Airbnb应定期报告，受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影响，租客接受率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公布这些信息有助于引起用户和监管者对歧视的关注，持续给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其认真处理平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歧视问题。（Airbnb公布的政策有一点不足——该政策没将与歧视相关的数据公之于众，不能确保公司的宏大目标转化为具体结果。）


指导原则2：对实验保持开放态度。
 平台应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不断实验。Facebook、Yelp和eBay等公司已经将实验思维（experimental thinking）融入新产品及性能的开发中。公司可以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测试那些可能影响歧视问题严重程度的设计选择及其他干预措施。我们要赞赏Airbnb最近做的实验：公司放弃了在搜索结果首页放房东照片的做法，查看此举会对预订结果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公司还未将结果公布）。


设计决定1：你是否提供过多信息？
 在很多情况下，平台能做出的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改变就是，在双方同意交易前，先不显示可能有些敏感的用户信息，比如种族和性别。亚马逊和eBay等平台已经采取了这一措施。然而对其他公司来说，这也许意味着现有商业模式的转变。某位在一家估值达数十亿美元的平台工作的高管告诉我们，他所在公司绝对不考虑删除用户照片和名字。

除选择什么信息可以透露，平台还能够决定信息的醒目程度；大量证据表明，这一点极其重要。比如在有些平台上，运费和产品价格是分开支付的，而且后者的位置比前者更醒目。经济学家詹妮弗·布朗（Jennifer Brown）、坦吉姆·侯赛因（Tanjim Hossain）和约翰·摩根（John Morgan）所做实验表明，在上述情况中，压低产品价格会提高产品售出的几率，即使抬高运费，抵消差额后，售出率依旧很高。该实验反响极大，它从侧面说明，顾客不仅受眼前所见信息影响，也会被最醒目的信息左右。

回想上文所说的Airbnb与HomeAway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洞见在现实中的应用。Airbnb在搜索结果首页展示房东照片，而HomeAway则没有这么做。（今年9月，Airbnb声明称，公司将试用其他方法来显示照片等与种族相关的信息，但目前还没有落实具体计划。）平台通过降低种族信息的醒目程度，可以减少歧视。


设计决定2：你能进一步提高交易流程的自动化水平吗？
 使用Uber的时候，你要轻点屏幕，预约出行，而只有在点击确认后，你才知道谁会来接你。理论上，如果你不喜欢司机的评价或外貌，可以在确认订单后取消交易，但要花费一定功夫。这一点“交易成本”也许足够阻止多数只看相貌的人取消交易了。Uber可以轻易将程序设计为：乘客可以在点击确认或取消前看到司机的照片。但它没有这么做。

如果交易在种族和性别信息显示前完成，那么交易双方很难歧视彼此。比如Airbnb有一个名为“即时预订”（instant book）的功能，设计理念是让预订更简单、方便。使用这个功能的房东允许租客在未得到她首肯的情况下预订房间。即时预订是种选择性加入的功能：房东必须先注册，才能使用。研究表明，人们对默认设置的偏好已经根深蒂固：只要是设置成默认的选项，多数房东都会使用。Airbnb可以将默认选项改为即时预订，迫使房东手动取消即时预订功能。如果房东不愿花时间取消该功能，租客就可以不经房东审核预订房间，那么歧视问题也就很有可能得到缓解。公司甚至还可以规定，房东必须为屏蔽租客的特权付费。比如房东若取消即时预订，就必须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公司9月份时宣称将加速普及即时预订功能，但没有说明具体做法。）

我们相信，提升自动化水平，并认真执行标准的经济激励措施（economic incentives，利用物质和金钱调动受激励者的积极性——译者注），对多个平台减少歧视和提升利润（因为取消了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相互审核后再决定是否交易的流程）都大有帮助。


设计决定3：你可以更重视反歧视政策吗？
 由舒丽莎（Lisa Shu，音译）、妮娜·玛泽（Nina Mazar）、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组成的研究团队于2012年开始测试，一些特别简单的事情，比如表格中签名的位置，是否会对诚信造成影响。他们的观察对象经常要填写信息，并在最后一页签名来证实文件真实性。研究者想知道，如果这些人在表格最前面（也就是说在填表之前）签字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可能弄虚作假了呢？的确，某汽车保险公司在实验室和现实生活的实验都表明，让受试者在表格的最前面签字，可以减少造假的情况。实验背景换成纳税申报后，结果依旧如此。

平台公司从这里可以学到的经验是：如果你想让别人做什么事，就必须仔细选择好时机。多数平台都有禁止歧视的政策，但会散布在一堆附属细则内。例如Airbnb的房东必须同意不歧视租客，他们注册成为正式房东时会同意这一条款。但等到房东真的在决定是否接受某潜在租客时，她可能就忘了之前的协议。平台可以选择更适当的时机公布反歧视政策，并在实际交易过程中让房东同意不歧视租客。当然，有些人也许仍旧会违反政策，但他们会注意到自己的选择有歧视倾向。


设计决定4：你的算法应该有反歧视意识吗？
 某一算法将在多大程度上加剧歧视问题？这一点也由设计选择决定。很多算法设计师都忽视了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希望问题能够自行解决。但许多案例都说明，如果算法意识不到歧视问题，就无法实现平等，比如上文提到的谷歌算法对逮捕记录广告的处理。

如果算法设计师看重平等的话，就必然追踪种族或性别对用户体验的影响，并设定明确的目标。怎样才能保证黑人顾客被拒绝的几率不会高于白人顾客？或者怎样才能保证女性和男性为同一件产品支付同样的钱？

谷歌为了回应逮捕记录的研究，改进了自己的算法，但公司完全可以主动监控这类问题并做出改变。公司可以为某些用户受到的歧视提供补偿。举例来说，假设Uber发现有些乘客总是给黑人司机很低的评分，而这些司机从多数乘客那里得到的都是五星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在计算黑人司机整体反馈得分时，可以调低那些乘客（他们已经暴露了自己的歧视倾向）评分的可信度。



交响乐团的启示

当然，平台处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设计出能够缓解歧视问题的平台，就创建一个没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世界。而且设想每个平台设计师都有志于消除歧视，未免有些一厢情愿；毕竟有时引起歧视还对生意有帮助。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只能呼吁企业领导者负起社会责任，或希望政府监管部门推出干预措施。

但在很多情况下，“为善者诸事顺”（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观点的确成立。有时平台公司不仅不用为减少歧视耗费太多成本，甚至还能够盈利。一些开明的平台还可能建立起迫使其他市场参与者规范自己行为的有效循环。

我们可以想一想当初美国交响乐团如何应对多样性匮乏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五大交响乐团（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纽约和克利夫兰）中只有不到10%的音乐家是女性。到了70和80年代后，乐团为执行扩大多样性的计划，改变了面试流程，从而消除可能存在的偏见。他们没有面对面地面试音乐家，而是让音乐家坐在屏风或其他隔板的后面。在2000年一次里程碑式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发现，这面屏风使女性音乐家面试成功的几率提高了160%。实际上，她们认为，交响乐团性别多样化之所以有大概25%的改善，都是得益于这一微小的改变。而随着能力逐渐成为音乐家选拔的重点，交响乐团的经济境况也有所改善。

很多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研究时，就被深深迷住：这是关于歧视效应的罕见洞见，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小的改变就能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具体解决方案肯定要视情况而定。我们很难想象，买卖双方，或雇主和职位候选人之间超越性别和种族的交流。

然而，网络时代已经改变了沟通方式。我们在互联网商务早期看到了，网络创建种族、性别和年龄零歧视市场的潜力。现在互联网已经演进到新的阶段：平台设计师可以选择虚拟屏幕的设置位置和时间。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创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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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菲斯曼是波士顿大学Slater Family行为经济学教席教授，也是《市场的内在生命：人们如何改变市场，又及市场如何改变我们》（The Inner Lives of Markets: How People Shape Them—and They Shape Us
 ）的合著者。

迈克尔·卢卡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也是斯坦福大学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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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伦敦商学院教授安德鲁·斯科特

规划百岁人生

牛文静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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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人生给予我们最丰富的游戏——多阶段人生。未来人们将拥有很多不同职业，他们退休的时候，不会说自己是某个行业的人，定义他们职业的，将会是贯穿始终的某种价值。






起
 源于18世纪的西方工业革命，打破了农耕社会的格局，开启了人类朝九晚五，围绕机器和工厂每周工作5天的生活。如今，距离18世纪已过去300多年，我们在技术领域的发展令人惊叹，拥有了智能城市、虚拟实境、比特币……平均寿命也比当时翻了一番，但我们对待工作和人生的态度却大大落后于技术发展，仍然带有深刻的工业时代烙印，社会常规仍沿袭彼时的制度，思维模式也囿于过去的框架。

以“人口老龄化”为例。老龄社会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最近有数据称，日本社会的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近40%，劳动力短缺，很多老年人70岁还在工作。对这一问题，多数社会的重点都放在养老、医疗等问题上，很少有人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待它——我们不仅仅越来越老，也活得越来越久。更加长寿成为人类的新状态，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应该为这样的状态早做准备，重新规划人生？

《百岁人生》（The 100-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暂译名）一书针对这一问题，从独特角度解读了长寿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分析了新状态下人类将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如何为更长更多变的人生提前做好准备。《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伦敦采访了该书的作者之一、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就很多有趣的问题与他进行了对谈。




HBR中文版：最初为什么想要研究“百岁人生”这一话题？



安德鲁·斯科特：
 作为一名微观经济学家，我时刻关注着未来的趋势。而琳达（Lynda Gratton,该书另一位作者）则关注未来的工作和组织行为。我们发现，人们对“老龄化”这个概念理解并不准确。大家都知道人口平均寿命在增长，但重点都放在老化上，忽略了长寿这个角度：人类并非年纪越来越大，而是活得越来越久。

此外，作为一位父亲，我感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孩子这代人和我们行为明显不同，这和人类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有关。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不做好准备，我们无法活得更久。




HBR中文版：你们的书中数据大多来自西方，长寿是全球性现象吗？



安德鲁·斯科特：
 是的，我们可以在全球看到这样的迹象。书中重点关注西方的原因是，富裕国家的人类预期寿命更长，未来大概是100岁。中国发展得也非常快，和30年前相比，现在已经达到70岁-75岁。而富有阶层的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许会活到90岁左右。

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发达国家会率先面对，中国正在经历巨大转变，这个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以后会出现更多四代同堂的情况，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HBR中文版：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什么样的行为变化和社会变化？



安德鲁·斯科特：
 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影响不同。比如50岁左右的人，也许还要再工作整整20年的时间，你要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做什么工作？强度如何？

而20岁左右的人，知道人生还长，倾向于晚些做某些事，比如结婚。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一半人会选择在21岁结婚，现在一半人在29岁结婚。结婚生子被称作“完全成年”，现在这个年龄推迟了，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

20世纪初，我们没有“青少年”这个概念，到了中期才出现。而现在出现一种新阶段：18-30岁之间，不属于青少年，但也没有完全成年。这些人没结婚、没有房产、没有孩子、享受生活，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尝试不同的事、寻找自我。这些变化都是应对长寿很自然的选择。在重塑新的社会规范之前，因为无法复制父母的做法，我们也许会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会找到新的规律。

其实很好理解，70年的人生和100年的人生相比，就像10英里和50英里的比赛。10英里竞赛你会很快跑到1英里，50英里则不是。所以和上一代相比，这代人不喜欢承诺，而是保持选择的开放性。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为“可能性”投资。如果寿命更长，有选择成为一件重要且有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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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是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百岁人生》（The 100-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暂译名）作者之一，该书从独特角度解读了长寿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分析了新状态下人类将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如何为更长更多变的人生提前做好准备。






HBR中文版：传统人生分为“三段式”，你认为未来三段式的人生将会被“多段式”人生取代？



安德鲁·斯科特：
 是的。现在西方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如果我们能活到100岁，除非你有很多钱，否则很难在65岁退休。第一种解决办法是延长工作年限，但一刻不停地工作60年太辛苦，不是好方法。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有“多阶段职业”的概念，不是一项工作干到老，而是将人生分割成不同阶段。

这种多段式人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某个时刻你对做了30几年的职业感到厌倦，想换个工作。或者你本人不想改变，但行业被颠覆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改变，我们都须学习新技能、构建新的人际网络、展开新职业。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希望实现不同的平衡，比如某些年龄段我们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钱，须供房或攒养老金。几年后，你可能想放缓节奏，不想那么忙了——我们称其为 “探索阶段”。休息一下，去旅行等等，18岁、30岁、50岁去做都行。还有一个阶段我们称为“独立生产者（independent producer）”,有点像创业。但不一定要开创新事业，也许只是做些事情，赚点足够应付日常开销的收入。在西方，我们看到很多人在20岁和60岁左右都有这样的阶段。类似“快闪店铺”和“零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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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HBR中文版：但从职业角度讲，我们仍然需要较长时间积累工作经验和获得财务保障，以便获得更大发展，如何调节这两种需求？



安德鲁·斯科特：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百岁人生，我们将拥有更长的职业生涯。如果你活到75岁，工作到60岁退休，大学学的东西可能还能够适应现实需要。但如果你活到100岁，工作到80岁，技术已经发生了改变，20多岁时在大学学到的东西不可能还符合现实需求，所以要重回学校接受教育。可能你要在50岁时专门花2-3年的时间全职学习，或者通过夜校或网上课程学习。

另外，财务保障固然重要，但还有三种无形资产对长寿也至关重要。一种是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也就是你的知识和技能；第二种是你的生命力资产(vitality assets),精神与身体健康、社会关系和友谊。第三是转型资产（transformational assets），也就是应对变化的能力。

一生中，我们要投资这三种资产，在“三段式”人生中，我们会集中在早年投资生产性资产，而在多段式人生中，人生充满变化。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过程，想要更好地应对它，须利用好休闲时间（recreation），英文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再创造，你要在休闲的同时再创造。可以投资技能、社交圈或友谊等等，为改变做好准备。




HBR中文版：可否详细说一下转型资产具体指什么？



安德鲁·斯科特：
 在三段式的人生中，因为我们无须经历太多变动，应对变动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大家人生的变动都发生在差不多的时期,步伐一致。这种一致性是很强的社会压力。不跟上步伐，会遭到异样眼光。比如，如果你在30岁忽然要休息一年，会遭到质疑。

但如果这一生要经历很多变动，我们就要学会擅长应对。变动会令人感到不舒服，人类学家用“阈限”（liminality）来形容改变的过程：在改变的中间时刻，你既非过去的状态，也不是将要达到的状态，这个阶段令人恐慌。那么，该如何支持自己完成这个过程呢？

答案是“返老还童（juvenescence）”，也就是以年轻的方式变老。相比成年人，青少年更适应变化，更灵活。因此，作为成年人，想更好地应对改变，要在成年生活中保有一些青少年的特质——更具玩乐精神和创造性。

此外，还要积极地和有别于自己的人交往，拥有一个这样的社交圈。随着年纪渐长，我们身边的朋友和熟人都和自己很像，这会带来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该从哪里获得新想法呢？如果身边的人都和我一样，我会缺乏改变的动力。因此，想要更好地适应转变，就要让自己去接触更广阔的社交圈和不同的想法。这会令人不适，但却必须要做。

不同文化，对待一致性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还须应对某些文化挑战。西方男性尤其不擅长应对转变，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固化。而西方女性因为要工作、结婚生子、重回职场等，所以在转变面前适应力更强。




HBR中文版：对女性来说，因生育被迫退出职场的情况是否也会因寿命延长出现新契机？



安德鲁·斯科特：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无论寿命如何延长，女性生育的最佳年龄仍然没有改变。即使采用冷冻卵子等方式，对职业发展仍有影响。但是，长寿对女性的职业规划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人类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关于孩子，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容易获得发展和成功。

比如我要工作到65岁， 在30-40岁间花10年养育孩子，会对职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40岁，还有另外30年时间工作，情况就不同了，我会有时间复原和追赶。因此，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后的职业生涯更久，会对女性更有利。

此外，现在的工作结构基本上是全职居多，兼职不像正经工作。但在多段式人生中，有某个阶段，无论男女可能都会选择兼职，工作过程会比较灵活。兼职的污名也会减少，改变工作构成会让我们有更灵活的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给予女性更多时间从生育中恢复，而灵活的工作形式又让他们能够结合工作和养育孩子。

当然长寿对女性职业也有不好的影响，主要是很可能面临四代同堂的情况。四代同堂包括了曾祖父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祖父母健康，他们会帮忙照顾孩子吗？谁来照顾曾祖父母呢？有一种危险的情况是，家中的母亲要照顾所有人，这样将会很糟糕，因为人太多了，负担很重。这将对女性职业和生活平衡带来更艰巨的挑战。




HBR中文版：你认为拒绝改变的人会面临什么风险？



安德鲁·斯科特：
 这取决于你的年纪。如果你才16岁，已经开始工作，那么（拒绝改变）情况不妙，因为你的技能很快会过时。我最担心西方40-45岁的人。他们大概觉得自己60岁就会退休，但可能要工作到70岁，还有25年的时间，却缺乏技能准备。他们可能会面临被时代淘汰，工资、名望不断下降的情况，晚景凄凉。

中年人不提前计划，就会遭殃。因为你到后来会没有存款，须终生不断工作。如果不懂得投资健康，也可能活不到100岁。而那些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更擅长做长远计划的人，也许会过得更好。

但问题是人类喜欢短期收益，难以放眼长远。当活得更久的时候，计划就变得更加重要，这需要自律和自控精神。




HBR中文版：投资计划是否也需要相应调整？



安德鲁·斯科特：
 是的，要活得更久，每个人都须比过去存更多的钱。在三段式人生中，我们总认为变老就是人生终点，只须想如何花养老金。但在多阶段人生中，你会在更早的时间因不同原因用到钱，所以这不是关于人生终点的计划，而是人生计划。你要为自己进行再教育和获得新证书、旅行、尝试不同事情攒钱，制定更复杂的财务计划。

而且不能只关注财务状况，资产包括你的金钱、技能、人际关系、身心健康，应对改变的能力等，要全面投资。也许不是同时投资，但要分阶段，哪一阶段关于教育，哪一阶段为了赚钱，哪一阶段为了关系和家庭。其中涉及很多变化和转变。




HBR中文版：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发展到现在和远古时期相比，拥有了更长的寿命，更好的科技，却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和焦虑，您提到的百岁人生似乎也比现在更加辛苦，更长的寿命真的好吗？



安德鲁·斯科特：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网站上有一个关于人生满意度的曲线图（life time satisfaction）。人最不幸福的时候是在三段式人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为了赚钱努力工作的时候。此时你没有投资生产性资产，也没有投资健康和人际关系。但我们为了供养子女，供房，攒养老金等努力工作。在这个阶段，虽然钱的数量在上涨，但其他的东西都在下降。因此，如果我们活得更久，只是延长了第二个阶段，那就太惨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们最不开心。所以我们要有多阶段人生，中间给自己留出休息时间，不要让每段职业生涯都是为了钱而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人生将变得非常残酷。

对于解决方法我还是很乐观的，认为社会最终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有很大的机会来让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我认为在百岁人生中，两件事会很有趣，第一，在较短的人生中，你的出身和起点非常重要。但在百岁人生中，你也许可以跨越出身，更有机会摆脱阶级。这让你的人生更有自主性。

第二，在三段式人生中，一个人往往一辈子在某个行业工作。而我的孩子将拥有很多不同职业，他们退休的时候，不会说自己是某个行业的人，定义他们职业的，将会是贯穿始终的某种价值。这将是百岁人生给予我们最丰富的游戏——多阶段人生。说到这里有点佛教意味了，我们要思考是什么价值构成了我的人生？当你的人生经历更多转变的时候，才可以更好地打造自己的一生。生命的意义不再仅仅关于家庭、孩子，而是关于自己，最大的价值是定义人生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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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系统，驱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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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创新生态中各要素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中国的创新环境依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具有巨大的驱动力成为创新型经济体。






国
 际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国拥有强大能力，能够推动经济转型，并在某些领域引领全球科技创新。中国政府希望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并于2015年发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动，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草根创业。这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即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创新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

近年来，中国在研发领域进步巨大，中国的创新项目和获得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中国也正在建设更多的科技园区和开发区。技术的影响从电子商务到社交媒体到互联网金融，正全方位地跨越式地推动着中国的创新进程。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草根创业和创新力量在实践中也遇到多重阻碍，中国在创新环境的很多方面仍然有较大挑战。但各种迹象仍然表明，中国具有巨大的驱动力成为创新型经济体。

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理事会”围绕中国创新生态系统这一主题，在2014至2016年进行持续讨论和调研，通过对比研究、理论概括和案例解析，对中国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

我们理解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指现代经济中要想实现持续创新所需的各利益相关方和资源。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待“创新”，有助于协调各相关方的利益，激发创意，协同价值，并迅速将创意转化为市场上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流程。（
参见：《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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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中的产业体系

在中国，国务院对科研体系的组织架构和研究政策的制定拥有最终决定权，地方政府和官方科研机构占据重要地位。（
参见：《中国创新生态中的政治与行政管理》

 ）而从产业体系上看，企业是中国创新生态的主体。在中国新生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涌现了一批创新企业，这些企业逐渐从模仿走向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并开始走出国门，进军全球市场。

一些制造业企业通过并购国外企业，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还有企业在北美和欧洲建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设备，不但更易获得当地资源，而且使研发更贴近当地市场需求。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社交媒体，大大加速了中国创新的步伐。中小企业开始通过众筹、开源设计和创新孵化器等途径，实现更深层次的行业颠覆。

随着中国市场重要性的提升，跨国公司的一些工程和技术团队也由国外迁移到中国，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在这些国外资源的影响下逐渐提高，一些工厂的技术中心也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中。还有很多企业也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积极研发环保型产品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一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一直发挥着引领行业和地区进步的作用，例如，一些企业通过参与制定北京地区汽车行业标准，提高产品质量与安全性能、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节能减排。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国的大型企业启动了主动变革与转型。例如海尔近年来进行持续的组织变革，从一个集团公司转型成一个由“小微”团队和资源平台组成的创业孵化平台。用户被放在了所有组织内活动的核心位置，“小微”团队和他们的活动直接连接市场、连接用户。在海尔，组织内外边界被打破，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能够更灵活地进出，形成一个可快速聚散内外部资源的生态圈。在研发资源方面，海尔成立了全球研发资源整合平台HOPE（Haier Open Partnership Ecosystem），整合全球数万个知名高校、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的研发资源。

另一个致力于创新实践的大型企业是华为。它采取与客户共同创新的策略，在全球建立了36个联合创新中心，从客户的实际商业需求、应用场景、网络建设以及运营中的挑战出发，共同提出创新的想法，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此外，在创新资金投入上，华为连续十几年，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发。华为还采用包括虚拟股权和奖金等大量的财务激励政策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

中小企业是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数据显示，中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创业公司所需要的生态要素，世界经济论坛与清华大学科技园发展中心及斯坦福大学合作，在2016年调查了大中华地区100多位创业者。参与调查的创业者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城市。创业者所感知到的全球创业生态系统差异揭示了构成生态系统的八个支柱，它们分别是：可进入的市场、人力资本/劳动力、融资及资金来源、导师顾问支持系统、监管框架和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重点大学的催化作用，以及文化支持。

比较中国创业者以及其他地区的创业者所反馈之八大支柱重要性，我们发现：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两大支柱是“人力资本（劳动力）”和“可进入的市场”。在“文化支持”“重点大学的催化作用”，以及“教育与培训”三个方面，中国创业者感知到的重要性显著低于北美、欧洲、澳洲和其他亚洲国家。（
参见：《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对早期企业成长的重要性热点图分析》

 ）

我们还比较了中国创业者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创业者所反馈的，创新生态系统八大支柱的完善性。数据显示，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八大支柱的完善性处在中等水平，整体情况比北美和欧洲要弱。但在监管框架和基础设施方面，以及教育和培训方面，中国的创业生态要素优于样本中的亚洲和非洲国家。

在定性分析中，研究者运用词云分析显示，“团队”作为一个共同的主题成为正在成长早期阶段公司的关键。“有限的人力资本”往往是创业公司在中国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可进入的市场”是受访者最经常提到的第二个因素，受访者经常提及最初的重点在国内市场上。

中间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府和产业体系之外，中间机构也是创新生态的要素之一。主要包括孵化器、专业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科技咨询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商会、人才市场、科技招投标机构、信誉评级机构等。创新中介主要开展和创新直接相关的信息交流、决策咨询、资源配置、技术服务以及科技鉴定等业务，可以有效降低创新创业风险、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创业者依托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实现与地方资源的对接。

在中国，以科技园区为主的创新空间载体已成为高科技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国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三成以上的企业研发投入和五成以上的企业研发人员，收获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企业发明专利。除高技术企业聚集区外，科技企业孵化器也呈蓬勃发展态势。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1600家，大学科技园有115家，在孵企业有8万多家，就业人数170多万。

清华科技园对于入驻企业的调研显示，不同类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创新服务的需求不同。民营科技企业的重点需求是人才服务、资金、政府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科研基础设施等；国有科技企业的需求集中在对中层管理人员、研发人员和一般技术人员的人才需求，对科研人员激励机制的需求和对资金、科技信息服务等的需求；外资科技企业则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尤为强烈。创新服务机构应充分了解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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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生态中的政治与行政管理

当前，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正在逐渐从研发项目的中央管理系统，转变为科技发展的宏观协调系统。例如，在深圳的城市创新生态体系中，政府的定位是服务者和统筹者。政府不直接干预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其角色主要体现在：制定战略、规划和计划以及支撑体系建设。这样的角色定位有利于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创新活动也更加贴近市场。

在政策上，国务院于2015年6月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倡中国的创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打造新引擎、形成新动力；并从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财税政策、搞活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型企业等10个方面提出了30项措施。

中国政府不但加大了对于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并且逐步放权。政府支持研究机构自主布局科研项目，扩大学术自主权和个人科研课题选择权。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逐步下放到相关项目承担单位。科研单位、企业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享机制方面的权利提升。

在激励创新方面，扩大了对企业等类别科研人员的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的运用。创业板市场、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等举措也迈出重要步伐。在资源协同方面，依托优势企业建立的工程技术中心数量不断增加，企业主导、院校协作、成果分享的技术创新模式更加丰富；产业技术联盟、面向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体系、多地各类科技创新孵化器也在蓬勃发展。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不仅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专利工作）、国家版权局（主管著作权事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商标注册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的工作），而且在地方政府中设立了有关专利、著作权、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机构。2014年开创性地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中国的知识产权法院，其最大的变化是极大地提高了给予权利人的损害赔偿的数额。自3个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后，根据统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2015年中，判决给专利权人的损害赔偿数额从之前的平均8万元上升到46万元，判决给商标权人的损害赔偿数额平均是62万元。这向整个社会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知识产权是值钱的，侵权人应当为其侵权行为支付高额的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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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中国创新环境挑战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创新生态中各要素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中国的创新环境依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最关键的几项挑战是：

中国的激励创新的环境仍须大力完善。在创新环境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创新，但地区性政策的不成熟和不平衡削弱了这些政策的支持作用。例如，中国在新产品、新设备等市场准入方面，仍存在过于复杂繁琐的多环节、长周期审批核准。对于创新药物、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创新，存在着制约创新的市场分割和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对某些垄断性行业、领域，进入门槛过高，束缚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一些管理部门仍存在过度管制、限制发展的趋势。例如，低空域领域的过严管制是中国通用航空事业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的核心技术落后。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等仍然严重依赖进口。2015年，中国进口单一最大金额商品就是集成电路，进口金额2300亿美元，占全部进口额比重达13.7%。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核心CPU芯片、4G智能手机高端芯片的90%以上被几家外国公司控制。

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希望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须在国家层面执行“协同创新”等战略，帮助企业提升创新和技术能力,特别是要对技术升级、产品改造进行长期投资才能最终收获效果。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希望对产品和制造技术进行升级改造，但由于之前缺乏对技术的长期投资，它们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此外，政府应该对研发提供长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中国须加强自主创新，从“海绵式创新”的模式向创新领导者转变。“海绵式创新”是吸收其它国家的知识、技术、和最佳实践，然后迅速将其本土化的创新模式。这些吸收和引进虽然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迅速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缩短研发周期，但从长期发展看，海绵式创新模式无法持续支撑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企业须提升创新转化效率。中国企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仍为数不多，大批中小企业的创新以一般性产品创新为主，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201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首次突破1万亿元，但仅占主营收入额的0.92%，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2。2015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达到9835亿元，但从结构上看，80%左右是企业进行转让和吸纳，科研院所高校在转化成果方面尚存在一些障碍。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技术的比例仅约15%，远低于发达国家约30%的比例。此外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也有待提高。这些行业龙头须提高自身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更好地引领行业进步。

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机制不完善。从教育培训方面看，中等和高等院校的灌输式、应试式教育模式，不利于培养具有较强创造性思维的创新式人才。在职业培训方面，缺乏适应市场需求和新科技发展的培训机构，在专业设置和培训方式等方面，与德国等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中国应更注重人才培养的市场导向。中国职业学校、专业技术学院、综合性大学每年输出700万名毕业生，但他们中有超过40%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原因是他们掌握的知识技能与企业要求不匹配。

此外，为了适应技术发展带来的竞争环境的变化，中国创新人才的知识技能结构也亟待更新。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影响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从使用和吸引人才方面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按照科技研发活动中有关职务发明、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享机制等方面的现行制度，科技人员在创新活动中的受益比例偏低。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更好地执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惩处力度仍有不足，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大量发生，被查处的侵权行为不到十分之一，且处罚力度不强。这使得科技人员和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基于以上各种数据和分析，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理事会”对于提升中国的创新生态有以下建议：

积极营造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良好生态环境，加快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

继续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体地位。

持续投资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

完善创新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和惩处力度。




（本文摘自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理事会”2016年完成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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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强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韩践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兼中国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任。蔡剑是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





特写 Feature




普惠金融现状调查：


技术驱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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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将其作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

此后，中国普惠金融在制度和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包括金融基础设施的全面推进、参与主体的深化和多样化、产品服务创新及服务范围扩大、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等。为能了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牵头，历时一年撰写了《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报告，这一报告于2016年5月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发布。该报告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本文即根据该报告进行改写，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摘自报告第二章《技术变革与普惠金融》。






“普
 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 system）这一概念缘起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2005年的“国际小额信贷年”，并逐渐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将其作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自此，中国政府推出了多项鼓励普惠金融发展的措施。而中国经济基本面也支持着中国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普惠金融作为一种覆盖面更广、可获得性更强、长尾特征更为突出的金融服务方式，相较于传统金融需要更加批量化的传播与流程处理方式以降低成本，获得经济效益的可持续，从而更好地达到“普惠”的目的，而技术革新与完善为这一切提供了可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提到的技术不仅仅局限于IT技术,也包括金融技术。

具体来说，本文将分别从技术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普惠金融能力提升及可持续发展等较为宏观层面的积极影响进行阐述。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将以宜信公司的金融实践作为案例。



促进金融基础设施全面提升

技术创新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往往来源于金融体系本身，金融生态体系自身的供给与需求间存在的不匹配，为技术革新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过去几年，随着数据源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应用，美国互联网金融借贷行业开发出了优于传统行业基于FICO Score（费埃哲评分）的风险模型；此外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提升也让消费者和小型企业习惯于使用网络和移动设备进行交易，获取快速便捷的贷款，超过传统银行体系的金融借贷及金融服务活动在社会各层面迅猛发展。可以看到，在普惠金融领域，技术革新与普惠金融发展更体现出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关系。


技术革新提供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由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实体网点和人员队伍成本高昂且覆盖范围有限等，往往难以为弱势群体（如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等）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合适的金融产品，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的业务模式也很难做到可持续性。而技术革新正推进着普惠金融往广泛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普惠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技术领域的发展与构建。
 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和物联网等领域的技术革新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力量，给人类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工具，有效降低普惠金融运行成本、拓展普惠金融覆盖范围、便利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给中国金融的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金融中介机构作为支持资金融通的重要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解决金融交易对手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普惠金融领域，由于资金供给与需求双方主体数量多、信息透明化程度少、单笔资金供应量小，增加了信息处理的难度和成本，只有依靠计算机、云计算等技术带来的强大计算能力和储存能力进行批量化处理，才能有效解决普惠金融进入的门槛问题。


基于Docker容器技术的基础设施平台。
 传统金融机构多采用经典的IOE架构，这种集中式架构设备价格相对昂贵，花费周期长且投入成本大。对于普惠金融这种单笔收益低、总体数量多的金融产品并不适宜。

目前全球范围内，普惠金融领域更多的采取了基于Docker容器技术为核心的分布式架构来构建业务底层的基础架构。和传统的集中式架构相比，使用Docker技术构建的分布式架构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应对大规模数据应用。当数据量和计算量增大时，无需像集中式架构一样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购置更高配置的设备，而只需要简单的增加设备即可，能够做到IT投入随规模线性增长。基于Docker技术的金融云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节约了大量IT成本，提升了产出效率，保障了金融云上各类业务，特别是普惠金融业务的稳定运行。其以云计算为核心的弹性技术架构不仅可以成为单一公司的技术基础设施，也可以便捷地为社会其他组织和个人提供高可用性的云服务，对外输出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所需要的存储和计算能力，从而优化社会成本，推动普惠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将通过剖析宜信金融云来了解Docker技术的具体运作机制。

宜信金融云以Docker容器技术作为核心，建立了一整套基础设施平台，宜信金融云的各个组件均运行在此平台之上。

金融云充分利用了Docker技术的优势，围绕Docker技术自主建设了金融云的底层基础设施，为金融云体系中的各种金融能力子系统和上层业务应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开发、测试、部署和监控框架。在此框架的支持下，金融云的各子系统和应用可以快速响应业务需求变化，专注于业务逻辑实现，而无需在基础设施和运维上投入大量人力，在减少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了服务开发速度和服务的稳定性。

金融云还整合了基于Hadoop技术的大数据平台，实现了海量的数据存储和大规模并行计算。与Docker技术相结合，使得上层应用可以方便地调用集群的计算能力，让大数据分析成为可能。比如姨搜系统就利用金融云的海量存储和弹性计算能力，快速获取大量用户数据，进行并行化的分析整理，形成知识图谱供业务查询，为金融业务输出授信、反欺诈等能力。

另外，金融云还默认植入了丰富的安全策略，将宜信的DDoS防御、网络防火墙、应用防火墙、身份验证、攻击行为探测、安全审计等安全策略打包成平台服务。只要是运行在宜信金融云上的应用，无需做额外的工作就会自动受到这些安全措施的保护。同时，宜信金融云利用Docker技术的灵活性，配合SDN（软件定义网络）技术，实现了应用间的网络动态隔离，和传统的网络静态分区隔离技术相比，将安全防线从区域边界推进到了应用边界，可以实现应用级别的防护，更加安全。



加速普惠金融能力提升

金融能力是金融机构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可以获得一席之地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历史上对核心金融能力的认识经历了从获取收益能力向风险控制能力的转变。如何在最小的风险敞口下取得最大化的收益，是金融机构持续经营的重要保障。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的金融领域更具有高风险、低回报的特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风险控制能力成为普惠金融机构的必然选择。

风险控制是金融能力的体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为普惠金融领域各项金融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风险控制能力的发展与提升。普惠金融，特别是信贷类普惠金融业务，由于覆盖面广、业务标准化难度大，其风控要求更加严格。

金融风险管理是指金融企业在筹集和经营资金的过程中，对金融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控制与处置金融风险，用最低成本即用最经济合理的方式来实现最大安全保障的科学管理方法。

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解决风险控制问题。因此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能力在量化放贷方面进行突破，成为普惠金融发展金融能力的重中之重。

国外互联网金融借贷公司在风险控制及风控模型技术方面积累的优势值得关注。国外互联网金融借贷公司广泛应用先进的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模型，使用loan-level analysis，提高了风险识别能力，同时也拓宽了放贷对象的范围，特别是被传统银行忽视的群体。

互联网金融借贷行业在应用更多社交网络数据源的同时，也应用了很多创新的风控技术，如SoFi引用了free cash flow的方法，以替代传统的DTI方法；Upstart应用的是学校GPA和employment ability的方法进行评估，还有一些平台使用financial personality这种性格测试的方式。这些新的风险控制手段与方法在普惠金融领域有着较高的推广价值。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风险控制能力主要通过海量的数据搜集与计算形成针对金融服务需求者的个性化的知识图谱，辨别知识图谱的相关特征来判断其风险程度。其具体运用请参见《基于大数据和知识图谱的风险管理方法——宜信姨搜》
 及《翼启云服：专为中小微企业打造的互联网企业级金融服务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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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和知识图谱的风险管理方法——宜信姨搜


宜信利用基于Docker容器技术为核心的分布式架构在数据运算迭代方面的优势，整合公司内、外部以及互联网上的各类数据，建立可用于提升风险控制能力的信用数据仓库，姨搜就是这个数据仓库的出口，通过垂直搜索功能，在知识图谱技术支持下，为贷款的各个环节提供风险管理帮助。





贷前管理


基于宜信10年来积累的数据、三方合作数据，以及通过分布式爬虫系统从互联网上获取的海量数据，姨搜对每一位来宜信进件的客户进行全方位的风险挖掘与识别。风险识别引擎，主要用在用户借款申请审核阶段。



在贷前的风险管理中，姨搜提供了“一键信审”和“信审小姨”两个功能。“一键信审”以客户提供的资料为线索，通过网络信息验证和补充客户的资料，最大化还原客户的全貌，然后通过和宜信积累数据、三方数据的交叉比对、综合分析给出信用审核人员一个准确的数据参考。除此之外，姨搜还会对信息进行语义识别，剔除无关数据，筛选出和风险相关度较高的数据，提高了信用审核人员的风险辨识率和工作效率。“信审小姨”功能，可以协助人工通过高科技手段更快、更精确地完成审核。



姨搜风险识别引擎的出现，使得宜信的人工审核效率提高了34%，风险识别的比例提高了60%。通过分布式爬虫系统实时从网上抓取数据进行解析追踪，自动提报，降低了成本。另外，姨搜还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进行舆情监控，比如说某论坛里面正在讨论一套新的骗贷方法这样的信息，也会被姨搜获取，并及时提醒反欺诈部门。




贷中管理


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放贷完成不代表风控结束，正是新的一轮风控的开始。经过数据分析，很多异常信息往往出现在放款之后，有些借款人在拿到贷款后的几天就会在网络上发布借贷相关或者将名下固定资产出售的风险信息，而这一部分信息是贷前审核无法预见的，基于其客户量大、金额小的特点，人工地对大量的已经放款的客户进行跟踪成本很大。此时，姨搜可以利用爬虫实时地从网络中抓取数据，自动地对宜信客户在贷后的网络行为进行追踪，当姨搜识别出客户的风险信息后可以直接提示到催收部门，进行主动的催收，最大程度上避免损失。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姨搜提供了查重、归户、黑名单以及图谱搜索服务。其中查重、归户主要用在信用审核阶段，通过对用户过往历史情况的处理，有效改善客户多头负债的情况。黑名单和图谱搜索服务，主要是用在反欺诈过程中。黑名单信息是反欺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基础，因此黑名单数据库的维护、友好交互都是非常重要的。黑名单服务支持实时查询客户是否是黑名单客户、实时更新黑名单信息等功能。图谱搜索是对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服务。对于众多客户之间纷繁错杂的联系，通过图谱搜索可以快速理清。尤其是对于团伙欺诈的案例，通过图谱搜索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到团伙中的成员。




贷后管理


在普惠金融信贷业务的催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失联。传统催收在打完了客户提供的本人和所有联系人的电话之后仍然失联时往往束手无策，再进行深入挖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但是姨搜利用“六度关系”理论，整合了宜信内、外部关于人、机构、人与人、人与机构的关系数据，将这些数据整合成一个很大的关系网，即所谓的“知识图谱”。通过这个图谱可以超越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帮助催收部门找到更多的线索。



例如，通过客户在微博或者其他社交网络上的活动了解到和借款人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可能了解到欠款人最新的动态；可以根据客户的户籍地址或者居住地址推荐最近的派出所或者居委会的电话用来问询信息，只要是跟借款人相关的可能帮助找到借款人的信息，都可以在姨搜中通过输入客户的身份证号一次性展现出来，这些线索都可以成为催收将“失联”转变为“长联”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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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启云服：专为中小微企业打造的互联网企业级金融服务云平台

我国中小微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60%，但其平均寿命却只有不到3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投资没方向、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所导致。

针对以上问题，宜信“翼启云服”这个专为中小微企业打造的互联网企业级金融服务云平台应运而生。它整合宜信10年累积的创新技术，包括基于大数据和云架构的风险管理及财务管理经验，从支付、理财、信贷三方面延伸至中小微企业内部管理，涵盖了提供小额信贷、微金融以及能力建设这三方面的帮助。

对处于中国产业链快速成长的中小微企业来说，“翼启云服”能为它们输出从资金端到财务管理端的整合金融服务能力，其中以企业投融资为主的翼启融、商超贷、现金罗盘等产品已经被教育/培训、电子商务平台、零售、制造业、大型超市供应商等中小微行业客户广泛采用。

除去在资金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翼启云服”同时为其提供包含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财务共享服务在内的整合金融服务，在帮助中小微企业管好生意、用好资金的基础上全面提升企业金融力，更好的助力中国创业环境的发展，率先迈进了普惠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全方面能力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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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除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领域的信息技术革命，传统金融领域的金融技术创新也为普惠金融的深化发展提供了进一步可能。比如，在农村普惠金融领域，互联网与信息数字无法全面覆盖，或者信用数据无法采集，如何在传统金融产品之上根据金融需求者的实际情况创新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方式，成为普惠金融的实践者需要面对的难题。

由于普惠金融的成本问题、可得性问题、风险问题，最终都体现在具体的产品和服务方式上，因而，普惠金融的本质要求普惠金融的提供者进行产品和服务方式上的创新。

以普惠金融领域涉及范围最广泛的信贷类产品为例，当前，贷款产品的设计已经倾向于将贷款的期限、还款方式、定价方式、流程管控方式、风险过滤或筛选方式、贷后管控方式，全部内置于贷款产品的定义中。对于一类特定的客户，使用一种信贷产品可能结果是违约，而使用另一种信贷产品则能够很好地运作。所以，对于一类特定的客户能否得到贷款，不仅取决于客户的资质，还与信贷产品的设计密切相关。

在普惠金融的主题下，信贷产品主要创新方向，一是利用数据处理技术，实现对贷款对象的信用评定，针对客户群进行更加精细地划分，进而推出符合各类群体需求和风险特征的信贷产品。二是更多地创新流程管控与风险控制方式，并将其定义在产品之中。三是针对客户的特征更多地使用纯信用贷款产品，并将劳动技能培训、科技推广、创业知识培训等服务与信贷产品设计结合起来。

此外，普惠金融的创新还在于降低金融服务可获得的门槛，扩大金融服务范围，特别是在生产性资金需求方面提供优化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农村的贫困农户还是城市中的贫民，大多数具有开展微型创业，改善贫困状态的愿望，甚至也不缺乏有很好的创意，只是缺少创业的启动资金。这类客户实际上能够通过普惠金融脱离贫困状态。除微型创业贷款之外，针对微型创业进行平台展示，吸引小额资金的注入及小额资金的共同投资，是普惠金融服务支持低门槛创业创新的探索方向。

金融技术创新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实践。目前普惠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着金融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金融技术创新一方面优化了传统的金融产品，使其可获得性与便利性增强，从而更好地在普惠金融领域推广；另一方面金融技术创新催生了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拓宽了普惠金融覆盖面，有效补充了传统金融的供需缺口。

以农村普惠金融为例，在城镇化与老龄化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土地在经营权的流转中日益集中，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在中国快速发生，预计到2020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将达到70%以上。在此过程中，随着农机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大型化、智能化、自动化将成为主流趋势，但是，随之而来必然是单机价格的提升，以及农民购机的资金压力。虽然有国家的农机补贴，但是面对价值昂贵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农民依然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宜信在此方面进行了突破性探索，详情请参见《金融技术创新优化普惠金融传统服务——农机租赁》
 。

而在养殖行业，资产以活体生物为主，面临重大疫情风险，相较传统农业有更大的经营不确定性，使得传统金融支持难以进入，存在大量供需缺口。针对这一情况，宜信公司推出了活体租赁业务，有效弥补了这一缺口。具体内容请参见《金融技术创新扩展普惠金融新领域——活体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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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创新优化普惠金融传统服务——农机租赁

目前农机融资供给主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地方农商行及村镇银行为主的银行信贷融资；二是农业机械厂商系融资租赁公司；三是开展小微涉农业务的第三方融资租赁公司。但是，从实际业务发展过程来看，前两个途径并不能满足目前农民对于农机金融服务方面的全部需求，包括传统金融机构手续繁琐、单笔业务小机构放款意愿弱等。而基于物权的融资租赁产品则成为农户购买农机进行现代化生产的重要金融产品。

为了更好地推进农机租赁业务的开展，适应金融产品需求者，即农机使用者的金融特征，宜信租赁深入业务开展地区的农村调研，结合农民的种植方式和农民收入时间，在农机租赁业务产品的期限、种类和审批流程方面进行创新，从产品设计上直接减小逾期发生的可能性，即降低了普惠金融的业务推广风险，也满足了农机租赁者的实际需求。

具体而言，在租赁期限方面，根据融资额的大小、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多重因素确定，4个月到3年不等。还款方式也灵活多样，可以每月等额还款，也可以差额还款，甚至一次性还款，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现金流特点，自主选择。同时租赁费率与当地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接近，低于民间借贷利息。在业务流程方面，农机租赁手续简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减少了像农村小额信贷操作中比较常见的五户联保、入户调查等不必要的手续，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提高审批时效，保证农民使用农机的及时性。

作为一种可复制、推广的新型融资模式，农机融资租赁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是可持续的，并且实现多赢的效果：农民以较小的先期投入，取得大中型农业装备的使用权，不仅可以提高自家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还可以承包其他农户的耕、种、收工作，增加了收入；经销商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加快资金回笼力度，在有效扩大销量的同时，提升市场占有率；融资租赁公司通过这一模式创新，开辟了新的市场蓝海，也创造了新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的双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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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创新扩展普惠金融新领域——活体租赁

同样是融资租赁，根据农户收入季节性设计农机租赁产品还款方式是金融技术在传统普惠金融领域的进一步优化，而“活体租赁”则是金融技术创新根据不断产生或不断被发现的金融需求，进一步扩展普惠金融覆盖范围的重要实践。

近几年，中国奶业总体态势良好，乳制品产量、销售总量、利润收入不断攀升，国务院也在不断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奶牛规模化养殖。行业利好加政策支撑为创新坐实基础，各地的畜牧业主在扩大生产规模时也存在较大的资金需求。但是养殖行业并不是传统租赁所涉及的范畴，除了传统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外，养殖行业更可能出现重大疫情风险，此外，由于部分养殖户的经营场地均租住当地国有林场土地，尽管期限较长，但是也面临固有林场改制提前收回土地的不确定性风险。

针对以上问题，宜信租赁对比了奶牛活体租赁与传统租赁物的异同，结合伊利乳业对下游牧场合作的评级标准，引入奶牛财产保险保护机制，并与河北滦县某牧业公司达成合作，为200头泌乳牛办理了售后回租业务，租赁标的物从传统的农机具转变为奶牛，开创了“活体租赁”首例。“活体租赁”通过将金融技术创新与金融需求紧密结合，创造更多更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打造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在更广、更新的业务领域实践并推广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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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所有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并非实践主体的原因所造成，我们认为，今后普惠金融的发展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从法律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机构体系完善、产品服务创新以及消费者保护等发展方向加以规划。

具体来看：一是完善政策监管体系，加强风险防控能力。发展普惠金融需要从顶层设计上着手，政府要放宽准入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加强对普惠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从防控风险的角度，监督和指导普惠金融市场发展。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等各类新型融资渠道与机构，加快接入征信系统，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提升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水平。

二是优化普惠金融信用环境，逐步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完整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实现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全面共享。加强社会信用文化建设，制定违约惩戒机制和守信激励措施，督促信用主体自觉坚持正确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价值导向。

三是借助互联网技术，解决普惠金融高成本难题。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将产品要素标准化，实现批量化和专业化运作，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普惠金融运营成本。借助互联网金融打破时间、空间局限的优势，摆脱传统金融机构的信息孤岛模式，实现各普惠金融机构数据的互联互通，建成可共享的大数据库，降低行业的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

四是积极探索经济下行周期中，适用于普惠金融的风险控制模型及手段，不断优化组织结构和产品服务，探索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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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是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是此次《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的总顾问；华中炜是华创证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本次报告的执笔人。

本刊高级编译刘铮筝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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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轻奢市场 跨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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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奢品牌在近些年来颇受市场关注，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众多奢侈品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自己的轻奢子品牌，许多知名设计师在创建自己的品牌时，也定位于轻奢品，而随着年轻市场对轻奢品需求的持续增长，近几年来轻奢品牌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那么同样定位于轻奢品牌如何在众多角逐者中脱颖而出呢？KARL LAGERFELD（卡尔·拉格斐）大中国华区首席执行官及总裁张炯近日与我们分享了这个由著名时尚设计师Karl Lagerfeld本人创办的轻奢品牌，如何通过标志性元素与跨界合作，在轻奢品市场中脱颖而出的经验。



标志性元素带来市场认知


HBR中文版：请您介绍一下KARL LAGERFELD的品牌理念？它的品牌定位是什么？它希望传达什么样的品牌精神？



张炯：
 我们品牌源自巴黎，我们拥有完整的产品线，包括皮具、男女成衣、鞋履、童装、腕表、配饰、眼镜和香氛等等，所有产品的创意设计均由Karl本人管理及控制。其富有创新性前瞻性的策略及全球视野融入到别具一格的设计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Karl独立、自我、热爱生活的个性与魅力。我们的产品目前定位在时尚轻奢市场，主要的受众人群是20至45岁年的白领女性和男性，他们年轻时尚，有自信，喜欢设计师品牌，极具品味和个性魅力，但又不流于张扬。




轻奢品的定位多面向年轻人，KARL LAGERFELD如何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KARL LAGERFELD如何理解中国市场？


Karl曾经说过：“我年轻的时候想成为漫画家。结果，我自己变成了一幅漫画。”, Karl和他的爱猫Choupette在每一季产品中都会以一个全新的漫画形象出现，旅行家Karl、机器人Karl、外星人Karl等等，这个冬天Karl将带着Choupette一起去滑雪度假，登顶雪山之巅。这些以卡尔卡通形象设计的限量产品幽默趣味，充满个性，深受年轻人的喜爱。Karl非常重视中国市场，连续3年他都亲自绘制生肖图赠与我们，庆祝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让我们也期待一下，Karl今年会带给我们的鸡年生肖图。



跨界合作拓展品牌美誉


KARL LAGERFELD非常善于跨界合作，这给品牌传播带来怎样的帮助？


Karl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从没做过的事情，他喜欢将自己的艺术灵感延伸到服装之外的各个领域，他与很多品牌有过合作，创造了无数个经典。限量版的Barbie Lagerfeld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与植村秀（Shu uemura）合作带来精致可爱的彩妆系列；Karl设计过直升飞机，与ROLEX合作推出限量手表；与MELISSA合作的果冻鞋妙趣可爱；与Orrefors推出的限量玻璃杯；今年9月与Fabel Castell联合推出的绘画工具套装KARL BOX上市一周就在国内市场售罄；預计与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全球首间KARL LAGERFELD精品酒店的建築項目将於2017年內完成；与VANS合作的限量款鞋子也将在2017年上市；之后还会有无数惊喜带给大家。




KARL LAGERFELD的首家精品酒店即将在澳门开业，为什么会进军酒店行业？酒店如何体现和发扬Karl Lagerfeld的品牌精神？


澳门KARL LAGERFELD酒店是第一座由Karl从内到外亲自设计的酒店。 Karl对这个酒店项目非常自豪，他曾经说过：“我只会设计我愿意住的房间”。整个酒店的设计将中西方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19世纪的风格里加入了现代设计元素，整个酒店美轮美奂。我领导了整个项目谈判，经历了整个设计过程，与澳博定下方針及理念，目前酒店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我非常期待酒店盛大开业的那一天。Karl本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也表达了想和中国继续开展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合作，我们也会在国内继续寻找合适的合作项目。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KARL LAGERFELD在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方面是否借助了互联网的力量？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也将品牌推广的重心移到了线上, 加强与明星的合作，借助他们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扩大品牌知名度，这在最近的一年里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另外我们也积极利用各种新兴科技产品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比如我们与“金卡戴珊好莱坞”的手游合作就受到各方关注。




你个人经历也很跨界，从西门子到欧莱雅，施华洛世奇再到KARL LAGERFELD，这样的职业人生对你执掌KARL LAGERFELD大中华区带来哪些影响？


我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工作过，制造业，电子通信，消费品，快速消费品，珠宝/摆设/装饰，时尚奢侈品，各种不同领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跨界运营综合管理经验。Karl本人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时装设计师，他还是作家、电影导演、摄影师、建筑设计师等等。而且他勇于创新，与各种不同行业跨界合作，而我的跨界运营管理经验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帮助品牌加速在不同领域的拓展。




你个人的生活理念是什么？


我所热爱的人生是每天都有智慧的人相伴征程，一起寻求探索美好的事物，有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激情而真诚地工作生活着！我期待富有挑战的事业，拥有沟通默契的知己，美食、美酒、好茶、好书、好音乐，好绘画，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




2016年时尚产业低迷，KARL LAGERFELD对目前的经营是否满意？未来几年在中国的市场规划是什么？


虽然整个时尚产业处于低迷时期，我们仍然取得了销量翻倍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也做好准备，在未来两年，我们会加速在大中华地区的扩张，进入到更多二线城市内，并且会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开店。同时，我们会进一步扩大授权产品的范围，将品牌延伸到酒店、餐饮、家具、床上用品，内饰装饰，珠宝，文具，玩具等各个领域内。将Karl Lagerfeld提倡的生活理念慢慢渗透入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中。





大思路 The Big Idea




布局前沿经济体：

去哪里，如何赢

MAPPING FRONTIER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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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经济体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对于寻找新增长点的企业来说，与风险俱来的是高收益。本文将进入前沿经济体的企业分为4大类：苦力型、集群创造者、经纪人和食利者，并分别给出了它们的战略设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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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寻找两位数增长的全球企业，发现低收入、高风险的国家能让它们实现愿望，比如缅甸、莫桑比克、越南、卢旺达——先动者能够获得丰厚回报。




机遇


可沿两个维度对比某国的行业：公司间竞争和政府影响对盈利的影响比重；以及该行业聚焦国内市场还是出口。




成功战略


4个行业分类中，每一个都对应独特的战略，从传统（利用现有能力，迎合当地口味）到非传统（让公司对当地强大伙伴不可或缺）。






对
 于寻求两位数增长的跨国公司，机会越来越少。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巨头经济放缓；在当地开展业务的成本与日俱增，而且进出口贸易的难度也比以往要高。

因此，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低收入、高风险的国家——既是进口新市场，也是出口平台。

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前沿经济体（frontier economies）”的国家，可能看起来并非前路光明的伊甸园——被政府干预的市场，脆弱的法制体系，人均收入低或GDP增长艰难。但在未来5年里预计增长最快的25个国家中，19个是前沿经济体，其中包括缅甸、莫桑比克、越南和卢旺达。很多前沿经济体都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未开采矿藏和金属资源；尽管目前商品价格疲软，开发这些资源的全球投资仍将继续拉动收入和增长。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前沿经济体增长很少受全球经济趋势左右，即使有时国家风险因素的指向并不乐观，抢占先机者依旧能收获更多的外商投资回报。

另外，聪明的公司发现，其中一些风险被过分夸大了。前沿经济体中受政治左右的市场大多限于有巨额资本投入的领域，比如自然资源开采或基础设施。相比之下，像创造资源附加值一类投入相对较少的领域，不易受政治干扰；而且价值创造和迅速发展未开发领域的空间也比较大。比如蒂芙尼（Tiffany & Company）除了在比利时，也成功在柬埔寨、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越南开展钻石抛光业务。

即使是在竞争严重受到政府制约的行业中，选对了细分领域和战略的外国企业也能成功。实际上，与金砖国家或东南亚小龙相比，前沿经济体中公司面临的竞争要小得多，因此能在更长时间内享受更高的利润空间。

我们在下文中提供框架，帮助你分析清楚是否应该选择前沿经济体，选择哪些，以及如何在你所选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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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机遇

寻找前沿经济体中机遇的第一步，是沿两个维度评估所在行业的竞争环境。（1）盈利能力取决于相互竞争的公司，而非政府政策和行为（2）无论主要聚焦国内销售还是对外出口，任何行业均包含在以下4大门类中。


苦力型（Workhorses）。
 这一领域中，企业相对规模小，面向国内顾客销售产品，企业间采取常规商业战略相互竞争，通过产品差异化、运营效率、营销和人力资源发展获得竞争优势。典型的苦力型公司包括当地制造商（家具厂、瓶装水厂等等），服务供应商（小建筑公司，出租车行），零售商（杂货店、药店），以及面向国内或当地市场的小农场。在多数前沿经济体中，苦力型公司雇用了大多数劳动力。例如，联合利华就在海外进行苦力型业务，向非洲国家当地消费者出售清洁剂。


集群创造者（Cluster builders）。
 该领域的公司针对出口互相竞争，它们往往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大型外企的供应链伙伴。这类企业通常身处产业“集群”，以便利用低廉的制造成本，熟练或廉价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源，并从多种经验丰富的供应商，或来自当地市场的需求中获益。因为出口集群企业围绕价格和品质竞争，清晰、鼓励商业的法律法规对它们大有裨益，而且它们需要健全的机制来履行合同。典型的集群创造者包括电子和服装制造商，航运公司或呼叫中心等国际服务供应商。Gap在缅甸的服装制造业务属于此类。


经纪人（Powerbrokers）。
 和苦力型一样，此类公司服务国内市场，但它们在深受政治影响的行业开展业务。典型例子包括大型电信公司、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供应商、水泥制造商和汽油经销商。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Symbion Power就是该领域的外来公司，该能源企业在坦桑尼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前沿市场开发运营发电站。发达国家中此类业务通常受到法规限制，目的是促进竞争或保护消费者。而在前沿经济体中，法规主要让政府或特权阶层获利。


食利者（Rentiers）。
 此类公司为出口导向型，但包括赋税、权利费用以及其他义务等条款都以政府合同形式规定清楚。食利者往往是大型企业，以特许权形式（即基于政府许可）经营，包括油气、矿产和其他资源开采。该领域的执法和合约往往不强，常引起安全和环境问题。利润由账面盈亏决定——公司能把经营成本降到多低——但收入严重受政府从总收入中抽成的影响。矿业巨头Rio Tinto在蒙古的大型铜矿和金矿业务就属于食利者模式。

重要的一点是，在不同国家，行业可能属于不同分类，消费电子就是一例。三星在越南是出口业务，但在哈萨克斯坦大部分产品都在国内销售。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行业划分得过于宽泛。例如，很多领域可能有赖于政府政策和行为，但依然包括很多苦力型企业。在石油业，开采公司与政府商讨特许权，并估算征用风险，而石油服务公司通过常规渠道与石油巨头争夺业务。

一旦你清楚了行业分类，就可以开始相应地划分前沿经济体的GDP。如此你就能看到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占主导地位的当地利益，让你了解到自己在那里有几成机遇。（
图表《布局前沿》显示了两个前沿经济体截然不同的分类组成。

 ）

每个门类都与具体主导战略相关，而且所面临的种种风险也截然不同。因此，按4大类别划分行业的过程不仅能揭示你在哪里有最好的机会，也能帮你发现把握机会的最佳战略。让我们从苦力型行业的战略和风险开始分析。




什么是前沿经济体？


我们认为，以下3种特征中，拥有一种以上，就是前沿经济体。





脆弱的繁荣。
 国家没有给国民带来繁荣稳定——无论是年人均收入低于1500美元，或过去20年中 真实人均GDP连续6年下降，或是两者兼具。例如委内瑞拉就属于前沿经济体。虽然其人均收入超过了1500美元，但从1998—2003年，其GDP下降近25%。




腐败。
 国家的行业动力来自受政治左右的市场，或国家颁发的特许权，而非创新或竞争差异化。前沿经济体的国际腐败透明度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用于衡量以公共权力谋私的程度）得分低于35分。




执法强制武断。
 国家领导者权力过大，为所欲为，不受制约。前沿经济体的政体IV指数得分低于3分，该指数被经济学家广泛用于评估国家领导人决策权受到制度限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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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苦力型战略

成功的苦力型公司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优秀企业没什么两样：它们实施并利用现有能力，调整营销和分销战略以应对当地口味和限制。大型跨国公司可能希望超越本土竞争对手，但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本土企业深知当地市场情况，并与成功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建立了联系。（
有关强大本土竞争对手的例子，详见《竞争可能比你想象的激烈》。

 ）

对于外来者，与强大的本土企业竞争通常需要一些能挑战目标国现有商业模式的颠覆式创新，也可能需要重新定义进入者的产品或服务。以联合利华为例，其典型供应链当中的关键元素——超市和现代零售店，只占非洲前沿市场的一小部分。非洲的消费者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因此每天只在社区简陋的小店里购买小包装的清洁剂、牙膏或食用油。店主在附近的市镇或分销商那里购买大包装产品，然后自己分装成没有商标的小包装出售，售价折合成每盎司或克重后十分昂贵。

联合利华吸取了其子公司印度斯坦利华的经验，意识到在非洲的机遇：跳过中间商，直接以更低价生产分销自己的小包装产品。效仿在印度的做法，联合利华搭建了农村地区的销售网络，建立多层级分销系统，聘用地区经销商负责将产品配送到当地分销商手中，由当地分销商向一线销售人员提供培训和产品。尽管由于包装和分销成本降低了单位利润率，但薄利多销。在非洲其他市场，联合利华不仅改变了包装，还改变了产品本身特点：例如开发出了不需要冷藏的人造黄油。

在食利者或经纪人领域的苦力型企业往往是外来者的理想目标，可以作为未来增长的平台，比如尼日利亚的海卡集团（Sea Trucks Group）。荷兰创业家雅克·鲁曼（Jacques Roomans）在1977年成立了海卡集团，其最初是尼日尔三角洲的油气公司的保险经纪机构。如今该公司供应一系列具有复杂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包括SURF（水下连紧管、立管和出油管线），水下基础设施，和刚性输油管道铺设。海卡集团在规划、设计、实施以及交付尼日利亚客户的项目过程中，尽最大可能让尼日利亚当地人参与。CEO兼总裁鲁曼（Roomans）和高管团队继续在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工作，即使该公司已经发展到其他新兴和前沿国家，在马来西亚、安哥拉、加纳、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都赢得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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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可能比你想象的激烈


人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进入苦力型领域的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实践，轻松击败当地对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土企业通常也经验丰富，它们了解如何在国内市场条件下运营，而且对客户洞察深刻。

例如，安全服务公司Securico在津巴布韦开展业务，该国的政治动荡，经济无序。Securico由非洲顶级女性企业家Divine Ndhlukula创立并管理，是一家典型极富竞争力的现代化初创公司。Securico也是津巴布韦第一家获得ISO认证的安全公司，因为服务符合国际标准，而让大企业和从事外交的顾客充满信心。

公司的重点是员工和客户关系。所有新员工要经过14天的培训；公司从不拖欠员工薪水，哪怕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也是如此；女性保安的招聘得到格外重视，公司会将她们的价值传达给客户；此外员工晋升渠道也非常清晰。因此在这一以高流动性著称的行业，该公司的员工流失率仅约5%。在客户方面，管理者定期收集客户反馈，据此调整所提供的服务。Securico已赢得了安保市场大量份额，并继续增长。



（返回原文阅读）








出口集群战略

很多公司从前沿经济体供应商采购制成品，或在前沿经济体建立自己的制造厂房，主要是因为受到廉价劳动力的吸引。在一些前沿经济体中，虐待现象普遍存在，但当地政府怕失去出口机会，不总是采取措施应对。然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前沿经济体中的劳工处境、对环境的破坏和来自政府的压迫；他们的行为能大幅改变经济图景。

2001年，缅甸价值8.5亿美元的出口服装中，超过一半的目的地是美国。但作为对“草根运动”和缅甸独裁政府的抵制，在2003年美国禁止来自缅甸的商品进口，美国服装公司撤出了缅甸，使缅甸的出口一落千丈。当然局势也可能扭转。随着2010年昂山素季被释放，包括美国服装巨头Gap在内的跨国公司以及发展机构纷纷开始回归缅甸。

如果公司想保持在前沿经济体的制造业地位，仅采取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战略还不够；它们必须作为集群制造者行动。明智的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很多来自相同出口行业的公司在前沿经济体聚在一处，能在劳动技能、供应商密度和法规支持上产生长期协同效应。集群还有助于消除它们目标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限制，并且引来援助和发展投资。

例如，Integrated Tamale

Fruit Company（ITFC）是加纳贫困北部地区一家核心-承包型公司（在核心大面积农田周边建立小农户种植园——译者注
 ），直接向欧洲市场出口有机芒果。ITFC拥有400英亩专业运营的商业农场（核心），同时，该组织也与周边地区1200多家小农场主（承包）合作。作为零利息、实物贷款和广泛培训的交换，小农场主同意拿出一两英亩地专门用有机方式种植芒果，并通过ITFC的营销渠道销售，收入用来偿还贷款。通过培育农场主集群，该公司无须在公社和酋长土地制地区进行冗繁、不稳定的土地集约运作，就能维持较大规模运营。

ITFC的努力为当地农民的收入带来了翻天覆地增长，并引起了非洲开发银行和美国政府的“千年挑战公司”等发展机构及加纳政府的关注。这些组织和机构均已加入支持和扩展集群的规划中，并斥资改善乡村道路建设。

前沿经济体中的集群创建也出现在高科技产业中。总部在美国的风投公司Socialatom Ventures投资那些面向全球提供服务，并且聘用拉美人才的初创企业。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它与负责在该城市推动创新的国企Ruta N合作，开发当地初创企业集群并培养程序员。Socialatom还与当地大学合作，提升它们的工程学课程。通过非营利机构Coderise，该公司还在欠发达地区组织设计思维和编程技术的儿童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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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经纪人和食利者战略

在食利者或经纪人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并维护利益，往往比苦力型或出口集群型领域要难。很多情况下，食利者或经纪人项目具有政治风险极高的公众身份。

玻利维亚的“水战争”（Water War）就是很好的例子。1999年，玻利维亚政府私有化了位于科恰班巴的国有水务公司SEMAPA。柏科特（Bechtel）、Edison和西班牙能源公司Abengoa创建的合资公司Aguas del Tunari赢得了改造这座中型城市供水的合同。（该城市约40%人口往往没有饮用水。与更富有、用水量多的市民相比，相对贫穷的市民用水量少，因此每立方米的水费更高。最贫穷的市民没有进入供水系统，不得不以天价从水罐车上买水。）Aguas del Tunari迅速让超过30%的缺水人口用上了水。为了资助该公司已取得的进展和未来发展， 2000年1月，政府允许水价提高35%。NGO和当地社会团体立刻谴责这种做法属于漫天要价，几千人走上科恰班巴街头，要求政府终止该特许权。4月，政府向民众让步，恢复原价，并最终废除了合同。

为了成功，海外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和多样化利益相关方减小类似风险。做法之一是，通过CSR项目为苦力型企业创造机会。例如矿业巨头必和必拓 （BHPB）在莫桑比克就炼铝项目进行了大量投资。2001年，与莫桑比克政府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BHPB成立了“赋权与联动中小企业项目”（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Empowerment and Linkage Program）。该项目向当地承包商提供和BHPB竞争合同以及培训工人的技术。此举激发了当地工程公司的发展，并传播了采购、物料处理以及工程服务方面的最佳实践。BHPB开始与当地企业共享其很大部分价值链，让当地社区获益良多。

海外公司意识到让利益相关方参与，非常重要，加拿大资源公司Sherritt就明白这点，其在马达加斯加的Ambatovy项目在施工阶段需要约1.1万名当地工人，这使得Sherritt成了该国最大的雇主。如果政府取消合同，公司的总体劳动力构成的选民实力足以形成声讨。但必然地，随着建设进入尾声，员工们因为即将遭到遣散，也不会满意。为了延续这一为期30年工程带来的福利，Sherritt决定在建筑工期结束后继续资助建筑工人。时任Sherritt CEO的伊安·德兰尼（Ian Delaney）解释说：“我们开发的系统能养活项目雇佣的当地人。哪怕他们不再为我们工作，至少每天公司可以为他们提供一顿饭。我们也避免了让他们和国家的收入出现波动，以后每月支付他们5到15美元。”

除让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即使没有核心业务，公司还有多种方式让自己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Sherritt在古巴就是如此。该公司在阿尔伯塔的精炼厂需要一种特殊的矿石，因此1994年选择在古巴开矿。为了让Sherritt在当地能有一席之地，Sherritt与古巴政府创建了合资公司，共享古巴矿产和加拿大精炼厂的所有权。此外，Sherritt还承担了工人培训，并帮助古巴政府起草海外投资法规。

在矿产运营了若干年后，古巴政府拥有大量现金，但没有国际市场渠道，于是向Sherritt求助，寻找融资机会开发古巴一些废弃的油田。Sherritt在多伦多发行了债券，与古巴政府一起投资了一家新的合资企业。此后，双方又陆续开办了多家合资公司。这些公司为度假城市Varadero提供能源，还经营酒店、移动电话公司以及大豆加工厂。Sheritt与政府的和谐关系，及其为政府提供急需硬通货的能力， 使得其从1994年起，一直是古巴市场上强劲稳定的一员。




很多分析师认为，
 鉴于目前利率升高，商品价格偏低的大环境，最好不要选择前沿经济体。如果听从了这样的建议，很多跨国企业都会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撤离新兴市场的后悔药——错过了长达15年的丰厚回报。因为股票市场不足以让多数投资者了解前沿经济体。了解它们，往往须进行实地考察和直接投资。对长期增长耐心、审慎的分析，以及选择恰当的战略，能让在如今前沿经济体中立足的企业获得丰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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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多·穆萨基奥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布兰迪斯国际商学院的教授；

埃里克·沃克是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比迪商学院的教授。





特别报道



［特别报道］

新奥迪A8L

“以进取，造就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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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商业评论》的经典文章《高效进取型领导者如何造就改变》中，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运营战略之父”尉克汉姆·斯金纳将成功的企业领袖定义为“高效进取型领导者”，并归纳了其4大特质：分析高效，和上下级都能处理好关系，擅长自管理以及一次聚焦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胸怀抱负和独具慧眼的进取者而言，探索世界远远不够，突破界限和改变世界才是他们的目标，也正是他们彰显领导力、追求卓越的要诀。他们从平凡中创造奇迹，突破日常认知的藩篱，超越复杂的现实，实现梦想。正如新奥迪A8L从未来驶来，锐意创新、不同凡响，以下一个时代的驾乘感受，引领尊贵再度向未来进化。尊贵源自于奥迪对“突破科技，启迪未来”品牌理念的坚持，源自于奥迪之父奥古斯特·霍希对“我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生产动力强劲、高品质的豪华汽车”的誓言。新奥迪A8L前所未有的尊贵，源自于奥迪历史中霍希的尊贵血统，更源自于不断的积淀与进化。

高效进取型领导者具有永不妥协的态度、有效改变的举措，对尊贵的追求，以及坚定进取的精神。这种勇往直前、锐意变革的精神在当今的激变时代尤为重要。因此，领导者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素质，在经营活动中审时度势，让自己拥有多面手能力，来适应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以及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情景。这与新奥迪A8L通过创新，激发当今世界中的动感激情，铸就美好未来的远景不谋而合。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高效进取型领导者

如何造就改变

Managers with Impact: Versatile and In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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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么管理者花很多时间讨论、计划，最后却无所作为？为什么很多管理者在会议室表现得十分干脆、有逻辑而且有决心，回到办公室却一事无成？为什么还有些管理者在组织内外都能高效工作，在短时间内造就多项重大改变？

本文的主题是探究管理者的工作技能，即完成工作的过程；如何造就改变，而非形成政策的过程。我们相信虽然战略和政策制定的低效影响了不少管理者的职业生涯，但工作技能不足同样会产生影响。我们分析了教学中31个案例的关键管理者行为，发现确实如此。大部分案例中的管理者都属于制造业。案例中既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各层级领导者均有涉及。

通过分析样本，我们得出了一项合理但或许有些令人吃惊的结论：总是能取得很多成就的管理者在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上并不一致，他们关注的重点、优先级、与上级和下属的关系总在变化，甚至“管理风格”也总在变。与之相反，效率低的管理者行为较为一致，关注点和工作方式变化都不大。如果我们的发现没有问题，一致性反而是效率低下的问题所在。

我们将在本文中分析高效进取型管理者和低效管理者的行为模式，进一步讨论这些发现。



失败模式

对低效管理者来说，行为的一致性预示了注定的失败。他们看起来仿佛跟高效进取型管理者一样聪明、充满活力、成熟，分析能力和口才也不差，但就是百事不成。他们的行为方式符合几种连续和可预测的模式。


倾向于“临场发挥”。
 人们经常轻易接受现有的规则，不加怀疑和分析，训练有素的管理者往往也是如此。在大多数公司，一些非正式的规则会影响决策过程，例如“库存要保持两周”，“不加班”，“内部提拔”或是“将直接人力资本保持在19美分”等等，慢慢就变成了约定俗成的内部守则。

类似规则在以前可能合理，但并不一定适合当下的经济和战略状况。不加怀疑，直接接受现有做事方式非常普遍，即便是训练有素的管理者也经常如此。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管理者在上任头几个月经常分析，之后就开始“临场发挥”。


对细节的关注欠妥。
 一方面，很多管理者对工作中的细节不够关注。这种情况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管理者身上比较普遍，教育水平一般或自学成才的管理者则比较少见。原因可能是普遍接受的观念，如“管理者不应该关注细节”，“管理者要学会放权”，以及“管理者坚决不能参与日常短期的工作。”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伤及我们研究中很多人的职业生涯，甚至严重影响到好几家公司。事实上，深入了解细节后，管理者不仅会更了解真相，做出正确决定时也会更自信，而且遇到挑战也不会轻易妥协。

另一方面，案例中有些管理者没有战略和计划就钻入细节，最后也会不知所措，为了满足支配欲抓狂。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压力陡增，经营管理者通常不敢放权，将问题握在手中，盯得越来越紧，最后可能会被过量工作压垮。

这种恶性循环非常常见，读者可能也遇到过不少。在年纪稍长而且从底层一路拼杀到高位的管理者身上更普遍。他们对精通的领域十分熟悉，所以遇到每个类似问题时都会紧盯不放，投入大量精力。


主次不分。
 随着电话响不停，会议一个接一个，备忘录和文件如雪片般飞来，经营管理者很容易每天都疯狂工作，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然而，不少管理者努力了数月却进展寥寥，某些情况下甚至过犹不及。


行动不够快。
 控制变革速度很难，管理者可能需要花上一整年才能控制住成本。虽然降低成本的任务很明确，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管理者都在找人提建议，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并支持改革方案。其实降低成本的时间窗口很小，他也没法花很长时间推动企业进步，将思路贯彻下去。如果他负责的部门因为成本原因丢个大合同，可能就得接受整改了。


缺乏胆量、勇气和自信
 ——在一些案例中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一个案例中，一位刚从商学院毕业的管理者接手了分散部门权力的任务，过了几个月他发现部门亏损的原因是一项有问题的用工协议，导致无法与国外进口产品竞争。工会显然不愿意谈判，只有大刀阔斧地行动，与工会直接对峙才有机会改善现状。新任管理者立刻意识到他的老板，一位中年工厂管理者很可能不会这么做。后来人们才知道，之所以总部派年轻人到这个部门，就是希望靠着年轻人的分析能力和冲劲解决问题。但他并没有锐意进取，勇敢面对风险，所以没能完成任务，后来逐渐被边缘化。


容忍低效下属。
 有些管理者认为自己很擅长提携下属，觉得可以有效改变下属的行为。这些管理者不愿解雇或更换手下，希望下属很快能进步。有些会温和地暗示下属要改进；其他的遇到问题只会忽略，希望下属能自动改进。

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理念，诸如“最好的管理者最能让下属开心”，而开心来自鼓励和表扬，一直严格要求下属会影响士气。这些传统观念盛行的地方通常有不少低效下属。


不擅长求助。
 有些失败的原因是管理者的傲慢，即他们不愿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一位制造负责人一直向上级坚称团队很快就可以解决新产品的问题，该问题之前已经影响了50%的生产计划。公司副总裁非常想帮忙，却一直插不上手。其实如果他能帮忙，事情很可能会有转机，后来他也就不必猛烈攻击制造负责人，以至于该负责人被解雇。

还有种类似的情况，某些管理者不愿意从知识经验丰富的下属那里听取意见。他们似乎觉得听下属的会显得自己很弱，所以时刻表现出能解决问题的样子。结果是丰富的知识派不上用场，更糟的是导致下属满腹牢骚。

此外，某些管理者觉得自己一定要发号施令，制定决策，非要解决一些最好暂时放一边或是交给“上面”处理的问题。然而有时不做决定或等等再决定比起盲目向前冲要好。

个人盲点：一些管理者并不清楚自己的弱点。他们介绍经历时并没意识到自己缺乏某种技能或某些领域的知识。

例如一家硬件制造公司的管理者在扩大销售团队方面做得不错，还制定了有效的销售策略。后来他转去市场推广，引入新产品后效果很好，进而擢升为执行副总裁。然后他失败了。我们判断，他失败的原因是不够理解生产和制造经营，因而管理下属不力，下属误导他很容易。

在此之前他工作的重心是战略和概念性的事务，盲点在于没意识到贯彻、跟踪、紧盯细节在制造业中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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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式中观察到的规律

如果将各种失败模式结合起来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数量非常多而且相互矛盾，令人吃惊——也确实应该如此。因为种种失败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大量管理者无所成就。管理者要么过分重视细节，要么就关注不够；要么太谨慎，要么太大胆；要么太苛责，要么过分包容；要么太严厉，要么无原则鼓励；放权要么太过要么太少。管理者做计划做分析然后拖延，要么就每次不做测算、不准备、不分析也没计划，盲目向前冲。要么是太了解自身弱点影响了冲劲，要么具有盲点。

事实上，管理非常之难，不管在什么层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做也错，不做也是错。最佳解决办法似乎是“看情况”。

为了提取经验教训，我们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各种模式。乍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比如管理者因为过于关注细节遇到困难，不关注细节也有麻烦。但矛盾的关键是案例中的管理者遇到麻烦从不是因为在不合适的时候关注细节，又在不合适的时候忽视细节。相反，遇到麻烦的管理者都是比较极端的，而且行为比较一致，不会有时重视有时不重视。

换句话说，低效率者的行为模式有规律可循，犯错时也总是沿同样的方向。一致的行为模式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不仅行事方式类似，而且倾向于听从一些管理经验，只用特定少数的工具和技术，而且一再重复。

与之相反，案例中表现优秀的成就者不仅会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格，个人风格也经常变化。虽然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但优秀的执行者都有很多风格，经常表现得灵活多变。

这种矛盾颇具启发性。高效进取型管理者会在某件事上死抠细节，另一件事上又可能停留在战略层面。一次放权过多，下一次又太少。某一天盯得很紧支持力度很大，改天又离得远远的只提要求。跟某些下属口头交流，又跟其他人写邮件。某些问题仔细分析好几个月，然而别的事上又显得很鲁莽只凭感觉。有时说很多，突然又改为倾听模式。

一致的行为模式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区分，要能分清不同情况；不同用人，不同场合，不同动机和假设；还要分清客观存在和技术上的现实。管理者分析的目的就是辨明不同之处。

问题在于情况千变万化，一般的管理者察觉不到，谈何能随机应变。问题看起来差不多，原本非常奏效的方法却没用了。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两个关键要素变了。管理者还面临简化决策过程的压力，要总结经验以便下次遇到同样问题时应用。我们的研究还显示管理者经验越丰富，决策、放权、沟通和处理关系时采用老办法的几率就越大。

很多社会科学家相信，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都是小时候形成的，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我们也没法断言管理者如何才能改变基本的心理模式，例如动机、自我观念，以及认知模式等。实际中有些管理者只是比其他人改变风格的动作快一点。我们的观察中，成功的经营管理者，不管是男是女，似乎一向灵活多变，还有一些人明显吸取了经验，放下了固守的执念，管理中更加因地制宜。

为了平衡文章内容，我们会解释一些业绩超出常人，甚至卓越非凡管理者身上归纳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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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成功的特质

我们研究中的高效进取型管理者一方面非常灵活多变，但其实又很连贯，只是方式不一样。他们在分析能力和自我约束方面非常坚持，所以在管理风格方面可以不一致。其实一致的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问题。下面是他们采用的方法、概念和技巧。


认真分析。
 高效进取型管理者一定具有优秀的分析能力。他们会审视每种情况，从中获得事实，因果关系和战略现实。经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低效的管理者做不到这点。

如果认真分析，就能在经营管理中及时找出解决方法。在管理训练和论坛中，或是在面对上级督促压力时，认真分析往往会被忽略。好的分析会产生力量和可信度，不会轻易被推翻。分析需要实际和现实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当管理者清楚事情进展后会更加自信。

但实际上，99%的情况下大部分经营管理者都会临场发挥，仿佛总是没时间思考透彻。他们更多仰仗过去的成功经验。然而，大部分最后失败的管理者之前都很成功。以前百试百灵的做法恰恰导致了失败。经营手法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定要及时更新，多多反思，经常改变。


制定前瞻性战略。
 对管理者来说战略非常必要，可以把握发展方向，明确目的和目标。但战略并不是选择目标，其中包括明确困难在哪儿，评估有利和不利因素，认清长处和弱点。

很少有经营战略能一成不变，每三到六个月就要重新评估一次。但也要注意，战略针对的是最核心的因素，例如弄清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的需要、愿望和期望。这样可以清楚地制定目标，理清要点。内容包括改进政策和计划，安排好备选计划，找好机会和资源。


明察秋毫。
 高效进取型管理者看起来总是很明白：问题和矛盾没什么特殊，有些情况不过是过去的重复，几乎每位经营管理者某些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这些管理者似乎能准确判断，采取成熟的应对办法，摆脱过去习惯的回应方式，将每种情况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举个例子，新工作前四周到前八周是关键时期，危机四伏。管理者要准确判断新下属的情况，同时也接受下属的考察。下属对各种信号都十分敏感，他们要判断给新老板工作需要注意什么。新老板上任最初几天行为的重要性会被放大数倍，来自上级或下级的关注都是如此。

新老板还有个矛盾之处，在于他一开始制定的业绩标准会成为以后的准则，没制定的以后也不会存在。如果对某种做法很不满却又已经忍了一两个月，也就不好批评了。但贸然批评或要求改变也有风险，因为新管理者可能犯错或误判，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些乍似无理，实则情有可原的状况。问题在于如何既不会搞砸跟下属的关系，定好规则，又不会纵容低标准或做蠢事。

还有些有代表性的问题，主要包括信息方面的需求。经营管理者实际上需要牢记目标、战略和主次，但上级并不一定开诚布公。管理者一定要知道上级对自己部门的预期。然而矛盾在于这些信息低层很难知道，因为上级有意不透露，有时或许是忽略了跟下级的沟通。

有时信息很难找，因为高层并没有特定计划，也说不清预期。经营管理者经常不了解上面的预期，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些情况下，我们研究中有几位管理者采取了行动，没想到立刻触怒了上层。

另一种常见的矛盾是处理与难对付的员工关系，比如价值观和动机与管理者并不一致，士气很难振作，对公司有负面情绪或是有不切实际预期的员工。处理跟上级的关系一样很难。下面这位管理者的例子就很典型：

“我不知道怎么应付老板，虽然他很聪明，在业内地位很高，但就是不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计划和战略，连邮件都不愿意读。他总是说，‘不要写，直接说。’但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又很容易分心。我们谈一个问题时，他的想法总跳到别处，而且不愿意听别人说。跟他理论时，他会把你提的意见无限扩展，煞有介事地分辩，提出一堆不切实际的‘如果怎么办’，或是从你的观点里找出一些不合情理的‘原则’。”

“他做决定非常突然，一时兴起，有时还因为一些小数据生气，多数就是凭直觉。仓促决定，或是拖很久才决定后，他很少考虑后续的影响。他有事不通知我，脑子里想什么，担心什么，几乎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我们从来没制定过明确的目标。他总是忘记我们讨论过或决定过的事。有时他跟我说过的事会重复两三遍。团队很少有机会讨论当前面对的问题，或是一起做计划。”

“真正有机会一起谈的时候，基本上都在瞎扯，做不了几个明确的决定，除非他突然宣布规定，有时还气冲冲地宣布。他确实很成功，技术上也胜任，但当领导方面真的很糟。我被批评的时候很明确，被表扬的时候却很含糊。他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这位管理者不能对领导抱怨一通就算了。他得学会明确企业和老板对他的要求，得帮老板想办法做计划，还得学着理解老板。如果关系处不好，他注定做不成事，而且什么消息都得不到，然后继续怪“老板太糟”。不管预期怎么不明确，怎么不清晰，如果事情做不好最后还是要追责他。管理与上司的关系通常是下属的责任。这是他的事，他就得把关系处理好。

其他常见的问题和矛盾还包括：

如果企业里昏昏欲睡，气氛冰冷，仿若一潭死水，如何激发活力。

何时用什么方式对高层政策提出问题，是保持系统运转还是改变系统，打破谎言。

遇到“双输”情况如何处理。

要不要寻求一致意见，是等待意见统一还是直接决策。

如何确认、管理，并充分利用权力，影响力以及企业的关键点。

如何克服官僚体制阻力，繁文缛节和惰性。


利用各种技巧。
 经营遇到的问题范围太广，所以习惯性地用某种回应方式或选择并不够。要明白有很多工具和技巧存在，有选择地使用，也是高效进取型管理者的一堂必修课。

案例中的经营问题可以采用非常多的工具和技巧解决。我们编写了39项推进行动的技巧，管理者可从中选用，促进变革推动进步。（
详见列表《适合经营管理者推进行动的工具和技巧》

 ）

虽然有很多技巧可用，但案例中的31位管理者还是时常困惑和沮丧，觉得无力改变现状，我们觉得很吃惊。“我感觉身处困境很无助，”一人说道。“不管是人还是流程还是先例都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每个人都拒绝改变。无论怎样努力我也没法推动变革。”

这种缺乏远见的话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机械师或木匠面对满墙的工具却沮丧地挠头，一边咕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举个例子，案例中有些管理者并不清楚各种工具存在，也不熟悉用法。如果离问题太近，有时反而会看不清，脑中不自觉会排除建设性的可能，倾向于保守并缺乏想象力。灰心丧气的管理者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没用。

有些时候管理者可能有些自负，会宣称使用的工具，或是过去用过的工具都不适合再用。他也不管具体情况，当前情况下适合另一种工具他视而不见。还有些情况下，管理者精力不足，亦或情况依然失控，管理者没时间也没能力带领企业认真计划解决问题。结果可能是自信心大受打击。如果很受关注或是失败代价太大，管理者会害怕主动大胆尝试。


适时而变。
 案例中，经营管理者遇到的矛盾在于，虽然不同情况需要采用不同的管理行为或技巧，但每个人都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管理风格。我们的研究显示，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管理风格最高效。

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倾向于采用一套相对固定的管理风格，虽然有些奇怪但也很合理。研究中每个低效管理者都有专门的介绍，他的规律行为会根据16项特征评价。（详见“管理风格的特征”。）

相反，高效进取型管理者似乎天然接受一点：不同情况不同时间下，对管理者的要求大为不同。类似学院或大学。某段时间学校可能会需要强势的校长组建教师队伍。过段时间可能需要能筹款，能与政府或学生团体搞好关系，监督新校舍建设，制定财务管控的校长。商业世界也类似，企业成长过程中对管理的要求也在变，新产品研发，成本控制，缩短交货时间，并购或现金管理。每项的重要性不可能一样。特定时间段里某项任务会特别突出，必须优先处理，而且需要采用特定的管理风格。

例如，一位新上任的生产经理负责为家具安装配置新的传送带系统，是由前任设计订购的。老板已经批准了设备安装，10天内就会开工。他迅速评估了新设备后他发现，刚开始可能会有很多问题，而且很怀疑设备究竟能不能如预期般提升效率。管理者手下的工业工程师对新设备抱有很高期望。但是业务负责人认为机器不会好用。如果这时他反悔，老板会很失望。但如果他执意推进，有可能因为浪费极高成本，结果生产率很低而被追责。

他决定什么都不说，任由事情发展。事实上设备确实不如人意，接下来的四个月简直像灾难。所有人都在指责他。

最初几周里他遇到的风险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将相关各方组织起来，共同商讨如何处理新设备。

当然，通常情况下要花上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处理多项关键任务。在棒球运动中，需要哪种投球风格，就让最擅长的投球手上场；商业世界里，这种做法则是最后一招。然而在多起案例中，管理者都因为看起来没能力处理某个问题被撤换。每个案例中，管理者都没意识到需要改变管理风格，即便意识到了也改不了。而高效进取型管理者一大特征就是极具灵活性。

这是很重要的规则：“要改变，不要总是用一种风格管理。”然而只有很少管理者能实现自我管控和自律。能做到的管理者多数时候按直觉行事，经常也会从经历中学到不同情况下要随机应变。

之所以很少有人能做到，部分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要顺其自然，行事不要强求，好的管理者能在任何情况下管好任何事。我们相信这些观念很荒谬，因此更认真、坦诚地测试管理风格才对，但却很少有人践行。

如果31位管理者的案例具有典型性的话，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趋势的改变停滞。一旦真的停滞，管理者会更倾向采用一致的行为模式，结果是死板的管理风格和毫无远见地选择管理工具和技巧。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管年纪大小，最后都变得冷漠，日复一日墨守成规。慢慢沦为低效的管理者。

原本积极的管理者，活力却逐渐消失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就是帮助企业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应变。身居其位，却摆脱不了普通人的怠惰，不仅会在实际中引发矛盾，也会产生道德问题。

至少有件事很清楚：仅仅允诺个人回报还不足以激活管理者的精神，我们经常发现管理者混日子。真正需要的精神状态并不是自然能形成或巩固的。正如熵定律指出的，事物只会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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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经营管理者推进行动的工具和技巧


结构上


正式组织

改变设备和流程技术方法

物理性移动，扩张搬迁，投资

流程，系统，日常工作内容

工作安排

人事：借出，借入或交换

计划，任务

长期计划行动

顾问，外部咨询




员工管理和发展方面


薪酬系统

培训、课程、管理能力拓展、辅导

业绩评估

激励

非正式任务

解决问题的会议

短期计划行动

竞争：鼓励和发动

更换管理者

决策过程扩大参与范围




沟通方面


短期目标

改变语调、氛围、系统、规定

根据目标管理：制定目标，详细计划并达成，建立精确的评估和管控系统

时间管理：拖延、推迟和加速

通过文字宣布

会议

仪式、演讲

争端解决

必要的投入




控制方面


标准、规定、限制、规范

截止日期，日程，计时

关于产品、业绩和下属的评估系统

规律回报阶段

计划、汇报、结果




评估、再设计方面


评估部门、个人和系统的业绩

分类分析

重新设计以克服公司的弱点

重新设计以克服个人弱点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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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高效进取型管理者的经验

简而言之，非常成功的人都有以下特点：他们的分析工作很有效率。他们在使用工具方面非常自律，而且很能坚持，所以建立的目标、战略、计划和主次顺序都很合理，而且都很符合实际情况。与此同时，他们会实现控制，建立信息系统，所以能持续获得数据，锁定需要关注的细节和问题。

通过规律的战略和战术分析，他们会更有效地决定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他们利用分析工作指明方向，从而避开一致行为模式可能导致的陷阱，既不会过分关注细节也不会忽略细节。

他们擅长鼓励下属，让上级满意。两种情况下说的话很关键。看起来经理跟下属之间的互动应该是——领导、指示、指导、沟通、倾听、要求、放权、回报、支持和鼓励，要做好工作关键是好好鼓励下属。

与之类似，上级对管理者的认可，对业绩表现也非常关键。当一个好下属也是工作技能的一部分，但经常被忽视。管理好和上司的关系很重要，有时甚至比管理与下属的关系还重要。


他们能管好自己。
 他们明白内部的压力和需要以及管理风格的变化。他们自我控制能力很强，会控制可能影响效率的情绪，愤怒、行动、拖延和支配欲。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改换风格。他们擅长分析形势，为自身的长短期发展做出规划，在精神和身体层面都保持勤奋，避免消极情绪。


他们一次解决一个重要问题。
 面前总会有一大堆问题，但他们会选出能立刻改变当前形势的要点着重处理。为任务排好序才能把握重点、战略和优先级。

虽然用这四点概括可能太简单了，用来概括成功管理者的特点过于简略，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基本的信息传达得很清楚：分析、鼓励下属、关注上下级关系，理解自律的重要性以避免一致性，如果能做到这些，你就能够成为最成功的高效进取型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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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克汉姆·斯金纳是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詹姆斯·E·罗宾逊特殊荣誉教授，被誉为“运营战略之父”。厄尔·萨瑟是哈佛商学院贝克尔基金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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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HBR-C Dialogue




华为轮值CEO徐直军：


“使能”运营商转型

王丰 | 文　李剑 | 编辑






华为运营商业务的定位，就是成为运营商未来10年实现战略转型的助推者和使能者，从战略到执行，华为致力真正帮助它们转型为可以实现ROADS体验的数字化企业。






华
 为公司创建于1987年，2011年开始把业务从面向电信运营商扩展到企业和消费者，逐步从一家电信设备商成功转型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如今华为基本完成了产品及服务的全球覆盖，2015年销售收入395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了58%，真正成为了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全球化企业。

在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总裁任正非提出：2020年把销售规模提升至1500亿美元。这一目标构成了对华为新的牵引，也意味着新的挑战。近年来，电信行业面临着巨大竞争压力，快速崛起的OTT行业不断蚕食原来专属于电信行业的奶酪（OTT即“Over The Top”，本意是篮球的“过顶传球”，此处意指互联网企业利用运营商的网络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越来越对运营商构成了威胁，运营商迫切需要全面向数字化转型。

2016年初，华为发布“全面云化”战略，该战略聚焦于ICT基础设施，把华为自身的定位锁定为数字社会和智能社会发展进程的推动者，企业云化、数字化战略的“使能”（enable）者，目标是帮助合作伙伴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运营、实现ROADS体验（Real-time、On-demand、All-online、DIY、Social）。

2011年底，华为开始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由三位轮值CEO轮流担任公司最高行政首长，每位任期6个月，任正非说，轮值CEO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各BG（业务集团）和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2016年9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华为深圳龙岗坂田总部独家专访了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博士。他说话干脆，直来直去，逻辑严密，注重细节，直指要害，毫不回避问题。此次专访聚焦于一个问题：运营商转型。徐直军说：“我们须和运营商一起迈过这道坎儿，电信行业新一轮发展的空间才能彻底打开，数字化世界也将迎来新变化。”



“用户满意”是纲，纲举目张


HBR中文版：过去10余年，全球崛起了一批生于“云”的互联网公司，它通过构建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快速迭代式的创新，改变了很多行业的商业模式，同时也对电信业造成了冲击，目前电信行业的状况怎样？



徐直军：
 现在整个电信行业面临转型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源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业务体验和宏观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以下六点。

第一，从消费者层面看，认为流量价格太贵，体验也不够好；企业层面看，申请一个专线，至少一个月才能装好，且企业对网络联接、带宽、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第二，从互联网运营商角度分析，互联网运营商通过电信网络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他们认为带宽太贵，流量太贵，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第三，从政府纬度而言，欧盟正在推动取消区内漫游费，中国也在督促运营商降低电信资费，全球很多国家都在想办法促进运营商降价。

第四，从运营商本身的发展看，这些年行业陷入困境，增长和盈利能力下降。

第五，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连带效应，供应商与运营商唇齿相依，日子也不好过。

第六，投资者的困惑，因为投资回报不高。




HBR中文版：那针对上述问题，出路何在？



徐直军：
 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想办法解决；要么等着别人来颠覆。很显然，运营商在行业价值链中居于核心位置，是中枢，那么只有运营商健康了，整个行业才有可能健康，同样道理，只有运营商成功转型了，电信行业才能成功实现转型。现在的确很紧迫，像谷歌、facebook，它们正在想办法，从空中架一张网，绕过运营商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如果它们做成功了，就可能颠覆整个电信产业。




HBR中文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做什么？



徐直军：
 让用户满意是纲，纲举目张。也就是说，先解决用户的满意度，其他几方面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何让用户满意？核心一条就是要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用户体验包括业务使用体验和业务获取体验。过去运营商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使用体验上，比如打电话、发短信、上网等等，问题是，诸如业务发现、购买、交易、售后服务等等——这些涉及业务获取的用户体验越来越决定了消费者的满意度。比如，繁琐的交易过程、漫长的业务开通时间会使用户失去对购买业务的兴趣，而运营商与OTT的差异恰恰集中体现在业务获取的用户体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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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S：数字化转型目标


HBR中文版：提升业务获取体验的核心挑战在哪里？



徐直军：
 核心挑战是运营商能否以用户为中心实现数字化转型。现在几乎所有运营商的运营系统都是内部导向的，这套系统是面向营业员、维护人员等等内部人员设计的，虽然也实现了数字化，但它叫做内部IT，而运营商要想真正面向未来，单从技术和产品上进行数字化转型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转型成为一个能为用户实现ROADS（Real-time、On-demand、All-online、DIY、Social）体验的数字化企业，让用户在购买产品和服务、享受产品、服务时，能够实现实时、按需、全在线、DIY以及社交化分享。ROADS用户体验模型是我们根据自身的实践以及其他互联网企业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我们认为，如果运营商实现了ROADS，上述的所有“不满意”都将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可以把ROADS作为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HBR中文版：实现ROADS有前提吗？



徐直军：
 前提是实现全联接，全联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基于企业内部，把人与人、物与物和人与物实现全联接；二是实现组织与组织的联接，即企业与外部的用户、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联接在一起。




HBR中文版：全联接会为运营商输出什么价值？



徐直军：
 核心是两个层面的价值输出：一是运营成本的降低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实现全联接后，你向供应商下订单，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它的系统，其整个供应状态对你是可视化的、透明化的。同时，用户也可以直接进入你的系统，你与合作伙伴的IT系统也实现了完全打通，交易成本大幅下降，效率大幅度提高。从华为荣耀（华为旗下的互联网品牌）的经验来看，至少可以把运营成本降低10%。要知道，如果运营商实现了10%的运营成本降低，就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盈利能力；二是推动运营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个层面的价值对于运营商推动数字化转型战略至关重要，是基于长期的价值。



运营系统的创新与变革


HBR中文版：运营商目前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过时了吗？



徐直军：
 我们可以反思：虽然运营商也在天天研究互联网，为了应对互联网公司的竞争，运营商也曾推出很多应用。为什么效果都不理想？我认为根本原因是运营商现有的运营模式很难促进互联网产品的运营，运营商的基因、技术架构、运营模式都不是互联网的，即便是按照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去做产品，也不容易实现。




HBR中文版：你认为互联网产品不容易在运营商现有的运营模式下生存，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直军：
 运营商现在的组织系统是一个传统的、以技术为导向的组织系统，在这套系统下，市场、网络、IT等等职能部门自成体系，前后端隔裂，互联网公司则是完全紧盯住用户，内部组织全部打通，可以快速地响应用户需求，结果是，互联网公司只需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产品，运营商可能要用一到两年才能推出。如此一来，运营商在这个追求快速迭代创新的互联网时代形成竞争优势就有障碍。




HBR中文版：看来运营模式转型是实现ROADS体验的关键。



徐直军：
 关键是理念，要真正借鉴、吸收互联网企业的设计理念、运营理念以及技术架构全面变革电信业的运营模式，具体要实现三个转变：

首先，把“基于网络的体验”为中心的运营转变为以“基于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运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围绕“带宽、时延、丢包率”等指标来判断用户体验，未来则须更多地关注用户发现、购买、获取、售后服务等端到端的体验。

其次，把“人工系统”为核心的运营模式转变为“实时的自治系统”。实现全联接之后，就可以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运营，可以把实时决策融入到业务流程当中，使运营更加简单、高效和智能。

最后，把“封闭”的IT系统技术架构转变为“云化的互联网架构”，只要实现以“敏捷、智能、开放”为准则全面云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内外部运营系统实时打通，构建出一个员工、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高效协同、开放、共享的生态圈。




HBR中文版：你如何描述未来的运营系统？



徐直军：
 其一，未来的运营系统绝不是内部IT的概念，它不再是一个单纯支撑系统，它将变成一个生产系统，比如华为荣耀，我们可以做到通过华为商城直接面向消费者，消费者下单之后，直达生产线，产品生产出来后，直接发送给消费者；二，未来的运营系统完全是用户导向的，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三，运营系统运作是否有效，不是由运营商自己判断，而是交由用户来验证。




HBR中文版：运营系统的变革是运营商转型的重中之重？



徐直军：
 是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它涉及组织变革、流程再造以及文化变革，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总的来说，运营商转型面临着两个绕不过去的阻力：1.转型的长期性与短期的业绩需求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运营商都是上市公司，企业处于快速发展周期时，CEO任职时间长，企业进入困难期，CEO便频繁更换，这不利于推进数字化转型。因为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战略，要变革组织、变革文化、变革流程与IT系统，还可能要裁员，还要引进新的人才，这样的系统工程没有5年到10年很难做完。2.组织障碍。电信运营商，各国基本一样，都是先从专营开始，然后从一家分成几家，形成目前的竞争格局，这使得各家的组织体系大同小异，专营的观念、文化始终存在，这些因素都成为运营商转型的障碍，目前我们还很少看到真正痛下决心进行变革的运营商。



突破关键阻力


HBR中文版：如何突破这两个关键阻力？



徐直军：
 面对的上述阻力，单靠自身很难解决，通常一个国家只有三四家运营商，无论环境怎么变化，大家都不转型，日子都还过得去，转型动力不够强，运营商转型需要外部使能（enable）；另一方面，一旦有一家转型了，而且转型过来了，其他几家就会意识到不转型不行，而且先行者也为其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构筑了知识和人才队伍，这些要素在行业内很容易流动，就能快速带动其他几家转型。




HBR中文版：具体如何做？



徐直军：
 要突破这两个关键阻力，核心须做两件事，一是董事会和一把手的转型决心，通过强大的内部领导能力自上而下去推动转型；二是外部使能。华为运营商业务的定位就是成为运营商未来10年实现战略转型的助推者和使能者，我们会囊括业界的优秀人才，把技术、能力等要素准备好，全球总计三四百家运营商，绝大部分都已经是我们的客户，对于任何一个运营商，只要它决定转型，我们就能够成为其伙伴，从战略到执行，我们致力于积累端到端的能力，确保合作伙伴能够完成转型，真正帮助它们转型为可以实现ROADS体验的数字化企业。




HBR中文版：你能具体描述一下华为的“使能路线图”吗？



徐直军：
 2016年年初我们发布的“全面云化”战略，实质就是基于推助运营商转型的“使能路线图”，我们基于ROADS体验模型，从设备、网络、业务、运营等四个方面全面再造，不但要在IoT、视频、云服务等新市场机遇上帮助运营商构建竞争力，还要推动网络和运营系统的云化，帮助运营商构建敏捷优势，其中有三个重点“使能”方向：1.让运营商的网络能够覆盖更多的联接；2.帮助运营商把网络管道中的流量提升起来；3.帮助运营商实现运营转型，提升竞争力，应对OTT的竞争。




HBR中文版：在具体的“使能”行动中，关键要把握住什么？



徐直军：
 现在已经有几个运营商与我们一起在行动了，我们不追求一开始就全面铺开，我们需要在具体工作中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步加大投资，反复验证，强调价值输出。具体行动中，我们注重把握四个要点：

第一，解决方案要从局部问题、小问题入手，小范围验证，快速迭代。我们不指望通过与一两个客户的合作就能把全部解决方案验证出来，我们需要在不同客户那里验证不同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知识、经验、教训，最终才能打造出完整的解决方案。

第二，运营系统变革要打持久战，要有耐心。运营商也不要指望我们马上拿出一整套技术、组织构架、文化以及战略解决方案，一上手就可以实现全面转型，那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转型很难，要一步步来，我们要与客户一起去闯关，不断加速，整个过程估计至少10年。

第三，注重价值输出，形成价值闭环。要让大家真正能够感受每一小步的转型工作都能带来看得到的价值，真正把运营系统锻造成一个云化架构的、互联网架构的、能够支持ROADS体验的系统。

第四，重新定义CIO的价值和定位。CIO负责公司的信息技术和系统，通过指导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来支持公司的目标，原来CIO只有一个“I”，我们把它的职能重新定义为未三个“I”（Innovation创新、Interconnect在互动中使能、Information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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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CIO


HBR中文版：你提到重新定位CIO，显然极大强化了这一职务的内涵以及对公司领导及管理层面的影响力和权重，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直军：
 首先是Innovation，CIO是高管中最了解技术变化的人，CIO掌握ICT技术，对云的理念和技术领悟最透彻，他应该知道这些技术的变化能够为企业带来什么，他应该清晰地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方式以及互联网模式下，企业该如何卖产品以及如何提供服务。CEO不一定知道这些，所以CIO要承担更大的使命，而不只是像以前那样定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指导者和管理者，他应该成为运营商运营模式、商业模式转型创新的主要推动者、谋划者以至于驱动者，这也给CIO带来挑战。他要能够说服CEO，并有能力辅佐CEO去实现变革，推动运营商实现转型。

其二是Interconnect，CIO要成为客户、合作伙伴，以及企业内部互动的使能者。

其三是Information，意味着CIO须成为IT架构云化的主导者。




HBR中文版：重新定位CIO之后，如何进行相关的职能整合？



徐直军：
 运营商既有的运营体系下，CIO负责运营系统，CTO负责网络，CMO负责市场，转型之后，CIO、CTO和CMO要紧密合作并实现流程畅通，形成一个以用户为导向的生产系统，基于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运营商一般都把CIO与CTO整合成CTIO。




HBR中文版：近几年，华为开始致力于生态系统的建设，强调构筑一个息息相关、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的伙伴关系，那么基于未来5年到10年，华为如何定位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价值？



徐直军：
 数字商业的快速发展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趋势下，企业须构建自己的生态优势。我们致力于成为数字社会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以开放、合作和共赢为准则，成为云生态的积极贡献者，成为企业云化、数字化战略的使能者和优选合作伙伴，一切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发挥各个参与生态建设的组织或企业的独特价值，构建面向全云化和数字商业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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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徐直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轮值CEO






简介：
 徐直军1967年出生，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1993年加入华为，历任公司无线产品线总裁、战略与Marketing总裁、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华为副董事长、轮值CEO，轮值CEO是华为公司经营管理以及危机管理的最高责任人。任正非对徐直军的评价：“总能先于他人闻到任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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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撰稿。





特别报道



产业创新综合体：

华夏幸福案例

焦一 | 文　齐菁 | 编辑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产业国际分工大格局中的变局和挑战？从华夏幸福的实践来看，是要培育产业创新核心架构，以自身综合性优势搭建一个能不断通过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的庞大生态平台。随着辐射面不断拓展，资源导入速度加快，其盈利空间也将日益拓展。






“十
 三五”开局之年，进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节点。而就产业发展而言，在全球产业发展格局进入重大调整之际，如何应对产业国际分工大格局中的变局和挑战，实现一系列新兴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则是未来几年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除了供给侧改革、“双创”、《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与产业发展与创新密切相关的国家战略进入深化实施阶段之外，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从资本到企业，其实都在探寻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但囿于角色与资源所限，往往只能覆盖产业创新的几个或者一个环节。以华夏幸福为代表的产业创新综合体，则通过打通“软硬件”形成闭环，将一整套与产业创新发展的环节、必要的资金、基础设施等集合在内，结合华夏幸福自身积累10余年形成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形成硅谷之外、本土型的高效产业创新生态。

“经济转型离不开产业支持，而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资本、环境等要素必须嫁接上创新的因子，才能实现升级与突破。因此，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第一源动力，只有打造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才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秉承这一思想，华夏幸福积极对接全球创新智慧，通过创新和资本双轮驱动，以产业新城为载体，推动产业集群集聚，推动全球技术商业化，为释放产业源动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不断探索新的路径。”

华夏幸福产业发展集团总裁赵威先生在第六届产业中国年会上的这番致辞，恰好勾勒出了华夏幸福在推动产业创新领域内的“独家秘笈”。而在中国这一轮的产业创新与升级中，其核心要义的价值，正在日益显现。



产业突围格局

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何在？产业创新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技术和产业，谁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第六届产业中国年会上关注的这一系列话题，其实正映照了当下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

从宏观大背景来看，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尤其是长期潜在增长率下滑。究其根源，对外开放过程中，伴随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空间逐渐缩小，以及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红利逐渐减弱，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而这些又与人口红利消失和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叠加，导致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多重压力来袭之际，为了让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效应降低，避免陷入增长陷阱，中国势必需要进一步发掘经济增长新源泉。在产业发展领域，这意味着中国须抓住一系列具备优势的产业发展领域，以技术创新为先导，加快研发创新步伐，向国际价值链高端迈进，真正实现从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的新旧动能转换。


这种转换的背后，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国内消费替代对外贸易产生的外需。
 其中的关键在于需求模式能否转变为工资拉动型。工资上升导致总需求继续上升，为企业规模报酬递增提供空间，同时也保证了总供给潜力的实现。


其余的两个方面，则均与产业发展直接相关：



首先，自主研发替代技术模仿。
 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近，自主研发代替技术模仿的必要性就越强。但新技术的研发往往是企业的试错过程，这就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与此同时，也要求政府在政策上更多地定位于弥补市场外部性，对创新提供更多支持，特别是提高教育投入、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供给，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正如《硅谷百年史》作者之一的阿伦·拉奥在第六届产业中国年会上演讲时所言，高校、律所等一系列机构，都是产业创新链条上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其次，通过产业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原有低成本的出口模式在工资上涨后受到抑制，致使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通过新技术研发提高产业生产率，从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国内产业结构。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仔细研究其中的运行细节，则会发现底气不足。民间投资、制造业的投资都不足，所以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因为我们主要依靠的还是基础设施、房地产来稳定及拉动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也不能依赖的。”在第六届产业中国年会上作为演讲嘉宾发言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称，“毫无疑问，当前中国产业必须创新，紧迫性是非常强烈的。”

在谈到中国的产业创新优势时，李稻葵指出，与美国、硅谷相比，中国的优势主要有三个：首先，中国的市场很大，这是超过了美国、印度想象的规模；其次，中国有工程师、工程技术方面的优势；第三，则是中国在硬件方面的优势。

“中国的很多像华夏幸福的科技园区，进去以后令人感到心旷神怡，配套条件做得非常好，这一点是硅谷、美国赶不上我们的地方，应该感谢华夏幸福这样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李稻葵称。

但在优势之外，为了发挥自身的产业创新潜能，中国也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考验。以近日由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例：中国目前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美国正在赶超。由于中国在人才、创新、能源政策、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方面表现略逊于美国，后者可能在2020年实现对中国的反超。

以金融体制为例，当前中国的资金存量为全球第一，难言资金短缺。在创投领域，2015年，中国风险投资管理资本总量已经达到6653.3亿元，占GDP总量0.96%。但在数字背后，则是大量的投资者在寻求投资机会。一方面，这与中国缺乏具有足够投资价值的标的物有关，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意味着中国依然缺乏产业创新的投资生态。

“美国有一整套的生态系统，从最开始的天使投资者到最后的上市环节，一步步配合得很好。中国与之相比，前期有人投资，但随后的退出机制远远谈不上健全。股市不健全，会计体系不健全，这样的环境肯定不利于产业发展，需要长期下功夫去解决。”李稻葵坦言，“总而言之，中国没有产业的创新，经济不可能发展；而为了将这一创新潜力发挥出来，必须解决一系列包括体制、资本市场等在内的根本性问题。”



“华夏幸福式”创新生态

产业升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究其关键，在于培育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在爱迪生意义上的创新之外，实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包含商业模式创新、资源整合效率提升等广义范畴。抽取其核心，则是如何让产业、技术、资本、基础设施等一系列要素建立联系、产生协同效应。而这，则正是华夏幸福在过去10余年里有别于传统地产开发商、通过构建产业新城为核心的产业创新生态所追求的核心目的。

从主业上来看，华夏幸福不属于制造业，而是作为产业新城领域的专家、产业升级和聚集的推手，通过将科技政策、市场环境、研发环境、金融运作这些产业要素结合在一起，打造产业环境，以此辅助一系列知名的制造业企业在自己的专属领域有所发展，让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

在华夏幸福产业创新生态搭建的全流程中，主要涵盖了产业新城规划、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产业招商及服务、市政运营服务等方面。具体而言，则是以园区为载体快速进入工业化；以市场化手段通过资本干预构建高端产业集群；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至技术研发和成果商业化；完善配套设施、公共服务、人口和产业政策，致力于成为一个具有持续自给供血能力的幸福城市。

“‘产城融合’的口号说起来容易，实践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合作企业有较长远的眼光，因为培育某个产业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曾如此解析。从产业发展本身来说，因产业集群才能促使产业发展，保持自身不断升级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华夏幸福亦经历了多轮创新迭代，其方向是从基础设施、周边配套的建设，跨越到产业集群的企业健康、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以固安为例，首先是产业及其集聚式发展的摸索阶段，即“从无到有”阶段；其次，是如何创新产业发展，即“从有到高”阶段，在引入新的高精尖产业的同时，华夏幸福亦开始以“一个产业园就是一个产业集群”为理念，为产业新城注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聚集”的各类产业园，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第三，“从高到新”阶段。结合北部清华、北大、中关村的人才技术优势，和南部永清、霸州的发展空间优势，固安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打造京南创新中心，向着“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GTC）的目标大步迈进。与此同时，华夏幸福亦开始谋求将固安的产业在原有产业链条的向上游纵深及向其他领域延伸。例如将电子信息产业纵深到新型显示，以及再向前的新材料孵化产业。

这一产业创新模式的不断向外扩展，亦因新产业的不断纳入带来的规模增加及迭代，蕴含了一系列多样的可能：

一方面，为紧扣国家战略布局，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平台，正围绕三大国家战略提速布局：一是传统京津冀区域得到强化，京津冀一体化及北京市政府东迁通州，催生环北京尤其是大厂、香河的开发提速；二是长江经济带从环上海切入四川、安徽区域；三是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取得突破，实现模式输出。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产业的变化，华夏幸福亦在为其产业创新综合体的不断完善进行全球性布局。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言，“就像做时尚产业必须去米兰、巴黎一样，高科技也是有潮流的，这个潮流就是在硅谷、特拉维夫等地。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布局，才能知道这个行当最前沿的潮流、产品和技术是什么，下一轮的革命又在什么地方。”

作为华夏幸福产业创新生态进化的最新阶段，华夏幸福希望通过整合美国、以色列等全球科技创新强国的成果来推动本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依托自身已经集聚起来的产业基础和市场，为区域和城市赢得全球产业链影响力，走通“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创新发展模式，开拓更加广阔的盈利空间。华夏幸福的优势在于其在全球布局的50多个产业新城，它们可以运用环境、体制、金融、产业等多种创新方式，以市场化行为形成与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对接，帮助创新技术实现商业化。这就好比为创新的企业、技术和人才，营造一个创新的容器，创造适宜的温度和环境，让创新要素在这里集聚、生长，直至进发出力量。



综合性优势

华夏幸福为推动产业创新所构建起的上述一系列架构，可谓是其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中作为基础设施的“硬件”。在其背后，则是华夏幸福通过10余年经验积累起的一系列“软件”，即其在产业规划布局与引进、企业空间选址、人力资源、政府事务等领域内一系列领先的全方位、立体化产业服务能力。

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容易。正如美国创新文化的传播和实践者乔伊斯·威考夫所言，“创新文化可以改变，但是很难，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实际上，在固安模式发展初期，华夏幸福便开始积极向领先经验学习，华夏幸福企业高管亦曾多次外出进行考察。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成为华夏幸福不断提升其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能力的基因源头。

从公司内部的发展架构角度来分析，令华夏幸福产业服务能力持续保持领先的有三大主要来源：积极引进外部智慧、产业研究院与强大的招商团队。


首先，积极引进外部智慧。
 除由来自国家部委专业研究机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国内外著名咨询公司的几十个行业精英组成的产业园“智囊团”（其职责是根据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现状，对区域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研究，制定精准的产业园定位和规划）之外，华夏幸福与其他类型开发商不同的，是其擅长整合国内外一流智慧资源，以全球视野和国际标准参与高品质开发建设与创新。

近些年来，麦肯锡、IBM、罗兰贝格、AECOM、HOK等全球顶尖咨询公司均与华夏幸福建立起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了其各项目在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层面能够汇聚全球智慧。它们给华夏幸福带来的主要影响，包括从一开始就做好整体规划（规划先行）、以打造产业集群为重点等多个方面。


其次，建立产业研究院。
 从固安以往的发展历史来看，随着其产业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华夏幸福加强更精细化和系统化产业集群的意识不断增强，于是在借力外部智慧的基础之上，华夏幸福从2010年前后开始有意识地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并相应成立了产业研究院及产业新城发展中心等在内的专业团队，统筹落实产业发展规划，目的就是为了做更详细的产业和行业分析。

以此为凭借，华夏幸福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确定了打造具有行业属性的产业园的目标，产业园成为华夏幸福最小业务单元。自此开始到2014年，华夏幸福陆续对产业园、产业集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战略梳理，并在2014年5月清晰地提出了“一个产业园就是一个产业集群”的产业发展战略口号。

就常态化工作而言，华夏幸福亦通过其综合性的研究团队对一个产业做持续定向扫描，包括每月会针对某一个产业撰写研究报告、每周会出最新动态的行业政策报告（涵盖国家、地方的政经政策等），以确保持续不断跟进国内外热点，保证产业规划的前瞻性和稳定性。


第三，强大的招商团队。
 在公司内部，华夏幸福还创建了一支约1400人的产业发展团队。10余年间，这支团队积累了海量的各类企业信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业促进核心能力，构建完善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持续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驱动力。具体而言，这支团队所涉及的业务覆盖产业园区前期战略定位与产业规划、中期招商引资开展、后期入园企业服务和产业促进等各个环节，并拥有庞大的客户和项目数据库。正因如此，在地方政府眼中，华夏幸福不仅是一家开发建设机构，还是一家招商中介。

从其人员构成来看，这支团队成员基本均具有深厚的高科技、航空航天等行业背景，“干什么事情就找什么样的专业人士”，保证了华夏幸福的创新核心竞争力。而为了选到精英人才，华夏幸福几乎是全员总动员。据统计，华夏幸福的高管有20％或以上的时间用于为公司甄选人才，新员工70％以上经由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管理者面试通过。华夏幸福还鼓励并认可来自内部员工的举荐，每年新晋员工中，超过1/3是由内部员工推荐而来。

截止2016年6月底，华夏幸福员工总人数超1.5万人，主营员工超5100人。在近4500名主营业务员工中，硕士及以上学历超千人，精英人才来自互联网、文化创意、高端制造、大消费、金融、咨询等全产业链条上的多个行业，包括IBM、微软、GE、HP、麦肯锡、罗兰贝格、华为、阿里巴巴、万达、万科、中海等的全球500强及知名企业，教育背景涉及清华、北大、中欧、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国内外顶尖学府。正因如此，在前不久结束的一场被称为“全球人力资源奥斯卡”的评比中，华夏幸福赢得了世界级声誉——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咨询及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联合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将华夏幸福评为“2015年中国最佳雇主”。

从华夏幸福的实践来看其培育产业创新的核心架构，是由自身综合性优势搭建一个能不断通过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的庞大生态平台，随着辐射面不断拓展，资源导入速度加快，其盈利空间也将日益拓展。而其通过不断创新所获得的核心竞争力则主要体现在：模式领先、区域聚焦、产业促进、资源整合、城市魅力和资金保障。

今年8月，华夏幸福公布的上半年年报显示，其销售额达到584.3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4.95%，其净利润39.57亿元，以30.5%的同比增速居行业前列。这一数据也意味着，华夏幸福很可能将在今年底成为一家销售过千亿，净利润约百亿的企业。业绩的高速增长是其独创的产业新城模式成功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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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工智能：

百度这样管理人才

刘铮筝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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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才管理须通过大量实践才能总结出合理规则，永远在解决问题，相对滞后。而人才智库通过数据挖掘提供预测性分析，预判问题的发生，从而做到未雨绸缪。






随
 着互联网行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本土高科技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面临着诸多共同挑战。管理上，中层管理者普遍年轻化，以70、80后居多，而且多出身技术岗位，导致管理经验等软技能欠缺，角色转化困难。业务上，科技企业创新性强，组织结构调整频繁，岗位轮替变化很大，对人才的选用育留构成挑战。员工方面，科技人才市值高，流动快，个性强，如何形成合理机制，让管理跟上企业飞速发展，同时让核心人才形成凝聚力，也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作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企业，百度充分发挥其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面的天然优势，为应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探索。百度组建了面向智能化人才管理的专业复合型团队：“百度人才智库”（Baidu Talent Intelligence Center，后文中简称TIC）。在没有模板或先例的情况下，为了开发出能够切实解决科技公司人才管理痛点的实用工具，TIC团队从业务场景入手，与人才管理专家以及不同背景的百度员工反复沟通，以超过10万内部员工数据（历史+在职）与海量多源外部公开数据为基础，在近一年内从无到有创建并提供了国内首套智能化人才管理综合解决方案。目前该套解决方案已经在公司内部投入使用，在智能选拔、匹配人才、舆情掌握和预测等方面卓有成效。凭借TIC科学的理论模型，百度能以更加量化客观的衡量手段，从人才、组织和文化三方面来践行“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管理理念。



管理的“易与不易”

传统人才管理主要依靠管理者个人积累的经验与简单的统计分析，不同经验背景的管理者对同一问题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由于不同管理者只能获取一部分信息，对不同问题的决策要么出现重复，要么会随着问题复杂程度的提高趋于模糊。而智能人才管理通过完整数据集综合分析，给出明确的分析指标，能够让人力资源管理更加客观、完整、清晰。更重要的是，传统人才管理须通过大量实践才能总结出合理规则，永远在解决问题，相对滞后。而百度人才智库通过数据挖掘提供预测性分析，预判问题的发生，从而做到未雨绸缪。

以大数据驱动人工智能进行人才管理，不仅彰显了百度崇尚尖端技术的DNA，也反映了该企业对未来跨学科合作趋势的准确判断。只有将数据分析、算法和编程等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知识有机结合，才能提升该领域工作的准确性、效率和成功几率。数据分析首先是过滤器，能够屏蔽掉干扰管理的杂质和噪声。然后是雷达，帮助管理者更好定位价值所在，推荐管理行动。最后真正做决定的还是靠人。然而，技术水平和数据本身发现了人力资源领域中哪些管理需求能够被满足，哪些无法满足。百度拥有强大的大数据挖掘团队、对人力资源业务的长期了解，以及积累到一定水平的内外部ERP和舆情系统等数据，这些让百度人才智库在智能管理行业爆发的前夜应运而生。

虽然依托最前沿的数据挖掘技术手段，但百度人才智库的主要设计者和带头人熊辉表示，在设计百度人才智库预测系统的方向指导和方法论时，他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当中汲取了很多灵感。《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预测性的哲学典籍，是人脑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总结所得出来的结果，是感性、 定性的。研究者必须在定性基础上，才能利用数据挖掘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定量分析。《易经》中的三个原则“不易、变易和简易”， 对预测科学建模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预测是建立在不易的基础上，万物有不易才有预测。剩下要抓住变易，任何事物都有不易的开始，但是会有变化的方向，所以做预测就是要把握住变化的方向和趋势。

就管理而言，不易的三个方面是对人才、对组织和对文化的管理，自人类历史有组织以来，对这三个层面的管理都是不变的。小企业的成功主要在于领导者的能力，即领导者是否优秀；中型企业的成功主要在于组织的高效管理，即是否有合理的强大团队；大型企业的成功主要在于文化的建设，即是否有合理的价值观、方向和团队的使命感。



智能管理人才、组织和文化

百度人才智库主要作用于人才、组织和文化三大方面，包含“智·管理”、“智·选才”和“智·人物”等六个功能模块（
参见《百度人才智库系统对应用场景的支持》

 ）。人才方面，TIC能够极大提升招聘效率，科学识别优秀管理者与人才潜力，预判员工离职倾向和离职后影响，并为有针对性的人才获取、培养与保留提供智能支持。组织方面，TIC能通过分析部门活力、人才结构和部门圈子，科学评估组织稳定性，揭示组织间人才流动规律，为组织优化调整、高效人才激励与促进人才流动提供智能化支持。文化方面，TIC能及时呈现组织内外部舆情热点，智能分析外部人才市场状况，为管理者提升公司口碑，提振员工士气，为公司预先进行人才储备提供智能支持。

百度人才智库项目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提供了从数据、技术到系统落地的一整套人才智能化管理解决方案，推动了百度人才管理模式从传统经验型向大数据驱动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管理模式的转型，使百度员工在个人成长和团队管理等方面有了更加科学化、个性化的指导和预测，并确立了百度人才管理世界领先的创新性地位。项目产出的智能工具已应用于支持人力部门日常管理，提升了百度人才管理在人才、组织与文化不同决策场景下的智能化水平与管理效果。


智能招聘系统。
 TIC带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实现“人才”与“岗位”的智能双向自动匹配。从候选人搜寻（Sourcing）角度改变了以前依靠人力从海量简历中大海捞针的模式，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从“百里挑一”到“十里挑一”的转变。以前部门管理者在向HR部门提出人才需求时，描述可能主观且模糊，而HR经理去市面上各大招聘网站大海捞针寻找简历，招聘结果还不尽如人意，须反复寻找、匹配，过程繁琐耗时漫长。 而 TIC可以在整个百度招聘系统里自动搜索排列某个岗位最具价值的人才资源。比如，HR部门提出招聘C语言工程师的岗位需求，TIC系统能通过分析百度系统中所有相关员工的简历信息和工作绩效数据，立刻把市面上最符合要求的前10位人选资源直接搜索出来，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招聘中间环节。


离职预测和分析。
 通过收集公司内外的数据，包括来自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信息和文本，TIC建立了包含经济、职业发展和个人家庭原因数百个动态特征的90天离职预测模型， 预测准确度达到了90%以上。例如，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离职预测中，TIC分析出了离职指数最高的前30名百度员工，3个月内其中29人向人力部门提出离职申请。相应地，TIC还能计算出员工的离职影响力有多大，并分析出离职的各项原因。如果离职指数高的员工达到一定的重要程度或者不可或缺，且离职原因在公司可控范围内，百度就能够及时进行干预，采取适当的激励挽留手段。


人员、人才和人物。
 过去的企业注重的是“人员”比如早期的福特公司等制造业，强调人员的高效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现在的高科技企业注重的是“人才”，强调一技之长和人才的团队组织协作能力。而未来企业一定注重的是“人物”，需要的是卓越的领导力及创新力。如何挖掘和寻找“人物”，是如今及未来HR部门面临的一个大重点挑战。TIC从企业中的核心地位，业务桥梁、开放交流、组织框架和广泛合作五个维度打造量化模型，以业务往来邮件、在公司平台上编写程序等客观真实的数据和文本为依据，对员工进行打分。TIC为员工建立了成长“电子档案”，通过计算员工的业务核心度指数，判断其成为“人物”的可能性，并且能够发现员工在五个维度的优劣强度，进而因材因需给予适合的任命或有针对性的培训辅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TIC深切了解隐私保护对于大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任何由TIC开展的大数据分析，都致力于提升百度人才管理整体的智能化水平与组织管理的科学有效性，并充分保护员工隐私。任何由TIC使用的数据都受到严格审批、加密与管理，确保不被用于其他用途。


组织人才管理风险指数。
 除了前五个维度之外，领导力还须从组织层面来进行衡量。当面对新的形式和新的业务挑战，应该如何从平级管理者中提拔能够胜任高风险新岗位的人？TIC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人才管理风险指数。通过该指数，可以及时识别管理者在各个时期面临的管理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并清晰比较不同管理者职业生涯中的风险变化。例如，某些管理者可能只胜任特定的领域，在转换跑道后曲线就会呈现出大幅波动。有能力的管理者，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就可以让动荡的曲线趋于平缓。而如果转换到某个岗位的任何管理者都表现出长期的大幅波动或不适应，那么组织就要思考是不是该业务的组织结构本身设置就有问题。人才管理风险指数给提拔任命领导者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客观依据——假如一位管理者曾经分别领导过三支极不稳定的团队，而他仅利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让所有团队的风险曲线都平稳了下来，就说明他足以胜任高复杂程度的新岗位。


人才圈子雷达。
 TIC不仅能应用于公司内部的人才和组织管理预测，还能够预测市场上人才招聘的热点，建立人才圈子。从感性上来说，人才圈子反映出的事实就是：找工作也须“门当户对”。比如TIC通过数据挖掘发现，美国在线（AOL）所招聘的编程人员和媒体人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层次特点。AOL的程序员大都来自比较二线的IT公司，没有谷歌、Facebook这种一线公司的员工。而其媒体人才相对来自更高端的圈子，比如《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等。通过构造这样的社交职业生涯网络，以及对数百万份人才档案和招聘广告进行智能建模，TIC就可以预测出特定行业和市场圈层的招聘热点，让企业HR部门能针对大趋势做好准备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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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智能人才管理的蓝海

互联网行业重视发展人才、关怀人才，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但该行业的快速发展决定了人才和组织管理的特殊性：快速的晋升通道、多元的业务结构、精英化的人员构成都造成了许多以往传统经验型管理无法解决的难题。员工很难获得所需要的成长和发展支持，也很难获得多元化、个性化的关怀。百度TIC的创立，给百度的年轻员工群体提供科学化、个性化的成长和发展指导，给百度的年轻管理群体提供大数据驱动的智能管理工具，从科学技术入手，做到真正地以人为本的管理。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让年轻员工更加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所处位置，也让管理者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员工成长，从根本上消除年轻化团队和经验型管理之间的矛盾。现在，百度不再仅仅通过日常少量沟通所建立的印象结合经验去评价、引导和培养一名员工。而是通过员工本人、同侪、以及整个行业其他同类人才的行为等来智能分析员工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和提升，同时更早地预测行业动态来调整知识结构，为全新的业务模式做好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百度人才智库的主要设计者和带头人熊辉背景十分独特，他不仅是信息挖掘和大数据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ACM杰出科学家，也是美国第一位从计算机系博士毕业直接拿到商学院教职的中国人，目前为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商学院正教授和终身教授。据他介绍，百度构建的这套完整的智能化人才管理系统，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创。国际上仅有谷歌和Facebook等个别公司的人力分析部门，利用数据挖掘进行了零散的组织行为研究，比如几个面试流程对公司最合适，或者多大的食堂餐盘尺寸设计最能帮助提高员工绩效等。

熊辉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工智能化是一片蓝海，市场价值已突破200亿美元，百度已在其中取得先机。TIC基于当前智能化人才管理实践，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领域顶级学术会议KDD-2016、AAAI-2017等上发布了多篇论文，并申请了多项技术发明专利。未来随着这套系统不断成熟和完善，可以应用于云端，更好地帮助百度系乃至其它企业进行智能化人才管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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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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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之刃：

战略人力规划

梁星晖 梅竹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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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多变的经济环境里，企业增长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或简单的资源与能力复制。企业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让团队跟上战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某
 跨国企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中国战略，但是当下的中国市场早已今非昔比：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增加提升了消费能力，但是市场更加碎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对细分市场的有效进入；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正在改变消费模式并迫使企业修正既有的商业模式。不管是进入新的细分市场，还是导入新的商业模式，这家跨国企业实现在华下一个5年战略目标的难度都远超出此前的时期。因为增长已经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不是简单的资源与能力的复制，这家企业中国区负责人面临的一个此前没有的关键挑战：如何让团队跟上战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跨国企业的普遍困境

上述这家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战略困境并不是个例，而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给所有的企业提出的变革挑战。光辉合益认为，战略的90%是执行，执行的90%在于人。而人的因素在目前这个大变革时代会成为战略实施和落地的最大障碍之一。


首先，中国经济放缓，宏观经济从总量型增长逐步转变为结构型增长。
 企业无法再通过简单的资本扩张和产能扩张来实现发展。企业一方面须在行业选择、市场选择上做出面向未来的应对，一方面须不断加强企业的运营竞争力。显然，无论是外部行业或市场的调整，还是内部竞争力的提升，都无法通过简单复制此前的成功经验达成，新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团队的能力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其次，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企业的商业模式。
 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虚拟/增强现实等技术不仅在不断创造新的消费，而且对现有消费模式、制造模式和渠道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正在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数字化正以空前的速度产生巨大的颠覆效应。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凭借新技术建立竞争优势的企业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也能看到新技术快速迭代导致的商业模式更替。新技术带来的机会也是巨大的，优秀企业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变革大潮中获取先机。但是，这也意味着对团队能力的巨大挑战，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在《财富》杂志和光辉合益2016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2%的领导者表示他们正在敲定未来10年的员工构成和所需能力，积极消除两者间存在的差距。


再次，一大批中国企业的核心管理团队开始出现老化。
 经过20年的发展，在很多国家出现的老龄化、跨文化技能短缺、消费者和员工需求快速变化、 多元性和包容性压力不断加大等问题也在中国逐渐显性化。更为不利的，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在高速成长期形成的能力缺口并没有在相对稳定的成熟期有效补足，就又要再一次面临宏观经济转型导致的变革压力。这需要企业对团队能力管理作出更有效的规划，来帮助企业顺利渡过潜在的能力陷阱，避免变革失败。



人力资源管理的应对

但是，即便企业认识到了未来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再主要依赖于资本，而在于如何配备一支高效的团队来适应业务发展甚至战略转型，这也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要能在这个大变革时代实现战略落地，企业需要导入有效的战略人力规划（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SWP）。光辉合益将战略人力规划定义为：为了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业务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保障，基于现实的证据和假设，对团队角色、数量、能力等维度进行动态的评估和预测并据此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管理活动。从内容上看，战略人力规划必须首先要能够回答“5大正确”（5 Rights）的问题。（
参见《5大正确》

 ）

它们包括：正确的结构


企业的战略决定了企业在行业价值链的哪一个环节开展业务，并进而决定人员结构：即哪些工作需要在企业内部完成，哪些需要外包，需要什么类型的岗位，以及如何在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实现平衡。当今，变革正在快速地颠覆很多行业的商业模式，迫使企业重新审视其价值链。在美国，当下的汽车公司通常将高达80%的生产委托给供应商，这与20世纪早期汽车行业轰轰烈烈的垂直整合大潮形成鲜明对比；而互联网的高速普及逼迫零售商转换为全渠道运营。战略人力规划帮助企业将新的商业模式或价值链变革转化为人员结构，确保战略可快速执行。正确的结构是“5大正确”中最关键的一环，影响着其他的人力决策。


正确的技能


诸如改变商业模式等的战略变革意味着需要具备新的战略能力，首席人力资源官的任务就是让员工具备合理技能，因此，准确预测某个重要时期的技能需求就成为战略人力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企业未能考虑战略执行所需的技能，它们可能像欧洲的供暖行业一样陷入困境。欧洲供暖行业经历了从石油到天然气，再到生物能和太阳能的技术变革，某些企业甚至研制出将这些燃料结合在一起的供暖系统。不过，这些企业并没有预见到它们需要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即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专业整合经理，帮助客户采用它们的系统，同时又不会因购买新系统而被迫废弃昂贵的旧硬件。由于企业未考虑到未来所需的技能，从而阻碍了业务的发展。现在，诸如汽车、能源、金融等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在发生类似变革，对团队技能结构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将战略与技能匹配是战略人力资源规划最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环节。


正确的规模


确保一家公司拥有合理的员工规模，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执行战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对于战略人力规划而言，真正“新”的地方在于企业须在一个更加动态的内外部环境下比过去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地进行规模的预测。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员工生产率的变化以及从当前状态过渡到未来状态的过程将如何影响企业的人力规模。


正确的地点


对于跨区域/跨国运营的企业，如何更好地获取市场需求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与企业的运营成本永远都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更多的地域意味着更强的终端竞争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组织的地域扩张达不到临界规模，又会导致运营成本的高企。所以，战略人力规划需要考虑影响地域的诸多因素来提升企业的综合运营效率。


正确的投入


虽然人力成本往往是一家企业最大成本的之一，但人力成本支出并非始终得到恰当的评估。在规划合理的人力投入时，不仅要分析薪酬、中长期激励、招聘、培训与发展等直接的投入，还须认真评估诸如职位空缺或职位无法实现预期而不得不重新替换所带来的本。通过更为全面、更具战略性的人力投入分析，了解真实的投资回报，可以精确确定人力资源的哪些投入帮助推进以及如何推进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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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人力规划不是简单的人力资源规划升级

战略人力规划的主要内容看起来和很多企业正在实施的人力资源规划比较接近，人力资源规划也会涉及对企业未来发展关于人数、地点、成本等因素的预测。但是二者却有本质区别。首先，二者的目的不一样。战略人力规划是人力资源战略（Human Resource Strategy）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杠杆调节使得企业的人力供给周期与业务周期（人力需求周期）同步（
参见《战略人力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让业务周期与人力周期同步》

 ）；而人力资源规划则是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一个组成，旨在预测未来时点的人力状态。其次，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人力资源规划是单变量（人力供给）静态模型， 而战略人力规划则是双变量（人力需求和人力供给）动态模型。人力资源规划考虑的是在给定人力需求条件下人力供给的变化，而战略人力规划则是在动态的人力需求及供给环境下寻求二者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看，战略人力规划的决策支持能力远超出人力资源规划。

即便是单纯从人力供给的维度来看，人力资源的流动性特征会使得最简单的业务人力需求变得异常复杂。比如让某个业务部门的员工人数增加10%——从500人增至550人——虽然看似一个简单的目标，但如果考虑人力资源的特性，这一目标并非聘用50名新员工那么简单（
参见《静态vs动态》

 ）。如果我们再考虑人员流动因素间的相互关系，这又将进一步加剧人力供给满足人力需求的复杂程度。

此外，对于处于变革时期的企业，战略的实施往往意味着新战略能力发展，而新战略能力所代表的业务不确定性使得单变量人力资源规划很难有效发挥作用。而战略人力规划的动态模型并不是基于给定业务需求来进行预测，而是通过建立业务驱动力变量，通过场景模拟来实现，能有效地应对新战略能力所带来的人力供给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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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人力规划的过程与应用

由于战略人力规划主要通过动态场景模拟来实现而非像人力资源规划一样的静态数据预测，所以战略人力规划的过程也较人力资源规划要复杂得多。战略人力规划往往包含4个主要步骤：


1、战略解码。
 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商业模式将关键成功因素转化为职位族等关键人力资源要素；


2、人力模型搭建。
 通过系统性识别业务驱动力和搭建人力资源供给杠杆体系，建立人力需求和供给模型。


3、场景模拟。
 根据战略目标和假设对人力需求和供给进行不同场景的模拟，例如不同自动化程度下人力供给与需求的差异。


4、对策形成。
 根据模拟形成人力资源对策，以实现商业周期与人力供给周期的同步。由于战略人力规划的双变量模拟，能有效地给出两种策略：一是利用经营手段降低需求。企业可利用经营手段提高生产力，进而降低人力需求，如：外包、自动化、办公协议化等；一是利用人力资源手段增加供给，如：招聘、培训、员工保留、技能交叉等。

战略人力规划的有效执行依赖于3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企业的人力数据。无论是人力资源规划还是战略人力规划，企业既有的人力数据都对规划的准确性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须有效记录各类历史数据；一个是高效的分析工具。由于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双变量模型的复杂性，办公常用的Excel、Access等常用数据库难以建立复杂的动态模型来进行有效的模拟，要求企业选用更加强大的分析工具；最后一个，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是战略人力规划尽管由人力资源部门主导，但是要求业务部门的全力参与，所以务必成立一个跨部门团队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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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星晖是光辉合益（Korn Ferry Hay Group）中国区咨询业务总裁。梅竹是光辉合益（Korn Ferry Hay Group）中国区合伙人。





特别策划



第四届观澜湖世界明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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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独具特色的黑石火山岩高尔夫球场上，第四届观澜湖世界明星赛如火如荼地进行。本次赛事邀请到9位职业高尔夫球手和25位国内外文体巨星出战，其中有81岁的高尔夫名宿盖瑞·普莱尔、71岁的迈克尔·道格拉斯、中国篮球扛鼎人物姚明、乐坛天王周杰伦、前NBA巨星艾弗森、前曼联利物浦众将、网球名将贝克尔，还有《复仇者联盟》“鹰眼”扮演者杰瑞米·雷纳、知名导演冯小刚、何平，演员王志文、曹卫宇，音乐人满文军、黄格选，以及香港演艺界人士佘诗曼、杨千嬅等，阵势不亚于一届电影节抑或体坛颁奖典礼。据不完全统计，自10月19日到23日的四天时间里共有12万人观看比赛，与以往国内高尔夫球比赛观众寥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博士表示：“观澜湖承办这次赛事的目的就是要向世界展示多姿多彩的海南，同时展现一个具有浓郁家庭休闲氛围的观澜湖·海口国际高尔夫度假区。”

10月19日，海口观澜湖星光璀璨，第四届观澜湖世界明星赛开幕式暨红地毯仪式准时开秀，旅游卫视全程直播。参加此次观澜湖世界职业、业余明星配对赛的明星盛装出场，踏上 “星光大道”。赛事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家媒体，1200名记者到场参与报道，约200多个国家进行了电视直播、转播及录播，还在乐视直播、爱奇艺、土豆优酷、乐嗨直播、熊猫TV、企鹅直播、咪咕直播、一直播等线上直播平台吸引了数百万人观看。



足球巨星友谊赛

“一直在创新，从未被模仿”，这或许是已经连续举办四届的世界明星赛依旧口碑上佳、热度高涨的原因。正赛前的足球巨星友谊赛成为了红毯仪式后的第二重高潮。21日上午，来自英超前曼联和利物浦队的球星斯科尔斯、德怀特·约克、罗比·福勒和路易斯·加西亚等人被分成红蓝两组，与海南青少年队的队员组队，在海口观澜湖训练基地进行了一场世界足球巨星友谊赛。斯科尔斯状态很好，贡献了本队第一个进球，并且发起多次进攻，最终助蓝队以6-3大胜红队。

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博士在足球赛的致辞中称，集团对这次的足球比赛非常重视。很多人都有一个关于足球的中国梦，这是非常迫切的愿望。观澜湖集团一直很关注足球，建设这个足球基地就是希望可以为中国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外电影人共聚一堂

21日还有另一场重头戏。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以及美国、韩国的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和投资人，齐聚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就多个议题分别展开讨论。参加这次论坛的主要嘉宾有冯小刚、何平、王红卫、张建亚、孙周、李杨、文隽、陈国富等著名导演，编剧丁丁、芦苇、束焕、董润年，华谊兄弟王中军、王中磊，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王长田、中国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江志强和阿里影业CEO张强等。好莱坞电影《马达加斯加》《怪物史莱克》制作人瑞恩·哈里斯，电影 《低俗小说》 《万能钥匙》制作人迈克尔·山姆伯格，《钢铁侠》《变形金刚》编剧阿特·马库姆，《疯狂原始人》《功夫熊猫》等影片视效指导马可斯·曼宁，著名演员、制片人迈克尔·道格拉斯，韩国电影《阿修罗》《流感》导演金成洙，《阿修罗》《新世界》《柏林》制片人韩载德，电影《辩护人》导演杨佑硕以及无限自在文化传媒总裁朱玮杰等行业知名人士。

众多业界大腕在论坛上畅所欲言，一贯直言不讳的冯小刚再度“放炮”称，面对来自韩国和好莱坞的各位影业同行，“我们需要学习远亲近邻，中国电影行业需要一个‘蓝翔技校’！将国外的优秀态度、敬业精神、专业品质都学回来！”

值得一提的是，首次来中国参加论坛的《钢铁侠》《变形金刚》编剧阿特·马库姆，原本打算第二天就飞回美国，结果到了海口观澜湖之后，觉得特别喜欢海南，于是自己又买了动车票，临时决定和女朋友一起继续去三亚游玩。而《功夫熊猫》的视效指导马可斯·曼宁，作为一名高尔夫球爱好者，不仅参加了电影论坛，还参加了明星赛，谁料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了观澜湖世界明星赛团体亚军。曼宁表示非常开心，“以后还要经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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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足篮网的精彩跨界

为了让比赛更加精彩，球场第10洞、第14洞和第17洞设置了网球、足球和篮球的跨界环节，让体坛巨星发挥特长。6届大满贯冠军鲍里斯·贝克尔在正赛首轮来到第10洞，受到了观澜湖集团副主席朱鼎耀先生的热情邀请。贝克尔以下手发球的方式打了6颗球，可惜都没有进洞。

在第14洞足球场地，姚明和艾弗森跃跃欲试。姚明助跑起脚，球应声击中三十米外的铜锣。艾弗森一看决定试试，可惜他第一脚就把球踢偏了，向趴在地上拍摄的摄影记者滚过去，第二脚和第三脚都是如此。但是来到两人的老本行——17号洞篮球场地，艾弗森立刻来了精神。在球迷们的欢呼声中，他和助理占据了两个最好的位置开始投球，投了十几个球却只进了一个。姚明也是半晌未进。大家正在纳闷艾弗森和姚明怎么命中率这么低，一个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空心入筐，顿时引来一片喝彩。原来是高坛坏小子约翰·达利，他得意地说：“投篮有这么难吗，我这个不错吧。”



中国球员首次夺冠

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明星赛采取定分制，即国际流行的史特伯福特赛制。这一赛制根据球手每洞所打的实际杆数与各洞的标准杆相对比确定分数，得分最高者获胜。本次比赛中，中国职业高尔夫球员、奥运选手李昊桐在最后一刻实现逆袭，凭借18号洞小鸟反超，以1杆优势险胜，问鼎职业赛冠军。这是中国职业高尔夫选手在八年四届比赛中首度捧起冠军奖杯。团队赛方面的冠军是LPGA职业球手、瑞典美女安娜·诺德奎斯特 、著名歌手满文军、体操世界冠军邢傲伟以及前曼联足球名将李·夏普。

看到中国选手首次捧起职业组冠军，团队组冠军队里也有中国明星的身影，观澜湖集团副主席朱鼎耀先生感到很欣慰，他总结说：“这是第四届明星赛，是第一次这么开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四届有中国的冠军。职业赛的冠军是李昊桐，团体赛的冠军队伍中有满文军、邢傲伟，我们中国的明星！今年也是媒体朋友最多的，谢谢各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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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你恨你的老板吗？

Do You Hate Your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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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弗雷德·德·弗里斯（Manfred F.R. Kets de Vries）|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时青靖 | 编辑




不管上司有多大错，管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件事做好，是你能力的重要体现。






斯
 黛茜在一家顶级科技公司工作。她一直很享受这份工作——直到上司跳槽。新上司叫彼得，对于自己接手的这个团队，不管个人或整体表现如何，他似乎谁也看不顺眼。彼得为人傲慢，控制欲强，只要不是自己提出的方案就轻易否决。上任一年，他已经换掉了团队中的不少人。

起初，斯黛茜（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中均使用化名）为赢得新上司的信任和尊重，请他给予反馈和指点。但彼得没有回应。虽然尽了努力，斯黛茜仍无法和彼得建立融洽关系。几个月后，她终于决定向HR反映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同情。公司并不打算对彼得采取措施，因为他领导的部门业绩并未显著下降，而且在斯黛茜之外也未收到其他人投诉。

因为无法改善与彼得的关系，也无法摆脱他，斯黛茜感到压力大、抑郁，并且越来越难以做好工作。她担心，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离开这家她热爱的公司。

斯黛茜的情况并不少见。根据最近的盖洛普《全球职场环境调查报告》（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一半的美国职场人士曾为了离开上司而离职。在欧洲、亚洲、中东和非洲职场人士中，这一比例与美国的情况相近，甚至更高。

这份调查与盖洛普此前的调查均显示，员工敬业度（即员工实现组织目标的意愿和努力程度）与他和上司的关系存在明显相关性。在认为自己敬业的员工中，77%使用积极的语言描述与上司的关系（如“领导关注我的优势”），而“不敬业”和“主动回避工作”的员工中，这一比例分别仅为23%和4%。这种情况让人忧虑，因为研究显示，敬业员工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推动力，而根据盖洛普的报告，全球仅有13%的员工算得上敬业。

“坏”老板都有哪些行径？员工经常提出的意见包括：控制欲强、欺凌、回避冲突、回避决断、抢占功劳、推卸责任、隐藏信息、不善倾听、不以身作则、懈怠偷懒，以及不培养下属。这些不良行为足以让任何人不满，而且难以做好工作。但是，不管上司有多大错，管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件事做好，是你能力的重要体现。

几十年来，作为研究者、高管教练和精神分析师，我与资深领导者和高潜力管理者合作，帮助他们处理与上司关系中的问题。对于任何遭遇类似问题的人，本文尝试提出一般性的解决办法。可能其中很多内容看起来不过是常识。但我发现，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有能力改善糟糕状况，所以这里把可行做法一一列出，相信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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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对2000名美国员工的调查中，19%承认会在办公室玩Pokémon Go。



资料来源：AJILON





运用同理心

首先要做的，是考虑你的上司面临的外部压力。记住，大多数坏老板本身并不是坏人；他们可能是好人，只是在领导责任和业绩目标的压力下，弱点被放大了。所以不仅要关注他们如何行动，也要思考他们为何如此行动。

各项研究反复证实，在有问题的上司下属关系中，同理心能打开局面——包括下属对上司的同理心。斯蒂芬·科维（Stephen Covey）、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等专家都强调过，作为情商的一个重要方面，同理心对于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非常重要。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了同理心的作用：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让人们倾向于模仿彼此的行为。因此，如果你以同理心对待上司，他可能也会以同理心对待你，从而让所有人受益。

如果管理者不能给你想要的，或者让你反感，那么似乎很难做到为他着想。但戈尔曼多年前的研究已证明，同理心是可以学习的。近来其他学者（包括Menninger Clinic的专家）的研究也显示，如果有意识地运用同理心，你能更准确地感知他人的情感。

我记得乔治的经历。他是一家美国大公司的销售经理，想尽办法取悦上司艾比，却毫无效果。因为艾比对他缺乏关注和支持，乔治极为苦恼。直到一位同事告诉他，要设身处地为老板着想。乔治知道艾比本人的上司相当严苛，以喜欢布置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出名。想到这一层，乔治就意识到艾比不是有意忽略他：由于同时在忙几个重要的新项目，她没有时间关心下属。

运用同理心是有意识的行为，不过最好在非正式场合加以表现。不要正式约上司谈话，而要找到对方需要你关心的时机。在和艾比出差到新加坡拜访重要客户时，乔治找到了机会。第一天晚餐时，他问艾比中国大陆的新项目进行得怎么样，借此让艾比倾诉一下工作压力。

果然，艾比早就想聊聊她的压力和烦恼。以这次交流为转折点，乔治和艾比最终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乔治不再那么在意艾比对他的关注度，而艾比也更愿意倾听他的问题。



审视自身

接下来，你要仔细审视自身。从我的经验看，与上司关系不好的员工，基本上自身也有问题：是他们的某些行为让他们难以获得认可和赏识。这可能不是你想听的；但如果承认自己也可能有错，找出问题所在并做出相应调整，你就可能拯救和上司的关系。

先从自省开始。尽可能客观地考虑老板曾提出的任何批评意见。你在哪些方面须进步？你的哪些言行可能惹恼老板？

再问问自己，哪些情况可能引发你的内在冲突。很多时候，只须和前来咨询的客户简短交流，我就会发现他们的上司成了移情（transference）对象：他们会把与过往生命中权威人物有关的问题，投射到老板身上。这种移情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分析任何有问题的上司下属关系时都应认真考虑。

一位客户曾告诉我，上司让她想起一位曾经欺负过她的小学老师，她从来无法让那位老师满意。她的上司和那位老师外形很像，而且沟通方式都很专横。

一旦意识到移情的问题，人们一般都能逐渐自我纠正。完成咨询后，上面这位客户说她现在能退后一步，把过往的问题和现在的情绪区分开，以积极心态看待上司的意见。

下一步，观察与上司关系良好的同事是怎么做的，并向他们寻求建议。尝试了解上司的偏好、怪癖和敏感点，看看能否调整自己的某些做法。不过，在向同事咨询时，一定要仔细选择语言。例如，不要直接问同事“为什么老板总打断我的话”，而要问：“你是怎样把握说话时机的？如何判断老板是否想听你的意见？如何表达不同意见？”

此外，还可以利用集体培训的机会，向平级同事寻求建议。我记得汤姆的例子。在一次领导力培训中，他和小组中其他人一样，要讲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他坦白说需要改善与上司的关系；无论他怎么做，结果似乎都不理想。同事们的回应非常坦诚，他们认为汤姆在会议上汇报本部门目标时经常显得思路混乱，而且对下属赋权不够。在大家看来，这是老板对汤姆表现不满意的原因。

同事们建议汤姆在正式报告前多花时间演练，尤其在介绍目标时要减少泛泛而论，多提出具体指标。他们还建议汤姆与下属一起做报告，也让下属独立报告。汤姆又追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兴致勃勃准备实践。在下一年度的计划会上，汤姆的上司称赞他的团队报告质量很高，随后又写邮件，表扬他的部门开始显示出合作精神。

如果同事的反馈还不能帮助你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着直接找上司聊聊。同样，要注意表达，以积极的方式提出问题：“我应该如何更好地帮助你实现目标”，而非“我哪里做得不好”。把自己放在寻求建议甚至辅导的位置上。为此可以约上司单独谈话，并让他感觉到，你想讨论的是你的工作表现，以及如何提升管理技能。

幸运的话，上司会欣赏你主动沟通的意愿，并指出需要改进的方面，为拉近双方关系打下基础。但如果上司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这可能显示出问题不在于你，你可能就要想想能否做点什么来改变局面。



提供改变的机会

只有当你确定错不在己，才应该向上司挑明：你们的沟通似乎有点问题，并且你有意改善关系。

有很多方法开启这种对话。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在和上司坦诚交流后趁热打铁。让娜是我曾教过的一位法国高管，她的老板理查是英国人。让娜告诉我，一次她与理查去拜访客户，对方态度极其恶劣，这促使两人开始讨论问题出在哪。让娜这时有机会表达自己对理查行为的意见，两人就此开始尝试改善关系。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机会，你就得自己开启对话。大多数冲突管理方面的专家都建议，最好私下进行对话，这样你不会轻易被打断，而且双方都不容易离开。为让谈话有建设性，参与者需要有安全感。例如，可以选一家不太会遇到同事的餐厅，约上司吃午饭。告诉上司，你想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讨论一些私人问题。如果由于你们之间的摩擦，出现了某些业务问题，比如重要项目未能赶上截止期，你可以说想聊聊这件事，以及对其他项目的影响。这就类似于让娜和理查对问题的检讨。让上司准备迎接困难谈话，告诉他这躲不掉。如果你只说想聊聊人际关系问题，上司可能借口有更重要的事推掉。

开始谈话时你可能发现，上司并未意识到你有多不满。例如，让娜的一个不满是，理查从来不问她的意见，只重视主动表达观点的同事（大部分为英国男性）。聊到这里时，理查解释说他不想在会上让她尴尬，并没有不让她说话的意思。



策动“起义”

你已经改变自己的行为，尝试与上司沟通，却仍然无法改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事和你持有相同立场，你就可以考虑向HR或上司的老板投诉。

不过，如果想走这条路，你须给出充分的业务理由，证明上司的糟糕管理能力最终会损害团队、部门和组织的表现。你还必须准备证明，可以在必要时将公司告上法庭。你需要上司不当言行的书面证据，如证人报告或往来邮件，能够清晰证明他违反了公司准则或HR规定。越多人拿出证据进行投诉，高层越难以忽视或否认问题的存在。

但如果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难以证明管理者有持续的不良行为，HR就不太可能支持你，而通常会支持管理者。我曾为另一位高管玛利亚提供咨询，她也和上司关系不佳。玛利亚一开始向HR寻求帮助，但她的上司特别善于自我推销，让HR相信玛利亚才是问题所在。HR负责人不但拒绝进一步调查，还认为玛利亚应该主动适应上司。

这类故事到处都有。很多人由于未能掌握不利于上司的明确证据，不但没能消除不良行为，最终反而丢了工作。此外，对抗上级和揭发检举的行为，还可能损害你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正式投诉绝对是最后选择。



等待，或者离开

如果你无法按前述方法改善与上司的关系，而且也难以团结同事采取行动，那你的选择就比较有限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在工作中敷衍了事，尽可能减少与上司接触。上司总是有可能走人的。但如果你想耗时间，一定要设道限制，不要让自己永远坚持下去，否则你会感觉懈怠、无聊，甚至变得冷漠无情。这可能危及你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引发抑郁和其他不良生理反应。

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跳槽，掌握自己的命运。充实简历，联系猎头，收集推荐信，开始面试。有个坏老板不是你的错，一直不离开就是你的错了。

这也是斯黛茜最终得出的结论。经历一番内心挣扎后，她开始找新工作。没过多久，她就在另一家公司找到了不错的职位，而且跟老板非常合拍。几个月后，一位前同事告诉斯黛茜，彼得在她离职不久后也离开了。虽然根据官方说法，彼得是主动离开的，但内部消息说他其实是被劝退，因为他失去了太多宝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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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弗雷德·德·弗里斯是高管教练、精神分析师、管理学研究者、英士国际商学院领导力发展和组织变革荣誉临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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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想了解更多关于上司下属关系的研究，请参阅以下内容：




《HBR向上管理和横向管理指南》


（HBR Guide to Managing up and Across）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

约翰·加巴罗（John J. Gabarro）、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




《管理你的老板》（Managing Your Boss）


《哈佛商业评论》2005年1月刊

迈克尔·马科比（Michael Maccoby）




《人们为何追随领袖：移情的力量》


（Why People Follow the Leader: The Power of Transference）

《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9月刊

瑞贝卡·奈特（Rebecca Knight）




《跟老板合不来怎么办？》


（What to Do When You and Your Boss Aren’t Getting Along）

HBR.org，2016年8月18日

艾米·加洛（Amy Gallo）




《如何与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How to Work with Someone You Hate）

HBR.org，2012年1月30日

维尼特·那亚尔（Vineet Nayar）




《管理3种坏老板》


（Managing 3 Types of Bad Bosses）

HBR.org，2014年12月1日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是否接纳背叛者

Should You Rehire a Def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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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兹纳·巴特纳格尔（Jyotsna Bhatnagar）

纳库尔·古普塔（Nakul Gupta）|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好马想吃回头草”，公司是欢迎还是拒绝？






这
 一天是印度的传统节日——霍利节。拉姆·卡普尔和兄弟沙雅姆全身涂着色彩鲜艳的颜料。兄弟两人与父母一同住在古尔冈，刚刚在外面庆祝完节日，回家吃团圆饭。刚进家门，拉姆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给沙雅姆看来电显示：哈里·舒克拉。

“这人为什么在霍利节打电话？”沙雅姆惊讶地问。

拉姆是可持续设计公司Green Impact Consulting创始人兼CEO，哈里曾经是这家年轻公司里最有价值的员工之一。然而两年前，哈里却转投对手公司。

“我猜是为了回来工作，”拉姆回答，“我们又联系上了。”

“不会吧！他抛弃了你啊！你发过誓再也不跟他讲话了！”

的确如此。哈里在Green Impact是拉姆的得力助手。拉姆在办公室带领技术分析和设计团队，哈里就在公司的住宅及商用房项目现场监督工程师作业。

公司运营第一年，始终苦于难以让本地开发商了解可持续建筑实践的重要意义。此后一年，拥有8年经验的哈里加入，情况开始好转。

拉姆和哈里是同事，也是好友。他们是完美的搭档，而且拉姆很有信心，相信Green Impact将会跻身印度三大可持续建筑公司。但随后哈里辞职，令他猝不及防。哈里说辞职是出于“个人原因”，却转而加入了较大的竞争对手公司Sustainable Build Group。

拉姆当然知道，在印度创业就是有这样的风险。人才市场供不应求，小公司里能干的员工被更出名、更成功的公司挖走，是常有的事。但他依然觉得哈里背叛了自己，因而备受打击。

那一年过得很艰难。哈里出其不意的离开，让拉姆独自一人管理办公室和现场作业两个团队。他分身乏术，无力维持自己理想中的增长方案。他全力服务现有客户，留住员工，甚至不得不给全体员工加薪，避免其他人像哈里一样离职。但拉姆没有时间加强营销工作，只能维持业务。他在员工、顾客和父母面前都显得若无其事。只有自己的兄弟知道他的处境有多么艰难、他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你居然还跟他说话，我不相信。”沙雅姆惊异地摇头。

“我知道，我知道，”拉姆说，“他真的弄得我很难过，也影响了公司，但他真的很有能力，而且是我的朋友。他想回来，我至少要考虑一下的。”

“他从你背后捅刀子，”沙雅姆说，“他为了赚更多的钱而离开你，没有考虑Green Impact的使命和你的友情。你不能信任他。而且现在你的公司发展得很好，已经不需要他了。”

的确，经过一年的辛苦努力，拉姆已经使Green Impact回到了正轨。之前哈里管理的普莉蒂·达斯和图利·康纳两位工程师接替了哈里的职位。这两人经验远不如哈里，但经过密集的培训后，她们填补上了哈里留下的空缺。

但最近拉姆开始考虑扩张，也许可以向中东发展，在中东推广可持续建筑没有这么困难。他不知道公司的年轻团队能否在自己无暇顾及日常运营的时候确保公司发展。如果哈里回来，拉姆对于公司的理想也许就能复活。“也许只有哈里能帮助我带着公司更上一个台阶。”他对沙雅姆说。

沙雅姆嗤笑道：“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有才干的人。你的选择对象不可能只有一个逃兵。”



对公司而言最好的选择

3天后，拉姆回到办公室。他回了哈里的电话，两人终于说到哈里在想什么：他想念Green Impact紧密团结的企业文化，而新公司的长时间工作令他疲惫。他对拉姆说，当初自己被75%工资增长和差旅机会吸引，但他希望能重新感受到自己在协力打造什么东西，而不只是维持别人的公司运转。

能够重新与昔日干将一起工作，这个可能性让拉姆激动起来。然而现在回到办公室，面对曾经全力以赴应对哈里造成的困境的团队成员，他又不那么确定了。他开始担忧哈里回来可能引发的问题。

拉姆打开邮箱，看见普莉蒂发来邮件，说她跟图利要去一个项目现场，出发前想跟他谈谈。“当然可以。”他这样回复了，片刻后她们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看着她们脸上不自在的表情，他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一向直爽的图利脱口而出：“我们知道哈里的事了。”拉姆努力控制表情，但他感觉到自己眼角抽搐。公司谣言传播的速度简直惊人。看来沙雅姆跟拉姆一个女下属交往并没什么好处。

“我不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现在我也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同你们分享。”拉姆说。

图利没有领悟到他结束对话的用意，抑或注意到了却没有在意。“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大家很关心这件事。”

“什么？”拉姆问。

“哈里可能回来这件事，”她说着，很快又补上一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向中东发展了。”

拉姆跟这两位女工程师说过自己希望向迪拜等更友好的市场扩张，战略和机遇让她们很是激动。但他并未料想到她们会欢迎哈里归来，特别是普莉蒂，她现在的职位是哈里空出来的。

“你是说大家都讨论过这个了？”拉姆问。

“我们大多数人讨论过。”图利回答。

“哈里回来，你们都没有异议？他回来我们就必须重组团队，你们可能必须放弃一些项目，这样也可以？”

“短期内可能是不太舒服，但我们觉得这样对公司来说是最好的。他工作能力出众，我们也不希望他为Greenscapes BRG之类的其他对手公司效力。他的确背弃了我们，但如果他回来，就能带来很有价值的市场信息。”

拉姆点点头。他很欣赏团队成员的战略性思考。但他随即意识到，刚才一直是图利在说话。

“普莉蒂，你也同意吗？”他问。

“我希望采取对公司最有好处的做法，”她紧张地看了一眼图利，继续说，“当然，我持保留意见。当初他的确留下了巨大的空缺，但我们已经把缺口填上了，而且这段时间没有他，我们也很好。这几个月我们再顺利不过了。”

“他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得更好呀。”图利插了一句。

“可是我担心，大家会怎么对待他呢，”普莉蒂继续说，“他们大多数人都说哈里回到团队里来没问题，但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说得很难听。一些人当时很生气，现在也没消气。”

普莉蒂说的确实是个问题。团队和拉姆本人真的能毫无怨气地欢迎哈里回来吗？这种做法会让员工们怎么想？

而且，自己真的能够信赖一个在危难之中将自己弃之不顾的人吗？会不会一直想着哈里是否又要离开？



我们的方式

“你当然要让他回来。这就是我们印度人做事的方式：宽恕。我们会给第二次机会！如果是我，我当场就拍板让你回来。”

拉姆在跟自己的导师好友莫汉·乔杜里一起吃饭。拉姆大学刚毕业就被招进莫汉的公司。莫汉一直照顾他，最后鼓励他离开公司自己创业。拉姆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总是找莫汉商量。

“这也是大公司的做法，”莫汉接着说，“让人才去而复返。微软和麦肯锡都乐于接纳曾经离开去其他公司的员工，知道他们会带来新的知识、技能乃至关于竞争对手的信息。”

“所以我应该什么都不问，就这么把他以前的职位给他？”拉姆问。

“也不用这么快。当初他是为什么离开？他说是个人原因？”

“对，但他现在对我坦诚多了。他承认当时他们给他提供很高的工资，而且许诺让他去国外做许多项目。”

“是这样，他可能也体验到了工作量大幅增加的感觉。你和我都知道，现在印度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大公司有钱，但也希望员工每周工作70小时。”

“这个他说了，”拉姆说，“但他说他真的很想念我们这里的情谊和创业精神。”

“我猜啊，更主要的是他回来就可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平衡工作与生活。或者他不喜欢在咨询业的大机器上当一枚齿轮，想要再次带领团队，发号施令。再或者就是他在现在这家公司出不了头。”

拉姆也考虑过。哈里可能是被炒了。Green Impact是否愿意接纳另一家公司淘汰的人？哈里真的有拉姆印象中那么优秀吗？

“我真觉得让他回来对公司对你都有好处，”莫汉说，“不过我也理解你的疑虑。听上去好像你不会再完全信赖他了。但如果让他回来，你就必须抛开自己的怨恨和愤怒。你能做到吗？”

“起初我以为我可以的，”拉姆说，“但现在我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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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印度绿色企业家：亦敌亦友的人才及合作竞争管理》（案例编号WI3372-PDF-ENG），作者乔兹纳·巴特纳格尔、妮哈·夏尔马（Neha Paliwal Sharma）及纳库尔·古普塔，可访问HBR.org查看原文。



登录HBR.org
 ，告诉我们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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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兹纳·巴特纳格尔是印度古尔冈管理发展学院（MDI）人力资源管理教授及校友会主席。

纳库尔·古普塔是MDI创业中心助理教授及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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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已失

回头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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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什·纳亚尔

（Samdarsh Nayyar）


印度古尔冈Green Horizon Consulting公司创始人、管理合伙人。






哈里想要回来的动机尚不明确，值得怀疑。


拉
 姆不应该让哈里回来。他们之间的信赖已经破裂，互相打几个电话远不足以修复。

哈里想要回来的动机尚不明确，值得怀疑。他说想提高生活质量，听上去太不可信了。我认识的印度年轻人，几乎没有人会放弃高薪快节奏的工作，转而选择一份轻松的低薪工作，多数人会努力在成家或承担其他责任之前早早攒钱。所以很有可能是拉姆的导师所说的那样，哈里不是辞职，而是被炒。

即使哈里想回来的原因的确如他所说，拉姆如何确定这种怀旧情绪能否持续？印度人才市场流动性强，哈里这样易变的人，很可能隔半年就换公司。他可能会又一次把拉姆的公司当作跳板，拉姆不能冒这个险了，这样会对公司和员工士气造成更大的损害。

哈里可以带来竞争情报，我同意这一点，但这不一定是好事。他对知名大公司工作感受的说法，可能会让拉姆的员工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而且哈里如果再次离开，可能会挖走一些人。

也许更重要的是拉姆不需要哈里。哈里的确比普莉蒂和图利更有经验，但用他的成本也更高，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他一定比她们好。其实这两位女士目前看来表现都很出色。如果拉姆真的想实现增长扩张，那他最好依靠这些已经证明了自己值得信赖并且能够迎接挑战的团队成员。拉姆应该让她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提供相应的薪酬回报，如果在接下来的3到6个月里她们显露出足可胜任的能力，他就应该把扩张计划付诸实施了。

这个案例原型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的一位员工从公司辞职，3年后又想回来。我拒绝了。我不反对让人才去而复返这个想法。但在我那种情况下，离职员工回来的动机令我怀疑，而且我没有准备好冒这个险，很大程度上因为公司没有他也没问题。

3年前我决定不让那位员工回来，之后团队中低层有过一些并不意外的人员调整，但总体上是稳定且紧密的。我们共同努力，业务量增加了300%。所以拒绝那个员工回来，我不后悔，拉姆也不该后悔。他应当祝愿哈里，然后继续跟现在这些值得信赖的同事一起推动公司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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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门

应向离职者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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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霍斯金斯

（Diane Hoskins）


全球设计公司Gensler联席CEO。









拉
 姆应该接纳哈里。以Green Impact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拉姆需要额外的战略领导力，而哈里似乎有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提供合适的技能。拉姆可以招新人，但哈里的适应期比较短。他对公司、员工和企业文化都很熟悉，其他人也很了解他的能力。候选者审查只能考虑到这个地步了，对方是否真的能胜任，还要等到一起工作之后才知道。

我们Gensler相信，一旦你加入我们，就始终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你不应该像拉姆的导师说的那样“原谅”归来的人。要把每个人的成长看作团队的财富，即使这样的成长是在组织之外发生的也不例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能够拓宽技能和领导力。我们尽力在组织内部提供机会，但我们也理解，有时员工会去其他地方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如果有员工离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哪怕是去了对手公司，我们都希望他们一切安好，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准备回来，公司大门随时敞开。

Gensler现在有5000多名员工，但即使在早期，跟Green Impact规模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也欢迎离职员工回来。20世纪60年代，公司创始人阿特·根斯勒（Art Gensler）重新接纳了之前被竞争对手挖走的沃尔特·亨特（Walter Hunt，已故）。亨特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者，带领公司从小型室内设计公司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沃尔特还开创了“回力镖”项目，项目至今已促成500名离职后的员工归来。

我们每年12月都举行庆典，表彰员工，宣布晋升，向归来的员工颁发雕花的回力镖。我自己就有一个。我大学一毕业就加入Gensler，3年后辞职去读研究生，随后为另一家规模较小的对手公司工作。Gensler注意到我的工作表现，让我回来担任高级职务，当时我简直太高兴了。

不过，拉姆要注意让哈里回来的方式。首先应该是战略性的决定，不要诉诸情感。他必须抛开怀旧和怨恨之情，仔细考虑哈里能否在公司产生价值。

他还要跟哈里沟通，了解哈里离职的原因，以及回来之后承担的工作。期望必须讲得清清楚楚。哈里必须尊重那些在自己离职期间晋升的人，并彻底理解自己的新职务，比如说，国际扩张也许意味着他仍然要长时间加班和出差。

也许最重要的是，拉姆必须仔细考虑如何避免将来可能的高层人员变动。公司领导者不会希望员工因为待遇问题离开公司。拉姆要提供更多激励，比如制定与增长目标相关的利润分成和奖金，让团队成员感受到大家都在一同为长期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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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社区的评论


留住杰出人才


哈里曾经是表现优异的员工，现在也没有变。当初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虽然未能如愿，但他至少从错误中学习了。他应该再得到一次机会证明自己。

哈里什·阿加瓦尔

新加坡保诚集团企业传播及营销传播副总裁




不要奖励不忠诚的人


这跟宽恕和第二次机会没关系，这是员工和公司相互信任的问题：你要让公司把你摆在首位，那你也要把公司摆在首位。从根本上讲，重新雇用哈里就是在奖励不忠诚的行为。你希望其他员工也这么做吗？

小托马斯·希尔

Eriksson Engineering Associates技术总监




别让竞争者占便宜


图利和普莉蒂填补了空缺，展示了领导才能。拉姆应该派她们去做迪拜的项目，与她们更紧密地合作，以此作为奖励。然后他可以让哈里回到之前的职位，留住他，别让他去竞争对手那里。

阿尼梅什·达加特

曼尼帕尔理工学院学生




商量新条件


拉姆应该让哈里回来，但在此之前要认真严肃地讨论哈里从那边离职的原因和重新雇用他的条件。拉姆必须确保哈里清楚地知道，回来之后需要满足怎样的期望，以及他离开后公司发生的变化。另外还应该设置一些“补偿事件”，让哈里证明自己对公司的忠诚和价值。

斯科特·舍曼

Pacific Southwest Container公司CFO





杂谈 Synthesis



慈善家的负担

The Philanthropist’s Burden

[image: ]




蒂姆·沙利文 | 文　牛文静 | 译　齐菁 | 编校




你觉得赚钱难吗？试试捐钱吧。






特
 雷西·基德尔（Tracy Kidder）在新书《装满钱的卡车》（A Truck Full of Money）中清楚表达了这一观点。该书讲述了百万富翁保罗·英格利希（Paul English）的故事，他与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旅行网站Kayak.com。1981年，基德尔出版了《新机器的灵魂》（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详细介绍了计算机硬件革命的历史。这次他想将视线转回到计算的话题上，并选中英格利希作为主人公。英格利希是位编程天才，当时有人出价数十亿美金收购他大获成功的旅行预订网站。英格利希个性有趣，可能有点双向障碍，但目标坚定，最终他的成功让自己都大跌眼镜。他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能成为百万富翁，最初只是想开发一个便捷的网站，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有一批忠实粉丝，自己的团队成员可以享受这份工作。财富只是副产品。

但在卖掉Kayak之后，英格利希身价暴涨。有位同事形容他是“被一辆装满钱的卡车”给撞了（这句话深深烙印在基德尔的脑海中，后来被用作书名）。那么，接下来这位富翁该怎么做呢？

英格利希并不孤单。现如今，但凡有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出现，公众就会期待他们效仿过去的慈善家卡内基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至少捐出部分财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两大家族捐赠资助了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和其他公共机构。比尔·盖茨为此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另外一些做法，例如马克·扎克伯格试图改革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学校系统的尝试却遭到惨败。最近，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又提出了“陈-扎克伯格计划”，捐出30亿美元用于在本世纪末之前“治疗、防治或管控”所有疾病。

英格利希准备效仿好友及准导师托马斯·怀特（Thomas J. White），后者同样在无意间成为百万富翁，并将绝大多数财产捐给了健康伙伴基金会（PIH）。这家非营利组织的主要使命是支持全球范围内包括海地、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家在内的医疗卫生事业。（PIH的创始人之一保罗·法尔梅是基德尔的另一本书《连绵群山》的主人公。）英格利希还专程探访了家乡波士顿的流浪者社区，但最终仍然觉得捐一些钱不如再创办一家有资本支持的技术初创公司。不是因为钱，而是就做法而言，慈善事业和白手起家的光芒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他刚刚萌芽的慈善行为很快不了了之。

英格利希并非没有其他选择。他本可以把钱捐给被广泛认可的某家慈善机构，用于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但即使这么做也有隐患，2014年的纪录片《贫穷股份有限公司》（Poverty, Inc.）揭露了国际救援组织和社会企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均衡问题。该片导演迈克尔·马西森·米勒（Michael Matheson Miller）特别考察了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发现合法的善意之举往往以捐赠现金和货物的方式表达，这会让发展中国家停滞不前。来自独立慈善家、非营利机构、政府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捐赠，让当地人产生了依赖性。而当一个国家充斥着来自发达国家的捐款、免费衣服和食物时，当地农民和企业家的努力相比之下微不足道，工业因此萧条。但当地居民却无法依靠某种援助生活，因为这些援助时有时无。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美国慈善家的表现无须对第三方负责。”

迈克尔·温斯坦、拉尔夫·布拉伯德，《智慧捐赠的罗宾汉法则》





这不是在谴责任何怀有善意的个人或机构，制片方在这点上很小心。大家对外界的援助心存感激。而这部纪录片中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来自接受捐助的人：请停止这样的做法。不要再给免费的东西了，帮我们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对当地人民来说影响更加积极长远。短期有免费的鞋穿当然很好，但是我们更希望开办自己的制鞋工厂。

那么，现代慈善家该怎么做呢？特别是对于没有像盖茨和扎克伯格那样的财力资助基金会或开展计划的人来说。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M. Weinstein）和拉尔夫·布拉伯德（Ralph M. Bradburd）在《智慧捐赠的罗宾汉法则》（The Robin Hood Rules for Smart Giving）一书中给出一条路径。这种方法是罗宾汉基金会的温斯坦等人开发出来的，该书标榜其是“资源有限时选择慈善方式”的指南。即使对于亿万富翁来说，资源也总是有限的。

罗宾汉基金会成立于1988年，它将这一方法叫做“无情的货币化”。根据某个公式，捐赠者可以使用同样的标准评估不同选项，有点像豪华版的成本效益分析。表面看这种方法很简单：将使命宣言翻译成定义明确的目标，用某种特殊方式，尝试得出不同结果，分析并给结果打分。再重复。也许简单，但并不容易，所以作者在书中给出了详尽指南，告诉大家怎么选择才能为世界带来真正积极的影响。

无论是罗宾汉基金会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是汤姆·怀特一次性捐款的方式，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捐钱的过程和赚钱一样须遵守某些规则。你不能随随便便地把数百万捐出去，然后期待它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如果慈善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们估计早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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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

我在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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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吧，生活》，基斯·理查兹和詹姆斯·福克斯著，Little, Brown出版社 2010年出版

“音乐和音乐家一直是我工作的驱动力，为我很多服装设计提供了灵感。我最喜爱的滚石乐队，其能量、影响力和戏剧性让这本书读起来更加迷人。”




汤米·希尔费格是汤米·希尔费格集团的主设计师，和皮特·诺布勒合著有《美国梦想家：我的时尚 & 商业生涯》（American Dreamer: My Life in Fashion & Business
 ，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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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沙利文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编辑总监，和雷·菲斯曼合著有《市场的内在生命》（The Inner Lives of Marke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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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SETTING CEOS UP TO WIN




	
[image: ]
 Replac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turning points in an organization's life. This month we explore how firms should tackle the process.











LEADERSHIP


The Secrets of Great CEO Selection


Ram Charan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a new CEO, judgment really matters. The choice may devastate a company or create enormous value. In his work advising companies, Charan has observed that some board members are especially great at succession decisions. In this article he describes how they go about picking the right candidate.

Directors who excel at selection zero in on the two or three distinct capabilities that a CEO will need to thrive at the firm in question. (Charan calls this the "pivot" because the succession decision turns on it.) For example, when IBM was conducting a CEO search in 1993, many thought it should hire a technologist, but two directors saw that what the company really needed was an executive with business acumen, a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execution skills.At their urging, the board brought in Lou Gerstner, who quickly turned IBM's $8 billion loss into a $3 billion profit.

Astute directors also keep an open mind about where the best candidate will come from; they shed assumptions about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nd may even consider a leader a few levels below the CEO. They go deep to understand which person is the best fit with the pivot, doing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Finally, they allow for the imperfections in the chosen candidate, figuring out which gaps can be filled by other executives or corrected with c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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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organizations


After the Handshake


Dan Ciampa



A startling percentage of new CEOs fail within their first 18 months, according to many estimates-whether they come from outside or are promoted from within. Sometimes the new leader makes poor strategic moves, and sometimes the board makes an imperfect choice, overestimating a candidate's abilities or hiring someone whose skill set doesn't fit the context. But when succession fails, the responsibility is almost always shared.

New leaders may be unable to rea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learly or achieve the cultural changes their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agendas require. Boards and key executives may not grasp the complex nature of CEO succession or consider the likel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llenges the new leader will face. A CE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onboarding, which is a formal, short-term, agenda-driven orientation program of briefings and meetings. It is a longer process of interactions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planned and impromptu; it should begin when the board's choice accepts the position and last for months after he or she arrives. The outgoing CEO, the chief human resources officer, and the board all have key roles to play in the process, writes the author, who describes best practices for each.

The article includes an interview with Mark Thompson, CEO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about his own succession process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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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Succession Planning: What the Research Says


Eben Harrell



While every organization inevitably must replace its CEO, most firms are ill-prepared for succession. In this article, HBR senior editor Eben Harrell reviews the most salient studies of succession planning and offers context from the experts. Some key takeaways:

Though turnover among CEOs is rising, only 54% of boards are grooming a specific successor, and 39% have no viable internal candidate. The consequences of poor planning are serious: Companies that scramble to find replacements forgo an average of $1.8 billion in shareholder value.

Grooming leaders takes years but pays off: Chief executives who have gone through executive development at "CEO factories" like GE deliver superior operating performance. But directors need to get more involved. The majority don't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executives below the CEO, and only about a quarter participate in their evaluations.

The trend toward external hires is growing, and outsiders command higher median pay. But studies suggest that on the whole, insider CEOs deliver better returns.

More researchers are studying the traits of the ideal CEO. So far they're finding that younger CEOs outperform, that execution matters more than interpersonal strengths, and that a military background makes leaders more honest, but this line of inquiry is in its early days, and the jury is still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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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Globalization


Mapping Frontier Economies


Aldo Musacchio and Eric We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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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layers in search of double-digit growth are running out of opportunities. Emerging-market giants such as Brazil, Russia, and China are experiencing an economic slowdown. They are increasingly expensive as a base for operations, and it's harder to export to and import from these countries than it used to be.

As a result, multinational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low-income, high-risk countries both as new markets for selling goods and services and as platforms from which to export them elsewhere. Even in industries where competition is skewed by government manipulation, foreign players that target the right sectors with the right strategies can prosper.

The first step in identifying opportunities in a frontier economy is to assess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f its industries along two dimensions: (1) the degree to which profitability is determined by competition between firms and not by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actions and (2) whether the industry is focused primarily on domestic sales or on exports. Industries will fall into one of four categories.

Each category is associated with a distinct strategy, ranging from the conventional (leverage existing capabilities, adapt to local tastes) to the unfamiliar (make yourself indispensable to powerful local player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offer companies a framework to help figure out whether and where to play and how to win in the spaces in which they choose to comp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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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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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PayPal's CEO on Creating Products for Underserved Markets


Dan Schulman



Back when the author was the CEO of Virgin Mobile, he accepted a challenge to live like a homeless person for 24 hours in New York City-with no money or credit card, no cell phone, just the clothes on his back. A few years later, when he was head of a division at American Express, he joined his leadership team in a variation on that experiment: They would spend an entire day trying to pay bills and transfer money the way people without bank accounts or credit cards have to. Those experiences increased his empathy for less-affluent people and his awareness of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them to manage and move money-and energized PayPal's new strategy after Schulman joined the company as CEO, in 2014.

That strategy was to be a "customer champion" company and reorganize into just two groups: merchants and consumers. For merchants, PayPal would evolve its technology platform to enable more-intimate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using mobile and software. For consumers, it would empower underserved citize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make more-secure, faster, easier, and less-expensiv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ithin those two segments, the company has created or acquired a suite of products that target different markets, including Venmo for Millennials, Xoom for international digital payments, and PayPal Working Capital, which lends money to small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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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Yourself


Do You Hate Your Boss?


Manfred F.R. Kets de V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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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east half of all employees have quit a job at some point because of their supervisor. People complain of bosses who bully them, micromanage, steal credit, hoard information, and otherwise make them unhappy-which threatens their productivity and the organization's success.

But don't despair if you don't get along with your boss. This article lays out steps you can tak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ractice empathy.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neuroscience suggest that being mindful of the pressures on your boss and responding empathetically can trigger reciprocal support.

Examine your role. Consider how you might be contributing to a negative dynamic, and seek training or advice to help you change your behavior.

Talk to your boss. Start by asking how you can improve your perform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If that isn't fruitful, launch a frank conversation about the dysfunction in your interactions.

Go to HR. As a last resort-and only if you have evidence to show that your boss is unfit-file a formal complaint.

Leave. If you see no potential for change, it's probably time to start job h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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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身体是我最好的媒介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数十年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一直致力于拓展行为艺术的边界——将自己的身体撞向墙壁，用剃刀割伤自己，静坐750小时。她的表演最初只是小众，后来得以参与威尼斯双年展、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大型展出。她的回忆录《穿墙而过》（Walk Through Walls）刚刚出版。






HBR：介绍一下你的创作过程吧。



阿布拉莫维奇：
 我从来没有什么工作室。工作室令你懒散舒适，重复自我。我不去度假，而是到没有可口可乐、没有电力、远离文明的地方采风。我感兴趣的是自然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他们驱使身心的方式是我们所不理解的。我尽力接触人生，在这个过程中，灵感会不期而至。我对轻松愉快的东西不屑一顾，只对那些真正让我不安、痴迷的创意感兴趣。这样的灵感将我带到新的领域。如果我问：“天啊，是否应该那样做？”那么我就知道，一定要那样做。我很喜欢约翰·凯奇（John Cage）说过的话：“每当观众接受了我，我就去往他们还不接受的地方。”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晦涩难懂的媒介？


我最初是画家，可是当我在公众面前表达创意，运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作品的对象和主题，我立刻就明白，身体是我最好的媒介。我很难获得理解认同，起步阶段非常糟糕。但我用了这么多年打下基础，使行为艺术像摄影、录像一样得到认同。即使大家都认为你是错的，你也要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当时你是个年轻艺术家，遭到了很多次拒绝。你是如何应对的？


我不会善罢甘休。我一直就是这种性格。如果发自内心觉得自己是对的，我就会努力去做。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否则我好多年前就放弃了。20世纪70年代过后，行为艺术家纷纷转型，去做绘画和雕塑或者建筑，因为行为艺术实在太难了。现在我很高兴自己那时没有放弃。

你曾经说过，不只是要完成作品，还要保证作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让合适的观众看到。你是如何培养自己的营销技能的？

一开始我不得不在任何可以表演的地方表演，观众从10到40人不等。随后我开始收到艺术节的邀请，找到有意展示新的艺术形式的策展人，并且参加重要的展览。很多艺术家没有这样的精力。他们需要收藏者买下他们的作品或者陈列室，照顾他们。我至少有30年没有自己的作品陈列室。我必须亲自做好一切。但现在我只做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了。我收到很多邀请，从中挑选能将我的作品带到新高度的展览。




你怎么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呢？


我父母都是塞尔维亚的战争英雄，我童年受到的教育就是，必须为事业牺牲私人生活和所有的一切。你为什么身在这个星球？你的作用是什么，责任是什么？我在这样的信念中长大成人，现在也一直贯彻。




在艺术和身体素质方面，你都给自己设立了非常宏伟的目标。你是如何让自己实现这些目标的？


必须训练整个身体，做体能训练，考虑营养，不要嗑药，也不要喝酒。而且我向藏传佛教僧人、澳大利亚中部原住民和巴西萨满教巫师学习。为了在《艺术家在现场》（The Artist Is Present）展览中静坐，我训练了一整年。我不吃午饭，所以身体就不会产生让自己难受的酸性物质。我到晚上才喝水，静坐时就不会小便。

你在书中提到自己数次在行为艺术表演中达到极限，却仍然继续表演。这是怎么做到的？

每个人都能做到。心灵乃是大敌，每次你想尝试安全区以外的事情，就会被心灵阻止。但我们身体中都有额外的能量，在遭遇空难或者火灾之类的极端情况下可以发挥出来，逃脱险境。但其实没有必要等待这种事故，我们本来就可以发挥这种力量。




最近有批评家抨击你在回忆录的早期草稿中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描写带有种族歧视。你如何回应？


这样的争议真是太烦人了。虽然说出来的话是那个样子，但我知道自己心里想的并不是那种意思。我1979年的日记措辞不当，但我心中怀着惊奇、尊敬和爱。我与当时的搭档乌雷（Ulay）一起，在澳大利亚小沙沙漠跟皮坚加加拉族（Pitjantjatjara）和宾土比族（Pintupi）人一同生活了一年，那一年改变了我。




乌雷曾经是你艺术上的搭档，也是你生活中的伴侣。你是如何平衡个人情感和职业需求的？


我尝试过婚姻，但不大行得通。我花太多时间工作和旅行，为此一直感到愧疚。现在我快70岁了，感觉棒极了。我不必跟任何人说明是否要回家。我可以为所欲为。我不想要孩子，因为不想让孩子遭受痛苦。我养过一条狗，它受的痛苦够多了。我甚至不想养金鱼和乌龟这样的动物。我养了一棵沙漠植物，大概一年要浇一杯水吧，这种程度我是能做到的。恋爱分散你的精力，养育孩子更甚。我独身的时候，没有其他事情打扰，就可以全神贯注投入艺术，不是100%投入，而是120%，那20%是有意义的。




身为艺术家，从不名一文到声名显赫，这样的转变你是如何处理的？


当你出了名，爱你的人就开始恨你。每个人都打量着你。他们希望你穷困潦倒，苦于生计。我50岁之前都一直付不起电费，现在可以了。我想我不应该为此受到批评。这是消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谈论行为艺术的平台——CNN、TED和彭博。我一直与艺术家合作，一直在教学。回忆录出版了，大家可以从中了解一下我的生活。书的性质与纪录片《艺术家在现场》相似，相当于我对着麦克风录音录了一年，拍摄人员随时会来。




有人批评和嘲弄你的作品，你作何反应？


如果我知道自己没能尽到120%的力量，那我只会对自己生气。但如果我竭尽全力了，那么你可以批评，可以嘲笑，随便你怎么样，我不会有所触动。如果我的力量不足以彻底实践自己的创意，那我就知道自己失败了，这比由其他人来告诉我还要糟糕。




你失败的时候，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我跟一些画家朋友聊过。他们画一幅画，花的时间越长，画就越糟糕，然后他们换一张画布，两分钟就画出一幅杰作。失败越多，就越了解是什么导致了失败，下一次的作品就会成功。你不会一成不变，因为你冒着风险探索不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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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image: ]







[image: alt]






哈佛商业评论 2016年12月刊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集团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Group, www.hbr.org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Adi Ignatius




《财经》《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hinese Edition, hbrchina.org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王波明 Wang Boming




主管：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主办：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编辑委员会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于颖 王波明 何刚 杨浪 法满 靳丽萍 戴小京

Yu Ying,Wang Boming, He Gang, Yang Lang,

Fa Man, Jin Liping, Dai Xiaojing






主编
 Editor

何刚 He Gang


副主编
 Executive Editor

钮键军 Niu Jianjun


助理主编
 Assistant Editor

李全伟 Li Quanwei


编辑总监
 Editorial Director

李源 Li Yuan


首席编辑
 Chief Content Editors

李剑 Li Jian


首席撰稿
 Chief Writer

王丰 Wang Feng


高级编译
 Senior Articles Editors

王晨 Wang Chen 刘铮筝 Liu Zhengzheng


高级编辑
 Copy Editors

时青靖 Shi Qingjing


编译
 Articles Editors

刘筱薇 Liu Xiaowei 蒋荟蓉 Jiang Huirong


撰稿
 Writer

廖琦菁 Liao Qijing


高级新媒体编辑
 Senior Digital Editor

腾跃 Teng Yue 马雪梅 Ma Xuemei


新媒体编辑
 Digital Editor

齐菁 Qi Jing


驻伦敦高级编辑
 Foreign Senior Editor（London）

牛文静 Niu Wenjing


高级图书编辑
 Senior Book Editor

王晓红 Wendy Wang


高级创意编辑
 Senior Creative Designer

崔晓晋 Cui Xiaojin


特约设计师
 Freelance Designer

瞿中华 Qu Zhonghua


流程编辑
 Flow Editor

苏然 Su Ran


行政总监
 Administration Director

颜晓群 Yan Xiaoqun


人力资源总监
 Human Resource Director

郝晶 Hao Jing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刘霄 Liu Xiao


执行总经理
 Executive General Manager

张瑾 Zhang Jin


执行副总经理
 Executiv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张菁 Zhang Jing


执行副总经理兼广告总监
 Executive VP & Advertising Director

李一品 Yolanda Li


执行副总经理兼品牌总监
 Executive VP & Branding Director

赵阁宁 Zhao Gening


发行总监
 Distribution Director

高云竹 Gao Yunzhu


华东区
 市场部总经理 Director of Branding Center, East China

杨志清 Yang Zhiqing


华东区
 广告部总经理 Senior Account Managers, East China

徐礼智 Damon Xu


市场总监
 Marketing Director

王欢 Wang Huan


华北区广告副总监
 Advertising Vice Director

叶海虹 Ye Haihong 李淳 Li Chun


资深策划经理
 Senior Planning Manager

刘浩宁 Liu Haoning


高级品牌经理
 Senior Branding Managers

陈萌萌 Chen Mengmeng 张超 Zhang Chao

王文睿 Lea Wang 李帅 Li Shuai


品牌经理
 Branding Managers

杨逸雯 Yang Yiwen


市场专员兼行政助理
 Marketing Executive

崔哲 Cui Zhe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partment


新媒体部门总监
 Managing Director

于慧媛 Yu Huiyuan


高级编辑
 Senior Editor

康路 Kang Lu


内容编辑
 Editors

郭长冬 Guo Changdong

朱虹 Zhu Hong 刘楠 Liu Nan


高级开发工程师
 Senior Development Engineers

慈勤强 Ci Qinqiang 李向东 Li Xiangdong


开发工程师
 Development Engineer

陈明东 Chen Mingdong


高级产品经理
 Senior Product Manager

王振国 Wang Zhenguo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周鑫欣 Zhou Xinxin 初飞 Chu Fei


设计主管
 Design Director

李井全 Li Jingquan


设计师
 Designers

张姿艳 Zhang Ziyan 程爽 Cheng Shuang


高级市场经理
 Senior Marketing Manager

王硕 Wang Shuo



[image: alt]



版权声明：


本刊主要内容是哈佛商业出版集团授权独家使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BR
 ）的简体中文版，其他内容来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团队采写或编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摘抄。

Copyright Notic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exclusively authorizes this publication as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BR). Part of the content in this publication is created and edited by editorial team of HBR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Consen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邮发代号
 80-387


客户服务热线
 400 009 0313



国内外统一刊号


ISSN1671-4725

CN11-456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9层


编辑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7511

发行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0323

邮编：100020

广告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7236

电子信箱：hbrchinese@caijing.com.cn







版权信息



探寻“超级增长”（《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第12期）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出品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6

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9084-20161208

最后修订：2016年12月8日

制作：郑 星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BookDNA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6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image: ]




The End



[image: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

http://www.bookdna.cn



新浪微博：@BookDNA本唐在线出版


微信公众号：本唐在线出版

[image: ]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发送邮件至 cb@bookdna.cn 指正。







[image: ]








成为作者，只需一步

To be an author, just one click.




BookDNA.cn








OEBPS/Image00053.jpg





OEBPS/Image00052.jpg
S SERERTRHAEIARNEZERRE ST

. FEETIASD ‘SE” IZBEIES

2016 RS 2014 FitREFICIRONES R GRS
523 T LEREAS| =H Jb= | RN | s | T 7R |chEgEM
Hithimir FIEM |FnsBFEs
EENGLE 52% 44% | 59% | 53% | 59% 57% |
ANIBEHIEH 55% 41% 59%
MARESFRE 17% 49% | 56% |56% | 55%
SIH/BRIRS RS 35% | 24% | 29% | 23% | 33% | 27%
W EIELYERIRE 16% 21% | 19% | 27% 33%
HETE 17% | 15% | 23% | 18%
EAAZHORNIER 17%
S 31% | 19% | 24% 32%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057.jpg
KLRLREX






OEBPS/Image00056.jpg
SKAD

KARL LAGERFELD
thh@ﬁézéi/ﬁfﬂf?s“&ﬁ ‘






OEBPS/Image00058.jpg





OEBPS/Image00049.jpg
FKiF: (ESAL) Wi

E

il
42

o=

FuIAE

=
Rk

=

aBMERE

IR

=y

=3

T2

I

Rk

REFFEE

3.4

+06

06-58

6L-SL

vL-0L
69-59
v9-09

65-55

- v5-05 g

o= 0y
6€-SE

[ 3






OEBPS/Image00051.jpg
RIT. IR TRt B

EHhtiRiE

BIaTHER RS

Bk (RHZEMSCSTES)

£EAKX <

hRESR 58P EREFFRX

W BIAF

BEMMHBHF (K ) thihib(aS

RH%EB KER

HELD EREARZES )

<>

¢EI§F*

BRITHH.

tmﬁgnm% FRIBE. SASTINO.

EEARE

AR R

SEEERBOC . 4 rTERB2BRIANHESZ

kR

HMEEEAE. GRE
AERER, ABESE
FUNBRERI
PREGR

REFEIR B SRamelt FEaIEk
ARl ¢ AR firdedl s =

5+ HERR
ERBALFFER
HWRBAIHIRAR
AEEX (GRYI)
ER R (211 TEk)
ERFAS (REHER)
BRE

HEZRR M
i V. S HEFIN TS





OEBPS/Image00050.jpg





OEBPS/Image00064.jpg
M SR

BLEREENDNIMIBESELIE, —RX—IREX
BEKRAR, AMEMSEENAEKITWAHT,
SFKBNRSGRVEE—E LM . MUNMETETHEE
MM, BNFIELIEIKREMIN? EENARET,
W FNEIEE BRI RN SRBARNG X B
THIREY, SBEMZMEILATILE:
SABESTER, SHILRNBRSE.
oFIEEERRE, PRHRIEAE. BIxfEH
PO
BEDHHERIFIE, FIRFIRTEENTRANE
SRR, EIR—MENIIE,
oF | IR RS IDHERN B SR NMHE .
RIEARNBERRAABNNGE, ZRASEN
T AR, Bie—RAE, RARENXT
XA LB R R AR, e SIEERERE
au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066.jpg
PITR “UMIiSmess” eV s

XE
(EHHSREEAM)
& 2980 - =45

( John P. Kotter)
(mafEm iRt ) 19994

F3—-4

B&T
EASHIE—KHEER,

EES

SFIPFARMH A, MEES
MRSFARPALETRE, 2
REATEREEREA. &

NERBREFETFT1982F,

1B&

RRE T MR R R AR AR

I\Dj Eﬁ o

More Reading
@ HBR.org

({MIEZEEN RS )
& iBR/R - AFEE
(Michael Useem )
(raEmEiFie ) 2010118
F
EEDETHIXMANEE
WA ZENFNEMLERS
FNAEMBAFIEMBAINE
th, it FEEESERR
MSZEUREBISNEES
3, BAEMFESLEIES
Bint7 .






OEBPS/Image00065.gif
EERISAIE

HHIE

st

WaRE

R

R #, BE ¢—) REFS B0
iR > ——P B
RGN » —P B

Rt - B —>) %

RERTEEE R’
REEZRE RiE
STRIfFAR 3
SERTHESR FRREXSE






OEBPS/Image00068.gif
REZARERE ROADS

Real-time On-demand All online DIY Social
o SERY o IREEF Ll==reas * HENIRSS HMTNE
o RELEPAIE ° HHI%E * =R iy Bz

BRRIR : &2






OEBPS/Image00067.jpg
BEE ‘
LHECED





OEBPS/Image00048.jpg
;ﬂ






OEBPS/Image00000.jpg
hbrehina.org

£ HBRERHXIER

§0 wewiinsd
T

5K CEO Mgtk ik
"ws

PRIl

aw
PRtpi &R ?

RS BRI

Where to Find Hypergrowth

e d“.‘ “& -
A —

9 “mn qu‘ m"‘






OEBPS/Image00046.jpg





OEBPS/Image00060.jpg
mRBYa

TIIERLRTRIANEEFAPEHE ., ERHEEE .
A MIRFAE4NMTISERICDP . AFIRERI X ﬁlﬁlﬁi‘,tl:.'
RHURETIBRIBNEZSHE.

REH ZREMHNE

FESRBAREARRIRIS  SKEMBEME HREENTIHN
TR BT O, tltt?ia:hﬂj- B HOEMAIN quEfﬁTHE,%_-
FERTHBIVEMPAT, A2 E. zEEARRER, HBHAF
RIFOERE. BFERZMRAR, KELOSHCISEHEHEBRE
BWEMNESLCE A, g Fsk. Z2ERFEXES EHFNE
£, BEILEBEFAEE /B, AERRETL, EATEF
FHBKLUBCARE A SO MERHISENRIRE.
, ELREHKRABRIINYN SABBWIR, BEFETEM
=N

ol &

3 1 =
I>>><EE

o





OEBPS/Image00047.jpg





OEBPS/Image00059.jpg
BUiaZERE

BEIHEE R
& (ERE
tHO ) FIBAT
TEERE
=€, BN
BEEpRTE—E
FEMFEFEL
o

BURFIRER

=

BURFFIRE

EARE

EHE

El5raE]

Ex=plee o eyl
HERE

2L

El5haE]

Symbion7EiEE

1efitH

sl

ERANTES

SEROEE

El5haE]
GAPEfHIEMAR

RHE

El5raE]

Rio Tinto#E5=t
FFRET FRET





OEBPS/Image00044.jpg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045.jpg





OEBPS/Image00061.jpg
BESEIS KhIENaEsre?

RETEER FREERBIZIEHEEFRNTMMRE, EBEIABEATRET
FEAEUE B .
HREBMESR
BR iR BRI 0 pors | WA H.?lggg%P
=5 i2i96F)
1 3 8.47% &
2 FIELIE 8.04% 2 v v v
3 i) 7.88% 2 v v v
4 SR 7.711% 2 v v
5 EPEE 7.58% &
6 i 7.37% 2 v
7 HEE 7.16% = v >
8 i 6.94% 2 v v
9 ERMR 6.92% 2 v
10 FAREA 6.86% 2 v
" EINHIE 6.84% 2 v v
12 IR 6.80% 2 v v
13 BER 6.75% 2 v v
14 1BRET 6.72% 2 v v
15 = 6.70% 2 v v
16 BRIl 6.31% 2 v v
17 Bg3 6.30% a
18 FERE 6.28% &
19 1] 6.22% 2 v
20 HE 6.14% a
21 E 6.11% &
22 plit] 5.94% 2 v
23 BFix 5.85% 2 v v
24 HEGER 5.74% 2 v
25 BEBITHME 5.71% 2 v v

i IR, 2016-2020FEHM .
BiE: EfRETESEOHREXES : 2015FEFLREEHmSH: BUEIV XCONSTISE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043.jpg
i
!





OEBPS/Image00040.jpg





OEBPS/Image00041.jpg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037.jpg





OEBPS/Image00038.jpg
Spotlight

§ cttmg CEOs l‘p to Win

BRR: ﬁ?ﬁ {ﬁl ( George Byrne )
%*5:5 (G 'ktt’.‘l S) EHotel Pool #1) , ’}éﬁ‘%ﬁﬂlﬁiﬁ





OEBPS/Image00035.jpg





OEBPS/Image00036.jpg
i isting ho






OEBPS/Image00033.jpg
B Ee

BREH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031.gif
PayPalfrs5:HZEE IR PRS0

LRl RS

PN @






OEBPS/Image00032.jpg
PAYPAL=AHIZUE

FUIZESiE: 19984 (PAYPALRISER
JEfRidAYSZATIE) )

BEB: AONEFTTE

BRTAH: 1.685

A (Efi2: 1012558 )
BALFE

20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030.jpg





OEBPS/Image00028.jpg





OEBPS/Image00026.gif





OEBPS/Image00027.jpg
FHIBXRE

TERERRE

SEF#TEMERF

(356318

FREORSE

BRI

JiE G ST RS A9IE1RT

B ERIDHT

N AR EXRE

SESSREEMAR IR LR

REEMFAENR TRER R

AEEIRMERGIPZR

REERFHAREREIHAIMNE

BHEHE

BRATAIIRA

RITERIC

FRALE)I

2000 4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B%ET

6000 8000 1h%ET

SEEiE BRI - 8K (Tanya Menon ). & - i#E#k (Leigh Thompson ) : (E1E78%, FFAEE. X
THRE‘BIIBHTTI% ) (Stop Spending, Start Managing: Strategies to Transform Wasteful Habits, {1&

#HEgUaTEie ) Birit, 2016)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025.gif





OEBPS/Image00022.jpg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097.jpg
Harvard

¢ Business
Review
WA HERAAL I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96.jpg
R, BEMINY, HRFESF

FA PR S 51
EHELRRAEFTE

BMEAARNGBE. CEMRTESRNY
B 3 ML

A CRET,WHRNE- SRS EHRERE

AFEBHRER— RS
I've got a hard stop in two

ik {1 ;L
. it (RIRE ) Sk

“First they gave Gandalf an office, and now Bilbo? | knew we
should have joined that quest.”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98.jpg
Vot ¥R, £ 45 5% A L &

PUBLISHED BY SEEC MEDIA GROUP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89.jpg
TRACY

KIDDER
ATRUCK ‘
':gl!'lliv s

CHaERN R4 B (BIRIMERRATD)
BIIZIGMEIR ) SO,
HPETY - FER 2014 4F
2016 4F

THE

ROBINEHOOD

RULES FOR
SMART GIVING

Michael M, Weingtg;
. Weinste
ad Ralph . Bradblzrr‘d

—

R P,
)

SRR - WA, RUR
5 - A
THEHA RIS,
2013 4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91.jpg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90.gif





OEBPS/Image00013.jpg
ﬂﬁ‘{f ¥ .
=] ok





OEBPS/Image00093.jpg
SME@HOW I DIDIT...
PAYPAL 28] CEO:
JIBRSS A AIH A QliE =5

ing Products for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92.jpg





OEBPS/Image00011.gif





OEBPS/Image00095.jpg
IO - Pt EEsE
FHERR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94.jpg





OEBPS/Image00009.gif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100.jpg





OEBPS/Image00007.gif





OEBPS/Image00099.jpg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102.jpg
BRI “BRIaKk”

ok —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Image00003.jpg
HEERE
BRE. Bit, 5,






OEBPS/Image00001.jpg
Harvard

4 Business
Review
LT





OEBPS/Image00008.gif





OEBPS/Image00075.jpg
538 vs &

550

500

—50 Bk
-100
BR

E
EE

]
S
>

-150
piites

ERT FRT






OEBPS/Image00074.jpg
ESTP
prifiZN e ADEIREE BINFORIH
ABDEIR FTFF

ADEIREES

A SHTHF ATEELL ANEBFHF





OEBPS/Image00077.jpg





OEBPS/Image00076.jpg





OEBPS/Image00078.jpg





OEBPS/Image00069.jpg
SARPFIE
FY3ZRdiE): 19874
AR PERII

KRT: 175

3950

W HEWA =
W =R
(3 1Z5%)

2039
188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BlSE - 125





OEBPS/Image00071.jpg
BEAZEERGIN ARG

N =ZTe BV A
{RIALEHS

EEXG \
:

EIRREE
IR
B ERT
AREHE
#BIiE
SIREE
BXBX 218

|
Il
uﬂ}}
i
1

|
A A A o
T i3 [

i

T
Lk

<

=
1

1

B hiEE
AZTE[

ml’é*
FH;#
N
1






OEBPS/Image00070.jpg
A D e b
DD DSOS A

A A AL £h ¢ YOV 4
v vvv‘ vvvv g A N v w’ OV Yew A:AA
vvvvvvvvvvvvvvvvvvvvwmvvvvvvvvvv g

VY VYV VYV YV VYTV W vvxvvvvvvvvvv "AA
vvvvvvvvvvvvvvvvv \’ ” ol § vvvvvvvvv
VVVVVYVVVYVY b d . .

WY VYV VYV VYV VYV YV W
NV VYV Y VYV VYV VYV VYV YV VYV VYV VVVY

- e cTvTvw
'g YTV RPN
YV VYWV VYW v






OEBPS/Image00073.jpg
BN HARN R T RHE S8
X, EEBEBERKHET
MBI EFTER.

A
the

BIERAE

BEHRSEIAR SR B iR
F4E/NSEPREREFR

FEERZOEED &
M=
S REISEIAREEE B AR

BIEBGH
éﬁ%Aﬁ%

FTE R AR T AR

éé;;l:i Eﬁm

_VS EE‘K!
Z R A KA
ARBE






OEBPS/Image00072.jpg





OEBPS/Image00086.gif





OEBPS/Image00085.gif





OEBPS/Image00088.jpg





OEBPS/Image00087.gif





OEBPS/Image00080.jpg





OEBPS/Image00079.jpg
Expericnce:

T

IRIRIREOZRIG?





OEBPS/Image00082.jpg





OEBPS/Image00081.gif
C %..mﬂ”





OEBPS/Image00084.gif
=]






OEBPS/Image00083.jpg
EhIHAFRHFEIC

FEN - BREMBRIAONER SZEEALSES

BARIRE P T A RERS.

BitaEREEH?
/\Eﬁﬂ] EBIRNF R, A LA T BSH IR
* 5o 1 ?:731*/\ E‘]ﬂv ﬂi’:j*.tf\j }Eﬁo

HitnZ IR ?

EH\EEE%{@F] BEHREAXMUATL. FR—R0%
EBBEXHILRBE, REAATHEE ‘BAHE"A
Zj ESZ% (BBE-LARBERELKS, TEBES.

FREMINMPZEHA?

BNFBEFRTRE, FLAIRIDN “EHERT, X
MATBRENFATEE A RRESHEBN ‘T
TFRIAZ" RTEN. HIIEFRMIIEZSRIR
KA S, ESEERRE TERHEN SR,






